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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經歷修復式正

義之歷程與經驗，採用敘事研究法，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向三位曾

違犯重大暴力犯罪並經歷修復程序之成年人進行資料之蒐集。 

研究結果發現： 

一、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投入修復程序之契機有感到孤獨、渴望

改變現狀及自願參與； 

二、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參與修復程序之態樣包括從執行期間開

始至執行完畢與被害者遺屬間接對話、獲釋後開始與親屬和社區重建

關係，以及在監執行中與被害者直接對話； 

三、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參與修復程序之變化有修復破裂的人際

關係與產生新的人際連結；產生利他行為；以具體行動表達對犯罪事

件的悔悟；對未來保持希望與樂觀，相信自己能改變；承擔責任並面

對自身感受；重新看待犯罪事件；對被害者產生同理；重構自我概念；

抵禦外在負面評價，以更公平的角度看待自己；自我慈愛；中止犯罪。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對於修復式正義的實踐在教育面與實務面，

提出幾點建議，並提供未來研究可行方向供後續研究人員參考。 

 

關鍵字：修復式正義、修復式司法、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犯罪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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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mploys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s 
and processes of adults who have committed significant acts of violent 
crime and have undergone restorative justice procedures.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ree 
participants. The study yield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Background and Catalysts 

The decision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committed significant violent 
crimes to engage in restorative procedures is often motivated by feelings 
of isolation, a desire for change, and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Diverse Modalities of Restorative Processes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s manifest in a variety of forms for serious 
violent offenders. These forms include: initiating indirect dialogues with 
victims' families, which continue throughout the offenders' incarceration 
and persist even after their release; starting the process of repairing 
relationships with relatives and reintegrating into their communities upon 
release; or engaging in direct dialogues with victims during imprisonmen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Restorative Process 

Participants underwent several transformations during their 
engagement in restorative procedures, including: repairing fracture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establishing new connections; expressing 
remorse and engaging in altruistic behaviors; reassessing the criminal 
incident and expressing regret through concrete actions; maintaining hope 
and optimism for the future, along with a belief in their capacity for change; 
taking responsibility and confronting their own emotions; empathizing 
with victims and gaining an understanding of victims' experiences; 
reconstructing their self-concept and altering their perspectives on their 
actions; resisting external negative judgments and adopting a fairer self-
assessment; cultivating self-compassion and accepting their past behavior; 
achieving desistance from criminal behavior. 

 
Recommendations 

In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discuss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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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practice field of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made for refining current restorative justice practices. 

 
 

Keywords: restorative justice, serious violent offenders, criminal car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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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應報式正義作為我國刑事司法運作主流之困境 

一、刑事訴訟之審判過程，催化犯罪人持續地逃避責任 

我國主流的正義觀屬「應報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係指

施予違反規範之人懲罰，以達到關係的平衡(Braithwaite, 1999)，因

此刑事訴訟過程的重心便在於確認犯罪人為誰以及施予犯罪人何

種處罰。 

當發現有犯罪事件，案件即進入偵查階段，檢警開始尋找嫌疑

人，接著檢察官可能起訴一位以上的嫌疑人做為審理階段的被告，

被告與國家形成對立的立場，在刑事法庭上進行攻防辯論。倘被告

即為本案之行為人，便鼓勵了犯罪人通過否認或消除對自身行為的

責任，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以爭取最輕的刑度甚至是無罪，在這樣

持續否認及合理化自身犯行的審理過程，犯罪人會先說服了自己才

是這場犯罪事件中的被害者，對自己感到有許多委屈，也忽視掉被

害者的感受，並對刑事司法體系及被害者產生諸多不滿。當有罪確

定後，犯罪人只會消極地接受國家所施予的懲罰(黃翠紋，2006；

Marshall, 1997；Suzuki & Hayes, 2016)，同時也製造了犯罪人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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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對立，不僅助長了犯罪人未來的反社會行為，也損害社會的凝

聚力(Greene, 2013)。 

 

二、刑事司法審判之焦點在行為人而忽略被害者 

以應報式正義為主流的刑事司法程序是以對行為人的「定罪科

刑」來伸張正義(陳佑杰，2020)，故訴訟的焦點會集中在被告身上，

並且主要由法律專業人員進行交談並做決定(Daly, 2017)，被害者的

作用有限(Sherman et al., 2005；Suzuki & Hayes, 2016)。我國在刑事

司法審判的實務面對被害者有明確的角色定位可援引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3163號刑事判決：「我國刑事審判程序有關犯罪被害

者之規範措施，僅止於具證人之適格而為證言…被害者在公訴程序

不惟不具同法第三條所定刑事程序之『訴訟當事人』定位」，亦即

犯罪被害者並非訴訟主體，在訴訟過程中充其量只是證人的角色。

對刑事司法系統而言，國家是受害方，因此刑事司法人員的焦點並

不在傾聽被害者遭受犯罪事件的恐懼及影響，而是事件緣由的描述，

讓刑事訴訟的過程中聚焦於被告的犯罪行為及刑事責任，在判刑確

定之時，被害者甚至可能會被視為履行訴訟程序的客體，如對被害

者的金錢賠償作為行為人的「懲罰」，但也順勢將其當作對被害者

的「彌補」，但犯罪行為對被害者所造成的傷害是廣泛的，可能有

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損失(如增加保險和安全措施的費用、心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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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傷害和心理傷害(如恐懼、創傷、內疚感)，遭受到傷害的嚴重

程度應該是高度個別化的，如此概括化被害者的想法是粗糙錯誤的

(連孟琦，2008)。犯罪事件的發生，已是被害者權力受剝奪的一個

傷害，當犯罪事件進入現行刑事司法系統，被害者受到結構性的系

統支配，將是第二次的權力剝奪，會加劇被害者權力喪失的無助感

(Braithwaite, 1996)，從而致使被害者對司法系統疏離也感到挫折憤

怒，亦難以從犯罪事件中受到的傷害復原(Greene, 2013；Van Ness 

& Strong, 2014；Walters, 2015)，罔顧憲法對被害者訴訟權的保障(陳

仟萬，2020)。已有研究指出，刑事訴訟的過程經常帶給犯罪被害者

二次傷害(Orth, 2002)。 

2017 年我國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成果報告中，第一分組

中的第一個議題「保護犯罪被害者」指出應從犯罪事件發生後到審

判終結，甚至犯罪人的更生階段，全面保護被害者，並讓被害者參

與訴訟制度，但並不侷限於金錢補償或是訴訟程序中的法律協助，

而是建構出整體包括制度上、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支持網絡(陳品旻，

2019)。嗣於 2020年公布修正的刑事訴訟法條新增兩種機制，一是

讓特定犯罪類型的被害者，在訴訟審理過程中獲得訴訟參與人之程

序主體權，如對「犯罪事實的認定」及「科刑範圍」表示意見的訴

訟參與機會，新增的條文為刑事訴訟法第 455-38 條之規定，本項



 

4 

機制即是回應被害者在訴訟過程的劣勢地位，賦予被害者參與和發

言的權利，落實對被害者訴訟權的保障。國外亦有類似讓被害者陳

述犯罪影響的規定，然實務上被害者不是未被告知此一權利，就是

無法在指定時間行使此一權利，即便有機會站上法庭陳述犯罪影響，

如果在現場的發言帶有憤怒、煽動性或其他不恰當的內容，都會受

到制止，或是會感覺刑事司法人員的疏遠或麻木，而有再次受到傷

害的感受(Miller & Hefner, 2015)，故僅有第一項被害者訴訟參與權

的機制，仍對被害者犯罪傷害的復原效果有限。而同時新增的第二

項機制為授予偵查中檢察官及審判階段法院得以將案件移付調解

或轉介被告與被害者進入修復程序的規定，分別新增於刑事訴訟法

第 248-2條及第 271-4條，目的便是在讓被害者及行為人能在有別

於應報懲罰觀點訴訟程序之外，以修復式正義為基礎的修復方案，

讓被害者可以獲得參與和發言的「主導地位」，能表達各種情緒、

討論犯罪的影響並得到答案(Miller, 2011；Van Camp, 2014)。 

 

三、矯治成效仍待考驗 

現行的刑事司法制度期待透過施予與犯罪行為相稱的懲罰以

期達到嚇阻或矯正的效果，但實務上卻無法有效抑制犯罪，因為應

報式的觀點對犯罪的處理，沒有解決犯罪行為的根本原因及犯罪後

的結果，對犯罪人的實際要求其實也很少，而讓犯罪人很少從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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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歷改變。再加上刑事司法系統會對個體進行「汙名化羞恥」而

讓犯罪成為了標籤，在所有人眼中犯罪人成為一個怪物(monster)，

使擁有犯罪身分的行為人情況變得更糟、在監獄走過一遭的人可能

被社會拋棄，從而可能促使犯罪人去拒絕聽到或看到自己對別人造

成的傷害，甚至融入犯罪副文化，而導致犯罪的增加而非減少(周愫

嫻，2021；陳怡成，2018；Braithwaite, 1996；Greene, 2013；Van Ness 

& Strong, 2014；Walters, 2015)。 

刑罰中的隔離政策，其「威嚇性」與「矯正性」也一直備受爭

議，且是國際間共同面臨的問題。根據統計，2000年至 2021 年，

全世界監獄人口總數增長了近 24%，而同期的世界總人口成長數是

28%，監禁作為高成本的懲罰形式，嚴重擁擠成為世界大部分地區

監獄系統的一個特點，又其中亞洲地區增加了 20%，我國至 2021

年 8 月為止，監禁總人口共計 51673(人/十萬人)，監禁人口率為

219(人/十萬人)，在東亞的民主國家中位居第二，僅次於澳洲(Fair 

& Walmsley, 2021)，監獄被過度使用一直是共識(Greene, 2013)。 

我國監獄行刑法第一條規定：「為達監獄行刑矯治處遇之目的，

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有本條可知，

在教育刑及社會賦歸的理念下，我國期待透過矯正機關的徒刑促使

行為人悔悟進而再社會化；再者，我國對於刑罰的定位，援引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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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4年度原上訴字第 40號刑事判決要旨：「基於

責任主義…刑罰之本質終究係在處罰行為人，自然應以非難(非難

可能性)作為其本質…。基於目的主義之「積極一般預防觀點」，刑

罰之機能在於透過實現刑罰制裁回復因犯罪而受動搖之法秩序，事

後地鞏固法秩序，或回復、強化社會對於規範之信賴。另基於目的

主義之「特別預防觀點」，刑罰之目的在於：對行為人施加刑罰之

痛苦，懲戒行為人，使行為人自覺並覺醒遵守法秩序(覺醒機能)；

透過自由刑，將行為人隔離於社會之外，使其喪失再犯可能性之機

能(隔離機能)；利用刑罰教育、改善行為人，使其日後復歸社會(教

育機能)。」是進一步指出，刑罰兼具懲罰與教育的功能。既然刑事

司法系統假設了在監服刑能有改變受刑人的作用，監獄刑就要能讓

受刑人出獄後能再次融入社會，以降低再犯可能(盧映潔，2021；

Albrecht, 2011)，但事實上監禁對暴力犯罪率和再犯率都沒有影響

(Gazal-Ayal & Roberts, 2019；Hargovan, 2015；Tracy & Kempf-

Leonard, 1996)，又受監獄刑之人再犯率高於接受社區處分之人

(Mews et al., 2015；Ministry of Justice, 2016)，換言之監禁本身會增

加再犯率，甚至刑期越長，再犯可能越高(Luka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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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復式正義對現行司法系統限制之回應 

一、修復式正義同時聚焦行為人與被害者間之關係 

在修復式正義的觀點下，行為人是對被害者及社區「負責」，

而行為人承擔責任的方式是對被害者及社區進行補償，是一種基於

對被害者的正義所歸還的「個人債」，有別於應報性視角的刑事司

法系統是要求行為人對「國家」負責，而承擔責任的形式是「接受

刑罰」，行為人所償還的是「國家債」(張知博，2016；陳祖輝，2012)。 

研究指出，犯罪事件中的雙方當事人不僅對修復式正義的程序

滿意度極高(Braithwaite, 1999)，甚至對修復過程的滿意度遠勝傳統

的刑事司法對策(陳祥美等，2017；Latimer et al., 2005)。修復會議

中的情感互動會讓參與者逐漸朝同一目標努力(許春金，2018)，參

與修復會議的被害者預期自己更有可能收到行為人的道歉，而行為

人的確在參與修復方案後的道歉的機會更高，且被害者知覺到這個

道歉是真誠的可能性大於只經歷法院審理的被害者，並對行為人有

更少的暴力報復的慾望(Sherman et al., 2015；Strang et al., 2015)。 

對於被害者而言，因為犯罪事件而造成的傷害，他們會希望在

司法程序中獲得更多發言權和參與權(Decker et al., 2022)，但卻在

現代的刑事司法體系所忽略(黃翠紋，2006)，所以與刑事訴訟相比，

修復程序能為被害者帶來更多滿足感(Braithwaite, 1999；Lan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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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Van Camp & Wemmers, 2013)，對案件的處理程序感到更公

正及更少的不滿，對正義的實現感到更滿意(許春金，2018；Angel 

et al., 2014；Sherman et al., 2005；Strang et al., 2013)，不僅僅是因

為被害人參與其中，更是他們感到自己被賦予權力(Van Camp & 

Wemmers, 2013)。修復式正義提升了被害者的地位和聲音、關注了

被害者的需求及參與性(張知博，2016；Kim & Kanuha, 2022)。此

外，修復過程的情感能量讓被害者以同理取代了對行為人原先的恐

懼制約，被害者較不害怕會受到行為人再次的犯行，或是行為人會

對他人再次實施犯罪行為，當被害恐懼下降，有益於被害者的情緒

修復，及經歷到正向的改變，減少創傷壓力反應的痛苦經驗甚至效

果能維持至少 10年(Sherman et al., 2015；Strang et al., 2015)。 

對犯罪行為人而言，修復式正義不只能更好地追究其責任

(Lanni, 2021)，也讓行為人傾聽、感受被害者因犯罪而造成的傷害

及痛苦(張知博，2016；Kim & Kanuha, 2022)，並且能減少對行為人

產生新的傷害(Kennedy et al., 2019)。又當行為人在一個充滿情感流

動的修復程序中，與被害方建立情感連結，行為人經歷的情感轉變，

有助從過去的創傷中走出，並將強加於自身的有害標籤打破

(Walter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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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復式正義有機會降低行為人之再犯可能 

Braithwaite 和 Makkai (1991)直接指出制裁的嚴厲性對遵守法

律並沒有顯著影響。Rebellon et al. (2010)則進一步指出修復等非正

式制裁可能比正式制裁對犯罪產生更大的影響，從而，許多研究亦

已揭櫫了修復式正義的實踐對減少再犯的效果(陳祖輝，2012；

Calhoun & Pelech, 2010；Forgays & DeMilio, 2005；Hayes, 2005；

Kennedy et al., 2019；Mills et al., 2019；Sherman et al., 2000；Sherman 

et al., 2007；Sherman et al., 2015a；Wager et al., 2015)，並且行為人

的正向改變及不再犯罪的效果能維持至少十年(Kennedy et al., 2019；

Sherman et al. 2015b)，尤其對於高再犯頻率的累犯效果最大，又無

論是犯罪人與被害者進行直接接觸或是間接接觸，或是犯罪人單方

面進行的修復程序，皆能有效減低犯罪人的再犯風險，甚至能減少

再犯行為人再次犯罪的傷害性(Sherman et al. 2015b)，亦有指出，參

與修復會議的行為人再犯率低於僅接受刑事司法審判的行為人

(Strang et al., 2013)。儘管修復式正義的設計主要不是要減少再犯

(Zehr, 2002)。 

有認為修復式司法會提高刑事司法的威嚇能力，而應報性則會

削弱刑事司法的威嚇能力(Braithwaite, 2018)，Braithwaite (1989)稱

與犯罪相關的具體威嚇作用主要是通過害怕在重要他人眼中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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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恥，而不是害怕正式懲罰，因此由親朋好友或與個人相關的群體

施加的制裁對犯罪行為人的影響大於由遠程法律機構實施的制裁；

亦有認為與庭審制度相比，修復會議的參與者認為他人更不贊同自

己，但卻更能融入社會(Harris, 2004)，這樣的差異是由於干預措施

本身的特點造成的，因為修復式正義本身即在幫助犯罪事件中的相

關人等面對他們正在經歷的羞恥感，參加修復式正義的犯罪行為人

沒有感到自己很糟糕，以及在其中揭露的悔恨感，都預示著較低的

再犯率(Harris & Maruna, 2007；Harris et al., 2004)；另有認為是以修

復式正義為指導原則的「引發內疚」的干預措施減少了再犯(Malouf 

et al., 2013)，因為內疚傾向與犯罪行為人的再犯呈負相關(Tangney 

et al., 2014)。 

 

參、修復式司法方案在我國實踐之侷限性 

我國最早開始提及修復式正義的概念源於 2002 年許春金教授所

發表的文章，而漸漸開始將修復式正義運用於刑事司法系統，並於

2010 年開始有政府推行修復式司法方案，我國在修復式正義的發展

上至今已 20個年頭，對修復式正義的應用仍存在一些不安與卻步。 

一、修復式司法方案之案件多於偵查階段 

修復式司法的案件在偵查中居多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偵查階段

的案件多與案發時間相距不遠，可以即時回應兩造對犯罪行為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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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與影響，故較其他刑事階段進入修復程序的比例更高，而由於我

國刑事司法流程冗長導致判刑確定後通常距離案發時間久遠，進而

讓兩造可能不願再回想、不願再對話或是找不到被害者等原因，而

不容易進入修復程序(林瓏，2013)，因此在越接近犯罪的時間提供

修復會議，參與的意願人數將越多(Nettleton & Strang, 2018)。矯正

機關在 2011 年至 2020 年之間辦理被害者陳述意見及辦理被害者

參與假釋陳述意見遭遇困難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多數被害者不願

或擔心被害的記憶再度被喚起(許春金等，2021)。Albrecht (2011)則

指出許多人會將審判的終結作為犯罪事件的結尾，並決定不希望再

打開舊的傷口，犯罪行為人也會認為自己已經通過服刑對罪刑負責。 

 

二、質疑嚴重暴力犯罪運用修復式正義之適切性 

修復式正義在各國剛開始發展時，幾乎都是先運用於少年犯罪

及微罪中，使得修復式正義在不同犯罪類型的成效發展不均衡

(Dzur, 2011；Kurki, 2000)，從而使得後續要將修復式正義用以處理

較嚴重的犯罪上在整個司法系統是少見，甚至被認為是不適合的

(Butler & Maruna, 2016；Weimann-Saks et al., 2022)，如澳洲便是在

修復式正義成為少年司法的主流後，再推廣至成年犯罪上(Larsen, 

2014)。19 世紀末美國、加拿大、紐澳等國家才開始願意將修復式

正義運用於暴力犯罪(Miller & Hefner, 2015)。而我國在修復式正義



 

12 

的發展上，也正同樣循著類似的路徑與聲浪，2010年我國開始推動

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於試行階段的實施計畫即建議以輕微及少年

犯罪為優先，執行者雖然認為優先適用修復式司法方案的案件並非

一定要是輕微案件，但在重大案件的選擇上，仍要以「無故意」為

優先的考量(黃蘭媖等，2014)。 

試圖將嚴重犯罪排斥於修復式正義之外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認

為這會輕視了犯罪的嚴重性(Walters, 2015)，而又當犯罪類型涉及暴

力侵害時，會產生對「暴力的既定標籤」，公眾普遍對暴力犯罪行

為人改變的信心較低，認為其在未來最有可能再犯，甚至支持將這

些人排除在就業之外，但人們只有在越相信行為人可以改變時，才

會越傾向支持修復式正義(Denver et al., 2017；Weimann-Saks et al., 

2022)。我國的刑事司法專業人員亦普遍不認為修復式正義應用於

暴力犯罪可達預期效益(許春金、黃蘭媖，2016)。 

另一個不願讓嚴重犯罪進入修復方案的原因，是誤解了修復式

正義與應報式正義是不可能並存實踐的正義。人們通常會根據犯行

的嚴重性去判斷應受到懲罰的程度(Gromet & Darley, 2006)，也只有

在懲罰與犯罪的嚴重性相稱時，才會認為正義得到伸張(Carlsmith 

et al., 2002)。雖然堅持對嚴重犯罪一定要採取懲罰措施，但當知道

修復式正義與應報式正義不是強迫選擇其一時，人們其實並不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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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方案的加入，儘管涉及暴力的犯罪可能會減少人們支持修復式

正義的可能(Roberts & Stalans, 2004)，因為人們是既希望看到被害

者復原，又看到犯罪人受到懲罰(Gromet & Darley, 2006)，所以在修

復會議的進行過程中，參與者的對話除了有修復式正義的元素，如

詢問犯罪人如何彌補他對被害者做的事，以及未來該做什麼鼓勵守

法行為，也會包括了一些應報式正義的要素，如對過去的犯罪行為

進行譴責。修復式正義與刑罰本來就不是相互排斥，只是修復式正

義更加關注當事人的需求與當事人的參與性(張知博，2016)。而人

其實也比自己想像中的還能在多種正義的實現中進行靈活的整合

(Daly, 2017)。 

 

三、單一修復方案限制了身處不同處境之兩造投入 

修復式正義有多種形式，然我國的修復式司法方案僅採用了被

害者-犯罪者調解模式(VOM)，並且以讓兩造直接見面為原則，間接

見面為例外，僅有在認為當事人不適宜面對面談話時，才得先以書

信或間接的方式互動。但要促成兩方會談在實務上會面臨許多困難，

尤其是對於重大犯罪而言。 

只是讓被害者和行為人面對面的修復會議僅是修復式正義實

踐的其中一種模式，當被害者不希望直接接觸行為人時仍有其他替

代方案，如道歉信；或是當被害者完全不願意參與或無法聯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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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犯罪人展開被害者同理練習，而這些修復式正義的模式皆已

被證明其成效(Mills et al., 2019；Wager et al., 2015)。 

雖然有研究指出，監禁對受刑人修復關係的決定並沒有影響，

多數受刑人仍願意與他們所傷害的人或受影響的人恢復關係

(Stamatakis & Vandeviver, 2013)，然我國的研究有指出，受刑人傾向

參與不須接觸到被害者的修復方案，或是對於撰寫道歉信的接納度

較高，因為這對其產生的心理衝擊較小，倘貿然讓兩造直接會面，

行為人會選擇逃避，以減少負面衝擊。而其他國家在推動矯正機構

內的修復方案時，是將雙方當事人的見面列為最後一個步驟，顯示

的是行為人與被害者的直接對話需要有長時間的準備工作，在沒有

適當的準備及支持下就與被害者見面，會降低受刑人的意願，因此

先進行間接接觸是促成直接會面的關鍵因素(任全鈞、黃蘭媖，2012；

陳祖輝、張嘉玲，2011)。 

 

肆、修復式正義在我國實踐於判決確定後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之期

待可能性 

一、判決確定後進行修復方案之效益 

(一) 監獄刑收效有限 

社會關注將喪失行為能力作為控制犯罪的策略，一個簡單的

邏輯是認為被關押的罪犯不能在社區內犯罪，而嚴重暴力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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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期之所以如此長，至少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擔心那些犯罪人會

再次實行重大暴力犯罪行為，然實際上這樣的策略對於犯罪的減

少卻相當有限，並且導致了監獄人口的急遽增加(Cohen, 1983)，

甚至讓犯有嚴重暴力犯罪之人再次犯罪的行為更加嚴重(Prescott 

et al., 2019)。矯治的良窳確實會影響受刑人未來成功復歸社會的

可能性，但實務上對於徒刑的裁量多是為了讓犯罪人遠離社區，

尤其是對嚴重犯罪的行為人，融入社區的處遇都是透過犯罪人出

獄後轉介至民間更生機構才開始嘗試實踐，只是當監獄的矯治是

無效的，那重返社會的更生人再度犯罪將可以被預期(陳祖輝，

2012；Marshall, 1997)。Decker et al. (2020)在其研究中指出，被

害者亦認為監獄刑的重點在於懲罰，並沒有提供足夠讓相對人反

省或對後果負責的機會，而無法防止未來的暴力行為，因而表達

了對監獄刑以外的渴望。關於監獄的問題，人們也在尋找其他替

代方案，而一種受到關注的替代方案便是「修復式正義」(Gromet 

& Darley, 2006)。 

 

(二) 修復式正義作為監獄刑補充性措施之效益 

有指出非正式制裁能夠調節正式制裁與犯罪之間的關係

(Tibbetts & Herz, 1996；Tibbetts & Myers, 1999)，因此判決確定後

的修復方案可以作為一項補充現行應報式司法上不足的措施(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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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輝、張嘉玲，2011；Lanni, 2021)，此時行為人已受到正式的刑

事司法系統的制裁，其參與理由將不同於偵查審判階段，不會是

將修復式正義作為轉向政策的替代方案，亦不會替代了行為人已

被正式的刑事司法系統所施予的懲罰，從而減少了行為人參與程

序的決定可能不是出於一種責任感的疑慮，另一方面是被害者也

沒有壓力去同意不符合其需要的結果，並且被害者對行為人的誠

意是很敏感的，如果認為犯罪行為人缺乏誠意，會對被害者產生

負面影響(Miller & Iovanni, 2013；Wemmers & Canuto, 2002)；再

者，犯罪事件過後，行為人與被害者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準備

好去重新梳理自己生活的重大轉變，尤其當犯行嚴重時對當事人

更是需要時間(謝如媛，2006；Miller & Iovanni, 2013)。其中對行

為人而言，要真真實實地去面對被害者，接受自己真的傷害到他

人，是需要時間去培養承擔責任的勇氣。因此當審判終結，離犯

罪事件間隔一段時間後，對於當事人才準備好能去談論犯罪事件

的影響與感受(Miller & Iovanni, 2013)。Sherman et al. (2015)指出，

當修復式正義作為傳統刑事司法的補充，對再犯頻率下降的影響

尤其明顯；Larsen (2014)的研究則指出修復式正義運用在判決後

的效果優於判決前。 

從事監獄輔導教化的民間團體已將修復式正義的理念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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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所的服務中，如被害者支持團體募款等活動；同理、意識被

害者衝擊方案(Victim awareness/empathy/impact projects)，讓被害

者親自或運用其他媒介(如影片、信件)的分享，或受刑人角色扮

演，增強受刑人對自身行為所產生的傷害及影響的覺察意識，「桑

樹計畫」(sycamore tree project)即為代表；被害者與犯罪人團體

(Victim-offender groups)是讓不同犯罪事件的被害者與受刑人參

與同一個團體，提供被害者與受刑人療癒的機會；受刑人與犯罪

人的調解或會談(Victim-offender medication/conferencing)安排受

刑人或假釋之人進行面對面的修復方案(陳怡成，2018)。 

有監獄修復式正義之稱的「桑樹計畫」已透過國際更生團契

在各國的監獄內運用並證實其成效，2012 年曾在台中女子監獄

推動，希冀提供受刑人與被害者對話互動的機會，然有鑑於我國

目前僅有更生團契於 2010 年開辦內部訓練計畫，師資未普及，

且更生團契亦未完全與監所全面性的推動桑樹計畫，而尚未普及

於我國矯正機關(陳祖輝，2012)。 

監獄行刑法已於 2020 年修訂第 42 條明定監獄得安排收容

人與被害者的調解修復事宜。研究有指出，長期受刑人進行修復

式正義後，能夠獲得勇氣承認錯誤，並同理被害者和表達歉意(陳

祖輝、張嘉玲，2011)，也能降低出獄後的再犯率(陳祖輝，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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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man et al., 2007)。在意願方面，我國的研究曾指出，我國的

受刑人多數是有意願參與修復方案(任全鈞、黃蘭媖，2012)。 

 

二、嚴重或暴力犯罪更適合修復式正義 

研究已指出，修復式正義對於嚴重犯罪有更好的成效，而呼籲

讓修復式正義處理更嚴重的犯罪，即那些需要受監獄刑的犯罪

(Dzur, 2011；Larsen, 2014；Sherman et al., 2015b)。 

修復式正義能降低暴力犯罪的再犯風險及被害者的報復慾望

(Sherman et al., 2015b)，且其成效更勝於財產犯罪或輕微犯罪，甚

至當暴力犯罪的程度越嚴重程度時，在修復方案中效果越大，有論

者認為原因來自帶有身體上暴力侵害會在修復會議中產生強烈互

動。又即便行為人再次犯罪，其所帶來更大危害的機率亦小於財產

犯(Sherman, 2003；Sherman et al., 2007；Strang et al., 2013；Sherman 

et al., 2015a；Wager et al., 2015)；就被害人的角度而言，研究表明，

對於犯罪危害性的感知越大，被害人參與修復式正義的意願就越高

(Zebel et al., 2017)。 

 

三、我國在修復式正義運用於嚴重暴力犯罪上之視角擴充 

現行以應報式正義為主流的刑事司法著眼於犯罪人違法行為

的嚴重性對社會秩序的破壞與對公益的侵害而施予犯罪人懲罰，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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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是過去的錯誤，而無法考量行為人及被害者的真正需求；修復

式正義認為犯罪不僅是對社會秩序的破壞，也是對個人的傷害，而

應從受傷害的角度來思考如何停止與減少傷害，促使犯罪人承擔責

任也修補被害者的傷害，並防止未來的傷害(黃蘭媖等，2014)。 

修復式正義在國際間已累積大量成效，包括對犯罪事件中被害

者、行為人及社區傷害的復原，以及減少再犯的可能性。我國在修

復式正義發展雖然較其他國家晚，但從思想繼受到制度的創建並持

續實踐，時至今日已近二十個年頭，綜觀我國截至目前為止對修復

式正義的實證研究，雖持續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多數為修復式正義

的理念或實踐精神的觀點探討，再加上我國修復式正義概念的發展

一直與被害者權益掛勾，使得我國在修復式正義的探討與實踐上正

如同戰後修復式正義因被害者保護運動而取得巨大進展的那時期，

只是單純地將修復式正義作為應對工具，以保護或撫慰被害者為單

一核心來進行，法務部目前已發表的幾篇修復式司法方案成效評估，

其重點即在於「被害者的滿意度」，而其他許多文獻亦有類似傾向，

然雖被害者的保護是修復式正義的重要目標，但其並非修復式正義

的全部(周愫嫻，2021；謝政紘，2022)， 

然即使修復式正義的學者已強調了修復式正義不是調解、不僅

適用於輕微犯罪或初犯、不必然與應報式正義對立(Zeh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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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kai & Braithwaite, 1994)，然我國對於修復式正義的理念仍普遍

抱持著這些誤解，導致了對修復式正義價值的輕視及偏見，窄化了

修復式正義的使用範圍，使得目前我國對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在修

復式正義實踐過程的需求仍處於模糊階段，難以提出實證支持、評

斷何種模式較恰當或應當發展何種模式。只是當修復式正義要持續

在我國發展，在處理的犯罪類型或對修復式正義的期許上(如是否

僅限於輕罪，或僅作為轉向政策)都將會浮上討論的檯面。故本研究

期待從實務面探討重大暴力犯罪人行為人參與修復式正義的經驗，

以期理解其於修復式正義中情感及關係重建的過程，並獲知其需求，

作為累積未來修復式正義運用於重大暴力犯罪的執行與運作過程

知識之貢獻，方可能建構出作為運用於重大暴力犯罪的本土化修復

正義方案，並擴大修復式正義適用範圍之展望。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一、探討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參與修復程序之歷程及經驗。 

二、檢視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在修復程序中之需求及社會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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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提供臺灣發展修復式正義的政策參考。 

 

貳、研究問題 

對照本研究之目的，冀能回答下列問題： 

一、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在什麼情境脈絡下投入修復程序？ 

二、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參與修復程序之態樣為何？ 

三、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在參與修復程序過程中之變化？ 

 

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重大暴力犯罪 

依據中華民國內政部警政署對暴力犯罪之定義，係指故意殺人、

強奪、擄人勒贖、強制性交、重大恐嚇、重傷害及強制性交，七種類

型之犯罪。又根據修復式正義的理念，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方案」

實施計畫，第肆點實施原則第二項為「重大暴力犯罪須由被害者一方

主動提出」，然關於「重大暴力犯罪」之卻未有明確之法律定義，《去

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於 2011 年修法前曾於第三條第八項定義重大

暴力犯罪之範圍，筆者衡諸該法於 2011 年本條項修訂之理由為「為

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規範強制採樣之對象，爰將第七款性犯罪及第八

款重大暴力犯罪之定義分別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條一項、第二項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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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對象中規範。」雖於新修訂之《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第五條

第一、二項中並無再出現「重大暴力犯罪」之名詞，然第五條第一、

二項之新修增規定幾乎將原本定義重大暴力犯罪之條文含括，且「重

大暴力犯罪」之名詞仍在社會及法律領域中時常提及，甚至亦出現於

法務部推動之「修復式司法方案」實施計畫中，可見該名詞之專業性

及重要性，故筆者援用《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修法前對重大暴力

犯罪之定義，並配合持續修訂之刑法，將「重大暴力犯罪」定義為：

「涉犯刑法第 271 條至第 273 條、第 277 條第 2 項、第 278 條、第

325條第 2項、第 328條至第 334條、第 347條、第 348 條及其特別

法之罪，並被判處有期徒刑 7年以上」。 

 

貳、修復式正義 

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又稱為修復式司法或復歸式正義，

其理念和技術不僅應用於刑事司法領域，亦可運用於不同環境的民事

衝突上，如學校、家庭、醫療、軍隊等其他領域，也可在多個時間點

提供(Albrecht, 2011；Koss, 2014)，甚至能夠用於解決政治衝突，如種

族隔離後的南非重建、種族滅絕後的非洲盧旺達和分裂後的北愛爾蘭

(Daly, 2017)。 

修復式正義的定義目前於學界或實務的操作上仍看法分歧，本研

究依據研究目的，採用最大化模式對修復式正義的理解，並且限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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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層面以及純粹模式強調的「自願性」，以為修復式正義係指

個人基於修復犯罪所造成的傷害而做出的自願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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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修復式正義之內涵 

壹、修復式正義之發展軌跡 

一、起源 

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 RJ)並非嶄新的正義模式(許春

金等，2004；Zehr, 2002)，亦即修復式正義是一種發現而非發明，

並且是一種典範的演變(McCold, 2000)。修復式正義發展的先後順

序大致可分為三種時期：「原始/部落修復式正義」、「戰後修復式正

義」、「修復式社群正義」(謝政紘，2022)。 

(一) 原始/部落修復式正義 

在尚無成文法典的時代，社會上並無警察、矯治機關等設置，

人類的行為主要受社會普遍道德觀所約束，與現今主流價值觀相

同，將殺人等侵害他人生命身體的行為視為「本質邪惡」(mala in 

se)的行為，不一樣的是，過去是由被害的一方決定要以何種手段

處置做出如此行為的人，而當時最常見方式是補償受害者使其恢

復原狀，並使行為人受到「報應」，直到公元兩千年前的漢摩拉

比法典及羅馬法都採用相同的精神，揭示的是「以被害者為中心」

的社會，稱為「被害者司法體系」(victim justice system)(許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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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4)。 

(二) 戰後修復式正義 

而修復式正義的覺醒與被害者權益運動的發展息息相關，可

溯自 1950年代開始重視犯罪與被害者補償與賠償開始。1958年

心理學家 Albert Eglash 發現傳統的刑事司法系統對犯罪傷害的

修補及對犯罪的預防目的，缺乏人性也缺乏效率，而建構出一個

創造性補償的替代方案，意義在於鼓勵犯罪人為被害者補償的行

為(謝政紘，2022)。 

“Restorative Justice”一詞首次出現在1970年代後期北美和歐

洲各國的被害者 -犯罪者調解計畫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programs)，最初強調的即是作為一種量刑的選擇，以為被害者提

供物質賠償；而一般認為最早的實務操作是在 1974 年加拿大觀

護人提議犯罪人與被害者見面討論所受到的傷害以減少再犯，而

後引起其他國家仿效，修復式正義開始有系統地運用於其他刑事

犯罪事件上，並且是「網狀」的在各時間空間同時發展，然也因

著修復式正義是透過被害者保護運動嶄露頭角，使得當時的修復

式正義單一地作為工具性目的以保護被害者，但保護被害者並非

修復式正義的全部意義(黃蘭媖等，2011；謝政紘，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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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復式社群主義 

直到 1990 年代「刑事司法中的社群運動」控訴刑事司法過

度聚焦對個案的處置，忽略了對整體社區的關懷及人民的需求，

而這樣的社群正義與修復式正義有許多相似之處(謝政紘，2022)，

因此隨著社群運動的實踐，修復式正義的實踐也隨之成為全球性

的社會運動(Braithwaite, 1999)。 

 

二、修復式正義在國際組織之共識 

國際組織對修復式正義的倡議可追溯至國際監獄會議 1981 年

在挪威的三項決議：現代法律未能充分考慮對受傷害當事人的補償、

在輕微犯罪應給予加害人補償的機會、以及受刑人在監所要能補償

被害者，並於 1990年要求會員國強化 1981年決議案的被害者權利

(黃蘭媖等，2011)。 

聯合國於 2000年關於犯罪與司法：迎接 21世紀挑戰的維也納

宣言(Vienna Declaration on Crime and Justice: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鼓勵制定各種尊重被害者、行為人、社區

和其他相關當事人權利、需要和利益的修復式正義政策。2020年聯

合國《修復司法方案手冊》對修復式正義的定義是一種促進被害者

安全地參與對犯罪問題的解決，並提供對其行為造成傷害而須承擔

責任的犯罪人機會，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因為犯罪行為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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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違反了法律，還傷害了被害者和社區，這個定義指出了行為人與

被害者在修復式正義中的角色定位，也標示了社區成員的參與，相

映出與傳統刑事司法系統之差異(周愫嫻，2021)。 

歐洲論壇(European Forum)的宗旨是在歐洲建立和發展修復式

正義的實踐，2000年成立五個委員會，其各別的任務為：提出、促

進和支持與修復式正義實踐和理論相關領域的研究題目；在修復式

正義的實施方法和培訓計畫上交流訊息；收集和推廣修復式正義的

實踐、政策和立法訊息；負責內部與外部的交流及籌劃會議。並在

其章程中表明承認修復式正義是一種尚待充分發展的刑事司法方

法，而並非一種最佳模式(Aertsen & Willemsens, 2001)。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於 2002 年提出在刑事案件中運用修復式正義的

基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mes 

in criminal matters)。 

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於 2021年在關於修復式正義在

刑事案件中角色的威尼斯宣言中的第 15 條第三項，鼓勵每個會員

國更廣泛的實踐修復式正義，將其原則和方法作為刑事訴訟的補充，

或在適當的情況下作為刑事訴訟的替代，或將其融入刑事訴訟的架

構中，以達到中止犯罪、犯罪行為人賦歸和被害者復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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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復式正義之定義與內涵 

一、修復式正義之定義 

直至今日，對修復式正義的定義仍缺乏共識，而其差異主要來

自於是將修復式正義定位為一套「過程」，或是一套「價值觀」

(Maruna, 2016)。將修復式正義視為一套「過程」的特點是「所有與

特定犯罪行為有利害關係的各方合作解決問題的努力」，稱為純粹

模式，被視為是狹義的修復式正義定義；而將修復式正義定位為一

套「價值觀」的特點是「一種關於如何看待和應對犯罪的思維方式」，

稱為最大化模式，被視為是廣義的修復式正義定義(黃蘭媖等，2011；

Maruna, 2016)。 

(一) 純粹模式(Purist model) 

以McCold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修復式正義聯盟曾試圖以德

爾菲法(Delphi method)定義修復式正義，雖然最後並無獲得壓倒

性的共識，但其中最可被接受是Marshall (1996)所提出的一個最

簡明的定義：修復式正義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將受犯罪

事件影響的所有當事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解決如何處理犯罪事件

後的善後事宜及其對未來的影響。為的是讓後人可以為這個定義

添加各種限制或延伸。Marshall的定義被視為是純粹模式的典型

代表。Braithwaite亦認為修復式正義是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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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不正義(injustice)事件影響的利益相關者聚集在一起，討論不

公正的後果以及如何修正這樣的後果，並對Marshall的定義做更

進一步的說明，提到「與特定犯罪有關各方」是指被害者、犯罪

人以及社區，因此修復式正義是在修復被害者、修復犯罪人，也

修復社區；而關於「要修復什麼」應是犯罪事件裡的相關人員決

定了「修復」的意義，亦即要修復的東西是開放的，而所謂的正

義，就是要修復不公正所造成的傷害(Braithwaite, 2002, 2010)。 

因此所謂純粹模式即是將修復式正義是一個過程，並將修復

理解為「共識產生的過程」(謝政紘，2022)，因而會聚集所有受

傷害事件影響的利益相關者，討論他們受到的傷害，並就應該如

何糾正所遭受的錯誤達成一些協議(Braithwaite & Strang, 2001)，

而在此過程中，將賦予被害者權力，滿足被害者對確認的需要、

對問題的回答、以及對其「衝突」的處置；亦讓犯罪人參與賠償

的過程，滿足犯罪人對責任和能力的需要，並重新獲得自尊和同

理的機會；社區的需求則是通過這場聚會的進行過程(即需求的

解決過程、追究犯罪人的責任)，或由這場聚會產生的結果(即對

被害者的賠償、重新獲得信任的機會、犯罪人的重新融入)來滿足

(McCold, 2000)。純粹模式的操作性定義即為：1.讓被害者、犯罪

人及其社區參與面對面的會議；2.由他們決定結果(Mar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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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黃蘭媖等(2011)則指出更狹義的定義為修復式正義是讓被害

者與行為人進行面對面調解的方案，且完全不牽涉任何強制力，

否則將違反修復式正義的精神，故案件應盡量轉介至民間機構處

理。典型的代表有校園內處理學生的衝突事件、我國的鄉鎮市調

解委員會。 

對純粹主義的批評其一是過於廣泛，因為其並未特別關注修

復犯罪所造成的傷害，而僅是對參與者賦權 (Bazemore & 

Walgrave, 1999)，讓修復式正義成為一種「程序形式」，使得目標

變得空泛(謝政紘，2022)，但McCold (2000)為此提出辯駁，認為

Marshall 的定義是避免了模糊的「傷害」(harm)一詞，而將「犯

罪的後果」定義為「需要處理的具體傷害」，要修復與具體違法

行為直接相關的具體傷害；其二是將修復式正義定義為一個面對

面的過程過於狹窄，修復式正義的主要特徵與目標應該是努力修

復犯罪所造成的傷害(Daly, 2017)，雖然修復不可能在真空中完成，

但這種過程可以在沒有「聚集」的情況下發生 (Bazemore & 

Walgrave, 1999)；其三是限制為「自願」參與的過程，注定了讓

修復式正義成為「硬核」(hard core)刑事司法邊緣的某種「軟裝飾

品」(soft ornament)，阻礙了修復式正義成為一種「制度性」，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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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正義始終置於一種非正式的性質(謝政紘，2022；McCold, 

2000)，其影響可能是使得將案件交由修復式正義的程序會被限

制在輕微犯罪上，但修復式正義需要合作，政府不可能強迫合作、

強迫和解或強迫寬恕，因為修復性的結果不能對誰而做或為誰而

做，雖然並非所有人都願意選擇投身修復式正義，但權威機構仍

能提出邀請鼓勵利益相關者合作，就如同我國刑事訴訟法新修訂

的兩條讓檢察官與法官能在其權限內「得」轉介犯罪案件中的兩

造至修復方案，另一方面是認為，當修復式正義成為非正式的選

項，那司法專業人員將會視其為軟性選擇而只會移交不太嚴重的

案件，導致最終被邊緣化，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是建立一個雙重司

法體系，讓修復式司法適用於某些案件，應報式司法適用於其他

案件，如日本在維持大規模的修復式方案的同時，還維持了一個

小而嚴厲的應報性制度，只對約 5%的案件進行起訴，結果是使

日本成為世界上犯罪和監禁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儘管日本的人口

密度很高(謝政紘，2022；Bazemore & Walgrave, 1999；Daly, 2017；

McCold, 2000；Walgrave, 1999)。 

 

(二) 最大化模式(Maximalist Model) 

純粹模式被認為過度「程序取向」，而後出現「目的取向」的

最大化模式，強調修復式正義不是一個特定程序，而是將修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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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後續的實踐」，意即面向未來修補行動的「結果」，修復式正

義被定義為：為了修復犯罪所造成的傷害以實現正義的任何行動，

且不侷限於自願程序。故不論是民間機構的方案，或是刑事司法

過程符合修復式精神的運作，甚至是法律強制施與行為人的社區

服務或賠償處分均屬之，是納入了所有注重修復傷害的廣泛做法，

為在刑事訴訟各個階段的被害者、犯罪人和社區都提供了修復性

的選擇(黃蘭媖等，2011；謝政紘，2022；Bazemore & Walgrave, 

1999；McCold, 2000；Zehr, 2002)。 

最大化模式所承受的批評其一為未提供足以區分結果是否

具備修復性的標準，因為其在內涵中就無法對修復性定義；其二

是不主張犯罪事件中的利益相關人都必須參與，模糊了犯罪是個

人或關係的特性，變相否定了犯罪事件是關係傷害的認定；以及

不排除強制性作為修復性的手段，使得修復式正義與應報式正義

難以區分(謝政紘，2022；Suzuki & Hayes, 2016)。 

(三) 連續性的整合觀點 

修復式正義的純粹模式與最大化模式至今仍然膠著，但主流

意見較傾向最大化模式，因為它擴大修復式正義的適用範圍(謝

政紘，2022)。Strang和 Braithwaite (2001)提出以「連續性」的視

角看待修復式正義的實踐精神，融合純粹模式與最大化模式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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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極端論，含括了兩者對修復式正義的承諾—即修復性過程和修

復性價值。在這樣連續性的視角下，修復性有兩個核心方法：一

是通過修復犯罪所造成的傷害來實現正義；二是為了修復犯罪造

成的傷害，讓犯罪事件的利益相關者參與到處理犯罪後果的決策

過程中(Suzuki & Hayes, 2016)。 

 

二、修復方案(Restorative Justice Projects) /修復實踐(Restorative 

Justice Practice)之範疇 

對於修復式正義的內涵是追求過程還是結果，看法雖然仍不一

致，但多數學者仍同意許多計畫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修復性的程序

和價值(Lanni, 2021)，因此可以根據修復式正義精神實踐的「符合

程度」，而非以「是否」來劃分出修復方案 (周愫嫻，2021；McCold, 

2000) 

(一) 全然的修復方案(Fully Restorative) 

同時解決被害者、犯罪人及其社區三組利益相關者的需求，

為純粹模式的操作範例。例如家庭團體會議 (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社區會議 (community conferencing)、和平圈

(Peacemaking circles)(McCold, 2000)。 

(二) 大部分的修復方案(Mostly Restorative) 

在三組利益相關者中，解決其中兩組利益相關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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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包括了被害者和社區的受害者支持圈(victim support 

circles)、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包括了被害者和犯罪人的

受害者賠償(victim restitution)、被害者-犯罪者調解會議(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受害者賠償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victim 

restituti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s)；包括了犯罪人和

社區的無害化會議(victimless conferences)、正向教養(positive 

discipline)、治療性社區(therapeutic communities) (McCold, 2000；

黃蘭媖等，2011)。 

(三) 小部分的修復方案(Partly Restorative) 

在三組利益相關者中，只解決其中一組利益相關者的需求。

例如：只修復社區的犯罪人家庭服務(offender family services)、

以及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工作(family-centered social work)；只

有修復被害者的被害者服務(victim services)、犯罪賠償(crime 

compensation)；只有修復犯罪人的犯罪人的修復委員會

(reparative boards)、青少年援助小組(youth aid panels)、被害者敏

感性訓練(victim sensitivity training)以及我國社區處遇中的勞動

服務(McCold, 2000；黃蘭媖等，2011)。 

 

三、修復式正義實踐之要素 

Braithwaite (2010)主張修復式正義的必要內容是相當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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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非支配性、賦權、尊重的傾聽，以及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有機

會講述其所受到的影響和想要如何修正。而在這其中最重要也最優

先的部份是「賦權」，指的是要防止國家「竊取衝突」，因為人們希

望可以從自己的方式解決衝突中學習，甚至賦權的實踐亦允許利益

相關者選擇以報復的方式解決所受到的不公正，但底線仍是不能違

反基本人權；而「尊重的傾聽」也是賦權的組成部分，人們可以通

過在制度上傾聽無權無勢者關於不公正的故事來賦予其權利。研究

指出，被害者在修復會議中可以說出自己的想法，以及對犯罪人提

出問題獲得關於犯罪事件新的且有用的訊息，能減少其在情感上的

壓抑及與犯罪有關的心理壓力(Angel et al. 2014)。 

儘管有些修復式正義的倡導者也會把寬恕、道歉、後悔、回復

被破壞的關係、對受苦的人進行補償視為修復式正義的重要因素，

支持者如 Sherman et al. (2005)即認為被害者和犯罪人參與的一場成

功的修復會議，其中道歉被提供和接受，有時還提供寬恕作為回報；

許春金(2018)亦指出行為人的道歉是有效的修復要素之一。但

Braithwaite 並不認為這些事情必須發生才能成為修復式正義的過

程，因此不會積極說服人們去體現，寬恕和道歉是一種禮物，只有

是當他們對那些不公正的現象做出自由的選擇時，才有意義和力量，

修復式正義的理論是通過創造安全的空間，讓人們能夠尊重地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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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關於他們認為自己遭受不公正的故事，寬恕和道歉將比在應報

式正義的程序下更有可能發生。修復式正義有著最少的要素，意味

著修復性的做法可以豐富多樣性的蓬勃發展，每個社會都可以以符

合其文化脈絡的方式來調整實踐修復式正義的作法，而並無所為做

好的修復模式(Braithwaite, 2010)。 

 

四、修復式正義實踐之形式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方式最常被提及的是面對面的修復會議，犯

罪事件的利益相關者參與到一個新環境中(Walters, 2015)，首先將會

討論犯罪帶來的影響，例如因為犯罪而受的苦痛，以及痛苦的形式，

接著討論如何療癒這種痛苦的行動計劃，具體行動包括道歉、寬恕、

幫助被害者感到安全和防止犯罪再次發生(Braithwaite, 1999)。 

但修復式正義的形式並不總是被害者和行為人面對面會面，也

可能通過如信件、電子郵件、錄音、影像、電話，或調解人轉達訊

息來進行間接交流。其中，當被害者與行為人是各自與調解人單獨

會面，這一種形式又稱為「穿梭式調解」(shuttle mediation)(Larsen, 

2014)。如果被害者不希望與行為人當面溝通，但希望收到一封道歉

信，則會讓行為人與修復促進者討論後，由行為人撰寫信件並寄給

被害者；如果被害者無法聯繫或不希望參與這個過程，行為人可以

進行被害者同理練習(Wager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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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修復式正義存在許多計畫形式，而目前實務上常見的

有四種型態，被害者-犯罪者調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VOM)、

家庭團體會議(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 FGC)、審判圈(Sentencing 

Circles)、社區修復委員會模式(Community restorative boards)，而第

五種衝突調解模式(Conflict Medication, CM)是依據我國文化而發

展出的修復式正義模式，雖然不同型態的修復模式會有不同類型及

數量的參與者，也會有不同的進行方式，但它們都有一個類似的承

諾，即是在刑事司法的正式程序之外，治癒和放大受影響各方的聲

音(Dzur, 2011)。 

 

(一) 被害者-犯罪者調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VOM) 

VOM 是讓被害者和行為人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透過一位或

多位受過訓練的修復促進者，面對面的就犯罪事件進行討論，而

修復促進者的角色並非是司法專業人員(Dzur, 2011)。被害者和行

為人在會議過程中都有機會發言、提出問題並做出回應(Suzuki & 

Hayes, 2016)，會議鼓勵行為人學習理解被害者所受到的傷害，並

對傷害承擔責任，提供兩造正視傷害與發展處遇計畫的機會(陳

祖輝，2012)。但也可以通過間接對話或由調解人促成書面信件交

流來進行修復會議，而不需要見面(Albrecht, 2011)。VOM衍伸出

的一種形式為加被害代理人修復式正義對話，運用於任一方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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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願直接會面，當事人授權代理人進行對話，犯罪代理人陳述

犯罪動機及過程，被害代理人表達被害者關注的焦點及需求，亦

可作為雙方當事人會面前的一種預備會面形式(陳祖輝，2012)。 

在歐洲國家，VOM的調解形式在1980年代開始出現(Aertsen 

& Willemsens, 2001)。美國正式將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刑事案件之

初，採用的即是 VOM模式(柴漢熙等，2018)。研究已證實 VOM

模式能夠實踐修復式正義的精神、對被害者所受到的傷害有漸進

式的療癒效果，以及讓行為人反省悔悟去承擔責任(陳祥美等，

2017)。雖然美國多數將 VOM運用於輕微犯罪，但如德國、奧地

利則將 VOM用於重罪上(許春金，2018)。 

 

(二) 家庭團體會議(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 FGC) 

FGC 是根據毛利人處理糾紛的做法以及澳洲和紐西蘭少年

刑事司法的融合形式。會議由一名經過專業訓練的主持人主持，

參與人員除了被害者和行為人之外，還會包括其各自的支持者，

如家人、朋友或社區成員(Dzur, 2011；Suzuki & Hayes, 2016)。會

議過程分為兩個階段：敘事和討論結果。在敘事階段，參與者表

達他們對犯罪及其影響的看法和意見；在討論結果的階段，討論

的重點在於犯罪人應該如何彌補犯罪所造成的傷害(Suzuki & 

Haye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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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C與 VOM的差異在於有二，一是 FGC的參與人員較為

廣泛，包括家庭成員及支持者，並且集體承擔了責任，而能建立

社區的再犯預防，二是 FGC 通常由正式機構所發起，如警察機

關、社福機構(許春金，2018)。 

 

(三) 審判圈(Sentencing Circles) 

也有稱之為量刑圈或和平圈(Peacemaking Circles)。是借鑑美

國本土原住民傳統的做法。利益相關者的概念再被擴大，除了有

行為人、被害者及雙方支持者外，還包括了法官、檢察官、辯護

律師、警察、社區相關人士，甚至是社區居民都能參與其中。會

議的進行是讓參與者圍成一圈，輪流談論犯罪行為及他們對犯罪

的感受，也討論療傷與預防犯罪的步驟，並給予行為人或被害者

支持，直到達成每一位成員均同意最後的協議(許春金，2003；

Dzur, 2011；Suzuki & Hayes, 2016)。又會議的目標除了處理犯罪

事件的影響，也會為了建立一個安全、和平、公正與人本的社區，

嘗試揭露底層社會的問題，以討論處理更廣泛的犯罪與預防(陳

祖輝，2012)。 

審判圈和 FGC的差異，一為 FGC是針對少年犯，而審判圈

則納入了少年犯及成年犯；二是審判圈完全由社區召集，FGC則

由正式的機關組織負責召集；三為審判圈的參與人數會較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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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金，2018)。 

 

(四) 社區修復委員會(Community restorative boards) 

係由社區一部份受過專業訓練的居民組成社區修復委員會，

並與行為人及被害者進行對話，提出一套修復與補償計畫於限定

時間內完成，委員會會向法院報告犯罪行為人的執行情況(張知

博，2016)，協議內容會作為緩刑的唯一條件，目的是讓被害者與

社區賦歸並復原，讓行為人了解自己犯罪造成的傷害與影響並避

免再犯，社區會提供行為人再整合之機會。美國及加拿大有不同

型態的社區修復委員會，以此處理輕微犯罪(游婾喬，2016)。 

 

(五) 衝突調解模式(Conflict Medication, CM) 

CM 為我國 2015 年成立的 NGO「中華修復促進協會」於

2016 年所提出，係奠基於 VOM 模式及腳本模式(Script)而後本

土化的修復式正義操作模式。其將修復程序分為六個步驟：引入、

對話、協議、感謝與祝福、契約、結束，是為了讓修復促進者能

在修復的進行過程有具體的方向性與明確性，同時也致力於對修

復促進者助人技巧的指導。目前運用於台北地方法院委託之少年

修復案件、陸軍及空軍司令部委託之官兵衝突事件(李瑞典、陳祥

美，2021；李瑞典等，2019；柴漢熙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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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修復式正義之相關理論 

一、明恥理論(Reintegrative Shaming Theory) 

(一) 發展基石 

1.  控制理論(Control Theory) 

控制理論認為，所有的人都會受到許多誘惑而去從事獎勵

性的犯罪行為，面對這些無處不在的誘惑，問題不是「為什麼

要做」，而是「為什麼不做」(Braithwaite, 1989)。行為人會權衡

合法和非法行動的成本和利益，並選擇他們認為會使他們快樂

最大化的行動。Hirschi的社會控制理論進一步列出行為人在做

出決定時考慮的因素，包括對人或機構組織的依附(attachment)、

對傳統行動路線的奉獻(commitment)，對非犯罪活動的參與

(involvement)程度，以及對道德規範的信念(belief)，稱為社會鍵

(social bonding)，這些相同的因素可能被稱為人際關係、經濟或

金錢投資、時間限制和道德考慮，認為當個人認為維持與社會

機構(即家庭、學校、教堂)之間的關係具有較大的價值時，個人

可能得出的結論是犯罪的成本大於利益 (Hirschi, 2017；

Nagasawa et al., 2000)。 

根據社會控制理論，能夠依附於社會化基本機構(如學校和

家庭)的個人，不太可能偏離傳統的規範，更可能遵守規則並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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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懲罰(Stewart, 2006)。與家庭依附的相關研究有指出與照顧者

的情感連結與更多的犯罪行為有關(Hoeve et al., 2012；Jacobsen 

& Zaatut, 2022；Sun et al., 2022)，Hoeve et al. (2012)則進一步指

出，在年齡上依附和犯罪之間的關聯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減弱，

以及性別上對母親的依附對女孩更重要，對父親的依附對男孩

更重要；對於與學校依附的研究包括 Agnew (1985)指出對學校

的厭惡對犯罪行為有直接的影響，Agnew將之解釋為逃避痛苦

是犯罪行為的因素之一，當青少年處於無法逃離的環境中，更

有可能成為犯罪者，表達了「消極關係」如何導致偏差行為；

Stewart (2006)指出與學校的連結在減少青少年不良行為方面有

很大的作用，而那些感到被老師和朋友關心和支持的人更有可

能與學校建立情感聯繫，並表現出社會上可接受的行為方式；

Li et al. (2023)進一步指出親子之間的依附可與預測青少年的社

會適應行為，且與學校的正向關係能夠增加親子之間的依附。 

在承諾的社會控制方面，Cernkovich (1978)指出參與犯罪與

主流傳統價值的堅持和承諾呈負相關，對傳統承諾較低的人參

與了頻繁和嚴重的犯罪活動；Figueira-McDonough (1984)亦指出

對傳統目標的內在承諾是個人致力於未來和社會活動形象的內

部控制，因此當個人對未來成就的承諾很少，再加上頻繁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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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活動，就會產生犯罪；Ellis (1985)的研究表明，經常參加教會

活動或是相信來世有神靈懲罰罪惡的人，其犯罪率低於不常或

不參加教會活動的人或是缺乏這種信仰的人，特別是對於無被

害者的犯罪而言，亦即那些相信「神」的人有較低的犯罪率。 

Nye (1958)提出的控制理論將社會控制因素分為四種不同

態度和行為模式的類型，分別為(1)通過限制和懲罰從外部施加

的直接控制；(2)對於父母和其他非犯罪者的情感認同的間接依

附；(3)基於自我概念或良心的內化控制；(4)以替代手段實現目

標和價值觀來服從現實的可能性。Nye的控制理論和 Hirschi的

社會控制理論相似處在於，社會控制理論的依附和信仰概念與

Nye的間接控制和內化控制概念相對應，只是 Hirschi把良知定

位在與他人的聯繫上，而不是個人人格的一部分；Hirschi的參

與概念和 Nye的直接控制概念雖有一些重疊，如增加對傳統活

動的參與確實會增加行為受到監督的機會，但參與關注的是「時

間」，而直接控制更關注對行為的物力限制和監督(Wells & 

Rankin, 1988)。 

 

2.  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 

標籤理論認為社會控制的結果會使偏差行為變得更糟

(Braithwaite, 1989)。Lemert (1967)提出次級偏差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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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ance)的概念，認為第一次犯罪後所感受到的壓制，特別是令

人反感的標籤，會促使犯罪人敵意對立而導致了第二次的犯罪，

「不公平的感覺」是各種偏差者普遍會表達的感受。Tannenbaum 

(1938)提出邪惡的戲劇化(dramatize the evil)的概念，指出家庭、

刑事訴訟機構越想改造邪惡，邪惡就越滋長，並提出解決之道

是越少說它越好(‘The less said about it the better.’)。 

Erikson (1962)認為社會對偏差制裁不是一個簡單的譴責行

為，而是一種過度儀式，使個人脫離在社會中的正常地位轉移

到被標籤化的偏差角色，而完成這種地位變化的過程經歷三個

階段：首先，安排偏差的個人和代表的機構或社區正式會面(如

刑事審判、身心疾患就診)，而刑事審判便是為判斷某人是否是

正式偏差而設置的程序；接著，宣布對個人的偏差行為的判斷

(如判決、診斷)；最後，將個人進行安置，分配到一個特殊的角

色(如囚犯、病人)一段時間。然後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

fulfilling prophecy)就會展開，因為社區的假設是偏差者不會改

變，並以如此堅定的信念，創造了事實，「證明」它是正確的。

社區對偏差者的擔憂破壞了偏差者賦歸社區的任何機會，所以

偏差者經常會有不被信任的感覺，這會使得偏差者開始懷疑當

初對自己的判決或診斷是否有治療或矯正的效果，並會通過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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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偏差的行動，來回應這種不確定感，以證明當初的治療或矯

正對自己的確並無成效。 

West 和 Farrington (1977)對犯罪行為的縱貫性研究指出，

那些因為違法而被逮捕並定罪的青少年，比那些同樣違法卻未

遭逮捕的青少年有更多違法行為，讓標籤理論得到實證支持，

證明犯罪行為在被定罪後會惡化；另一個支持少年司法系統「幫

助」少年變得更壞的觀點也見 Bazemore (1985)在其縱貫性的研

究，個體被少年法庭貼上標籤的儀式對其改過自新的可能性會

產生負向影響，並增加犯罪行為延續到成人的可能性。 

然「標籤的內化」是一個必要的中介條件。傳統社會控制

機構貼標籤對個體產生的負面或汙名化影響，來自兩種路徑，

一是法庭標籤的經歷越強烈，或是貶抑標籤的增加，個體的自

我形象逐漸被改變以符合犯罪標籤，個體越認同自己的「犯罪

者身分」，另一路徑，參與犯罪和犯罪行為的持續是社會受眾反

應的結果，特別是社會控制機構的正式干預，社會控制機構會

為違法者建立一組紀錄和形象，並影響了未來處理個體新違法

行為的可能性，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社會控制機構的反應，

個體有更多的標籤和更多的紀錄，個體的身分被重新解釋為「慢

性犯罪人」的形象，然後會增加對個體的監視，或採取更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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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督治療程序，這些都增加了發現新犯罪行為的機會，而社

會控制機構認為犯罪者是「壞的」，減少了新犯罪行為被忽視或

被非正式處理的可能性，同時貶抑標籤導致犯罪者被排除在傳

統的角色和關係之外，這些角色和關係是提供了獲得未來地位

和獎勵以及當前滿足的機會(Bazemore, 1985)。Baffour (2020)研

究發現，監禁導致再犯的情境因素之一是更生人因被貼上罪犯

的標籤而受到歧視，在就業、居住、婚姻等方面受到歧視，阻

礙其有效重返社會，進而助長再犯可能；Loeffler 和 Nagin 

(2022)指出受到刑事懲罰受到的社會汙名化和標籤，或是在合

法勞動市場上取得成功的人力資本惡化，而增加後續犯罪參與

的可能。 

標籤理論同樣可以擴展到對個體進行正面或讚揚性的貼標

籤過程，在標籤理論的邏輯中，正面的標籤應該可以增加個體

從犯罪生涯離開的機率，就像預期貶抑的標籤會減少洗心革面

的可能性一樣。其路徑同樣有二，其一為個體對正面標籤的內

化程度或自尊得到改善的程度會對改過自新產生積極影響，其

二是正面標籤是提供了犯罪者反對繼續參與犯罪的合理約束，

已有研究指出學校對個體的正面標籤程度對犯罪行為的消除有

積極影響(Bazemore, 1985)。 



 

47 

 

3.  機會理論(Opportunity Theory) 

當個人感到合法的機會被阻擋，那麼社會的壓力會促使個

人尋求非法手段尋求社會期待的目標 (Braithwaite, 1989)。

Cernkovich (1978)指出中產階級的青少年在社會結構中占據主

要位置，即使他們偶然參與犯罪後，也能輕鬆獲得其他合法的

的機會，但對於下階層的青少年而言，因其本身條件即非常缺

乏這種合法的機會，因此在最初參與犯罪的結果後是讓現有的

不合法機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 

4.  副文化理論(Subcultural Theory) 

副文化理論認為犯罪行為的動機與順從行為的動機皆同樣

來自渴望滿足參照團體中重要他人的期望，所以當標籤理論的

汙名化通過拒絕個體，造成個體合法謀生的困難、讓個體失去

受人尊敬的地位，偏差行為成為一種難以改變的生活方式，會

讓這些有類似處境的人走到一起，形成犯罪副文化。群體的互

動提供各種技術來消除對追求非法機會的愧疚，以及對發現和

如何利用非法機會進行訊息交流，成為學習犯罪行為的場所，

並享受社會支持(Braithwaite, 1989)。 

副文化的另一論點為與犯罪人親近，自己更有可能參與犯

罪，其所支撐的研究包括 Cernkovich (1978)指出青少年價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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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相似程度越高，他們的行為模式相似程度也越高，價值取

向可以有效的區分犯罪者和非犯罪者，以及各種程度的嚴重和

重複犯罪行為；Morash (1986)的研究亦指出青少女歸屬於較少

犯罪的群體是個人犯罪可能性較低的顯著因素，以及 Thompson 

et al. (2010)的研究指出犯罪行為和犯罪同伴間有強烈的相關，

尤其對男性而言。又如 Elliott et al. (1982)的研究表明，犯罪的

直接原因是與偏差的同儕來往，壓力和傳統的關係對犯罪的影

響是間接的，因此當沒有犯罪同儕的情況下，弱的傳統關係連

結不會直接導致犯罪，但當有了犯罪同儕，犯罪的風險便會增

加。 

5.  學習理論(Learning Theory) 

學習理論中影響犯罪學最大的為社會學習理論(Boduszeket 

al., 2012)。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的中心思想為人

們從與生活中重要群體的互動中學習對行為好壞的定義，這些

好壞的定義由他人的言語和認知行為強化，當行為的正面定義

和中性(或至少是合理的)定義抵銷了行為的負面定義時，個人

就越有可能讓自己於投入其中的行為(Akers et al., 1979)。 

社會學習理論尚包含許多分支理論，其中具代表性的理論

其一為 Sutherland 的差別接觸理論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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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指出一個人之所以犯罪，是因為定義了違法的有利多於

違法的不利，而這些定義是與不同的人、接觸的頻率、優先次

序和強度的不同而獲得的(Sutherland & Cressey, 1978)。 

(二) 嶄新概念：再整合羞恥(Reintegrative shaming) 

儘管明恥理論是將多個理論視角的預測整合到單一個框架

中，但對羞恥的關注是其獨特的貢獻。Braithwaite (1989)將羞恥

(Shaming)定義為所有表達不贊成的社會過程，發生在偏差行為

後，其意圖或效果是引起受羞恥者的悔恨或受到知道這種羞恥的

其他人的譴責。羞恥的表達可以是微妙的，如一個皺眉、一個轉

身、搖頭、笑、諷刺，或是直接地告訴行為人他應該感到多麼內

疚、表達對行為人行為的震驚，以流言八卦的方式回到行為人身

上、通過大眾或私人的傳播媒體普及，或是正式機構的判決或公

布。Harris 和 Maruna (2007)指出使用「羞恥」(shaming)一詞，

而不是「不贊同」(disapproval)一詞便是強調這種情緒是一種互動

性。 

明恥理論認為，羞恥是一種危險的遊戲，可能帶來好處，也

可能帶來壞處，要理解犯罪率(Braithwaite, 2020)，需要了解犯罪

行為人在多大程度上感到羞恥，以及這種羞辱是再整合羞恥還是

汙名化羞恥(Harris & Maruna, 2007)。現今的主流氛圍是在個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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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後，社會或司法系統對犯罪人施予的羞辱和處罰是一種汙名化

羞恥(Stigmatizing shaming)，其特徵是在非難過程將有偏差行為

之人標籤為邪惡之人，並且僅有確認偏差行為的儀式，而不會做

出任何使犯罪人與社區和解的努力，通過創造一個被遺棄的階層

來分裂社區，使罪犯被社會淘汰，融入犯罪副文化，偏差行為變

成個人的主要身分特徵，增加行為人的再犯可能；要讓犯罪人重

新融入社會的羞恥應該是再整合羞恥(Reintegrative shaming)，其

特徵是對錯誤的行為加以非難，但仍視行為人本質是善良的，仍

維持對行為人愛的連結，以尊重當事人的方式協助犯罪之人有機

會修補其行為所造成的傷害，在表達對行為的不贊成後，會通過

寬恕的儀式終止羞恥，使得羞恥是有時間限制而非終生的

(Braithwaite, 1996, 1989, 1995, 1997)，汙名化和再整合羞恥可以

同時發生作用(Braithwaite, 2020)。 

 

(三) 實證研究 

有研究指出，再整合羞恥與更多的羞愧-內疚(shame-guilt)有關，

汙名化羞恥則與更少的羞愧內疚相關(Harris, 2003, 2006)，而內疚會

抑制再犯的可能(Tangney et al., 2014)；修復式會議比法庭程序將產

生更多的再整合羞恥(Harris, 2006)；對犯罪行為人或嫌疑人的排斥

是一種汙名化羞恥，會催化個人的犯罪行為(Schaible & Hug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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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Makkai 和 Braithwaite (1994)研究受到再整合羞恥對待的療

養院在遵守療養院養護標準方面比受到汙名化羞恥對待的療養

院取得了顯著進步方式，在接下來的兩年，受到再整合羞恥對待

的療養院犯罪率下降，而受到汙名化羞恥對待的療養院犯罪率上

升，又當機構內人員相互依賴程度較高時，再整合羞恥對減少犯

罪的效果越強。 

 

(四) 小結 

20世紀占主導地位的犯罪學理論有：標籤理論、犯罪副文化理

論、控制理論、機會理論和學習理論。Braithwaite整合了當時主流

的犯罪學理論，控制理論解釋了初級偏差(primary deviance)的發生，

依附和承諾之所以能防止犯罪，是因為它們是一種非正式的社會控

制，但當犯罪終究還是發生，羞恥的產生是必然，犯罪發生後的環

境互動中都包含著汙名化羞恥和再整合羞恥的作為，因為汙名化羞

恥和再整合羞恥是一連續構面，並作為連結不同理論的因素，當再

整合羞恥在社會中作為主流時，那麼非正式的犯罪控制過程更有可

能勝過這些產生犯罪的過程，該社會的犯罪將會較少；但當羞恥的

天秤傾斜至汙名化羞恥，標籤理論將說明了次級偏差的形成，機會

理論及學習理論解釋了副文化的形成，犯罪副文化理論說明了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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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的持續，對於那些分享副文化的人來說，犯罪行為得到了足夠

的認可，從而超越了傳統社會的約束力量(如圖 2-1)(黃富源，1992；

Braithwaite, 1989, 1995, 1997)。 

 
 
 
 
 
 
 
 
 
 
 
 
 
 
 
 
 
 
 
 
 
 

圖 2-1明恥理論概念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Braithwaite, J. (1989). Crime, Shame and 

Reintegration (First published), 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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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羞恥感 

Braithwaite 的明恥理論只是初略的探討了羞恥感(Harris & 

Maruna, 2007)，因此借鑒其他領域對羞恥的本質加以探討。 

(一) 羞恥感的內涵 

羞恥感是一種令人不快和痛苦情緒(Sedighimornani et al., 

2021)且普遍存在於人類中，但它與基本情緒並不相同，因為它是

一種自我意識 (self-conscious)的情緒，是通過自我反思 (self-

reflection)所產生的複雜心理現象(Lewis, 2003；Schalkwijk et al., 

2016)。 

由於羞恥的理論跨越了許多學科領域，因此大致將羞恥的概

念分為三種類型(Harris & Maruna, 2007)： 

1.  羞恥感代表個人的失敗 

羞恥感被概念化為一個整體的負面自我評價，亦即當一個

人認為自己沒有達到自己的標準時，就會產生羞恥感，進而認

為整個自我都是失敗的，這種失敗被視為嚴重缺陷的標誌，因

此羞恥感通常伴隨著「渺小」的感覺以及無價值感和無力感，

往往會伴隨一種想像是缺陷的自我會如何出現在別人面前，而

產生強烈的痛苦經歷(Gausel et al., 2012；Tangney, 1995)，

Tangney (1995)甚至就此概念將羞恥與內疚(guilt)區分，指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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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差異在於羞恥感的產生是來自以「自我」為評價的焦點，內

疚的產生則以「事情」為評價中心，主要關注的是一個特定的

行為，因而不會影響一個人的自我認同，所以痛苦和破壞性比

羞恥感要小。 

2.  羞恥感是一種社會威脅 

羞恥感是感知到被社會排斥或不認可的結果，強調人們有

被他人接受的需要，而羞恥感之所以與社會聯結的威脅有關，

是它預示著一種關係中的麻煩，反映了一個人的社會吸引力大

幅下降，或者一個人在他人心目中(真實的或想像的)不再被接

受或被喜歡，因此羞恥感或對羞恥的恐懼是一個強大的動力，

促使個人不斷監督和改善人際關係，並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滿足

社會期待(Harris & Maruna, 2007；Scheff, 2003；Sedighimornani 

et al., 2021)。 

3.  羞恥感是一種道德威脅 

有論者認為羞恥包括了自我的情緒反應(如尷尬、內疚、屈

辱)和與社會的關係(如與社會連結受到威脅的羞怯)(Scheff, 

2002)，羞恥是違反了自己內化的標準，而這些內化的標準通常

也與社會規範有關(Harris & Maruna, 2007)，因為我們對自己的

評價與他人對我們的看法密切相關。Van Vliet (2008)則更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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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分羞恥感對個體可能產生的衝擊有三種：(1)對自我概念的

衝擊；(2)破壞個人與他人的關係；(3)權力感和控制感減弱。 

 

(二) 羞恥經歷的後果 

一些文獻指出羞恥經歷可能導致個人破壞性和暴力行為，著

名的監獄心理學家 Gilligan (1996)即認為，羞恥感是所有暴力行

為的主要或最終原因，並聲稱沒有見過一個嚴重暴力行為不是感

到被羞辱、不被尊重或被嘲笑，但 Harris 和 Maruna (2007)指出

這是 Gilligan將羞恥等同於嘲笑、鄙視和蔑視，並以羞恥一詞來

取代一種個人深層的無價值感。然仍有許多研究指出產生羞恥感

的負面結果，包括羞恥感容易產生憤怒和敵意的感覺，導致人們

好鬥和防衛，這會促使人們否認指控、試圖隱瞞甚至猛烈反擊指

控者(Kwon, 2016)；以及當羞恥使人是感到自己被貶低、無價值

及過度暴露時，這樣極度痛苦的羞恥經歷會激發防禦反應而非修

復行動(Tangney et al., 2014)。Scheff (2003)指出當羞恥感與憤怒

情緒結合時，可以再區分成朝向外在他人的憤怒，或是對自己的

憤怒，當羞恥感與朝向外在的憤怒結合，人們將用憤怒來掩蓋羞

恥，此時會使個人產生「怨恨」；但當羞恥與矛頭指向自己的憤

怒結合，所產生的便是「內疚」，使得許多心理學家採用了「內

疚是好事，羞恥是壞事」的經驗法則(Kwon, 2016)，然 Braithwaite 



 

56 

(2020)提醒，內疚感和羞恥感往往是高度相關的，必須警惕過份

誇大羞恥感和內疚感之間的區別。人們也確實將羞恥和內疚視為

密切相關的感覺，因其有許多共同點(Gausel & Leach, 2011)。 

一些研究則支持羞恥感是建設性的(Harris & Maruna, 2007)，

在修復式正義的會議中，羞恥感與悔恨的表達相關，且與行為人

對被害人的同理呈正相關，與憤怒和敵意呈負相關(Harris, 2001)。

亦有論者表明羞恥感會激發積極的人際行為，以恢復受到威脅的

自我，如捐贈、合作，特別是與他們感到羞恥的人在一起的情況

下(De Hooge, 2014；De Hooge et al., 2008；De Hooge et al., 2010；

2011；Gausel et al., 2012)；Gausel 和 Leach (2011)亦指出羞恥感

與改善自我和社會關係的動機有關，擔心受到譴責評價可以促使

人們保護自己的社會形象，防止因道德失範而受到譴責，甚至有

論者指出經歷羞恥感後促使積極的社交行為多於社交退縮(De 

Hooge et al., 2018)。 

(三) 管理羞恥感 

羞愧和內疚是一種令人不愉快的感覺，人們會希望擺脫這種

感覺，而要因應羞愧與內疚這樣不舒服的感受，有兩種方式，一

種是否認痛苦或是否認對痛苦的責任，這樣的結果是不被承認的

羞愧與內疚，其會使羞恥具有破壞性(Ahmed et al., 2001；Tang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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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4)；另一種方式是通過承認來應對羞恥感，會有建設性

的潛力，但要冒著可能處於劣勢地位的風險(Harris, 2004；

Tangney et al., 2014)，因此可以將羞恥感的後果分為不適應/不被

承認的羞恥感或適應性/被承認的羞恥感加以探討，而如何「因應」

羞恥感應該才是給個體帶來正面或負面結果的關鍵(Elison et al., 

2006b；Partridge et al., 2010)： 

 

1.  不被承認的羞恥感：羞恥羅盤(The Compass of Shame) 

Nathanson (2003)歸納出當個人試圖忽視羞恥感時，會有四

種反應模式，即迴避、攻擊他人、攻擊自我和退縮，並以羅盤

的四極呈現(如圖 2-2)： 

圖 2-2羞恥羅盤 

資料來源：Nathanson, D. L. (2003). The name of the game is shame. 

Report to the academic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campaign against 
youth violence, 6. 

 

(1) 退縮(Withdrawal) 

在羅盤的 N極，有一個退縮的行為腳本，以躲避那些讓

退縮 

迴避 

自我攻擊 攻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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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感到羞恥的人的目光，退縮程度可以從輕微的羞怯到嚴

重的憂鬱。 

 

(2) 迴避(Avoidance) 

在羅盤的 S極，有一個迴避腳本是試圖否認羞恥以讓羞

恥感消失，具體行為還包括無止盡地競爭，以比別人更好；

在危險中尋求刺激；或不斷地購物，用金錢包裹受損的自我。 

 

(3) 自我攻擊(Attack Self) 

在羅盤的 E極，有一個自我攻擊的行為腳本，通過貶低

自己，將自己置於依賴他人的關係中，以避免無助感，但代

價是自尊心和身體會感到不同程度的傷害。持續的受虐行為

可能便源於這種決定。 

 

(4) 攻擊他人(Attack Other) 

在羅盤的W極，對那些羞恥感在來襲時便無法通過自己

提高自尊的人而言，任何帶來羞恥的行為都可以被定義為侮

辱性的不尊重，以致他們必須通過補償性的攻擊來處理，以

免遭受更進一步的羞恥。攻擊行為包括言語或肢體攻擊、性

虐待、或任何似乎可以(可能僅在一瞬間)感覺自己比別人強

大、比別人好，來防止一時自卑感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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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結 

使用羅盤的哪一極、使用頻率以及使用順序，都是隨時

間變化的，採取的行為程度亦從輕微、普通到嚴重、危險而

不盡相同，但一個人在這些防禦腳本相關的技巧發展越多，

其情感成長就受到越大的限制(Elison et al., 2006b；Nathanson, 

2003)。 

迴避、攻擊他人、攻擊自我和退縮之所以被認為是消極

的羞恥應對策略，是因為個體試圖轉移發生的事情，而不是

直接去面對羞恥的經驗(Partridge et al., 2010)，許多研究已指

出未承認的羞恥與負向結果的關係，如 Scheff (1995；2003)即

指出不被承認的羞恥感是將關係引爆的力量，仇恨和嫉妒都

是不被承認的羞恥感的產物；Harris (2003；2006)亦指出未承

認的羞恥與對他人的憤怒和敵意呈正相關。 

Elison et al. (2006b)支持了羞恥羅盤在闡明四種應對羞恥

感的方式，以及它們與負面結果之間的關係的有效性，使得

該概念模型在治療和研究方面具有潛在價值。 

 

2.  承認羞恥：適應型風格(Adaptive Style) 

適應型的羞恥感是個體承認羞恥，並評估感到羞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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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是道歉或加以彌補，並會考慮將來如何避免這種感受，如

棒球員對受到三振出局感到羞愧，可能會選擇花更多時間來練

習擊球(Partridge et al., 2010；Schalkwijk et al., 2016)。 

Schalkwijk et al. (2016)在其研究指出，適應型風格與內疚感

和同理心呈正相關，與痛苦的情緒呈負相關，似乎是一種健康

功能的訊號；Scheff (1995, 2003)亦指出承認羞恥可以維繫關係，

因此良好的回應羞恥感可以培養群體關係並激發旨在避免被他

人排斥的行為(De Hooge et al., 2018)；Leach 和 Cidam (2015)指

出羞恥感與是否採取建設性方法之間並不受「羞恥事件」所影

響，只有當羞恥感得不到承認和回應時，才會造成問題，如同

Braithwaite (1996)所指出回復尊嚴最好的方法就是正視羞恥。 

 

(四) 從羞恥感中復原 

Van Vliet (2008)為了解釋個體如何從羞恥經歷中復原過來而

創立的理論認為，羞恥感對個體的自我概念、社會聯繫和控制感

會受到強烈的衝擊，個體會陷入一種痛苦的不平衡狀態，雖然會

導致自我攻擊，但自我也是修復的中心，在對自我攻擊之後包括

了五個主要的重建過程：連結、重新聚焦、接受、理解和抵禦(見

圖 2-3)。個體通過恢復和增強積極的自我概念、增強力量感和控

制感、修復和加強人際聯繫和社會地位來對抗最初的自我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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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禦 
拒絕負面評價 
堅持自我 
挑戰他人 

儘管羞恥感可能不會完全消失，但它會從核心自我中縮小或邊緣

化，個體會從羞恥事件中復原，成為一個更自信、更有力量、更

獨立、更能自我接納的人，這些變化可能會再伴隨著新的成長，

並在未來對羞恥感產生更強的抵禦能力。 

 
 
  
 
 
 

 
 
 
 
 

 
 
 
 
 
 

圖 2-3自我重建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Van Vliet, K. J. (2008). Shame and resilience in 

adulthood: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5(2),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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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連結(Connecting)： 

代表從退縮和孤立走向與朋友、家人、社區或更高力量的

更大連結。與六個子類別相關聯，包括尋找盟友、社交、與他

人交談、心理諮商、與更高的力量建立連結以及修復人際關係。 

 

(1) 尋找盟友(Finding allies) 

尋求熟悉自己、無條件接納自己並在需要時陪伴自己的

人作為支持來源，可能是親密朋友、家人、伴侶，或是在工作

場所、宗教團體或其他社會關係中找到支持。 

 

(2) 社交(Socializing with others) 

通過參加社交活動與他人來往，有助於恢復與外在世界

的聯繫感，社會互動還可以分散個人對羞恥經歷的注意力，

並增強個人作為一個有吸引力和有價值的人的感覺。 

 

(3) 與他人交談(Talking to others) 

與他人談論羞恥事件，無論是自己主動提及或由他人關

心。只要有一個人能夠傾聽自己的故事、理解自己，儘管自

己有不完美之處，但被接受和欣賞會使個人獲得更多自我接

納。談論羞恥事件也有助於使個人將經歷正常化，在聽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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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說「這些事情都會發生」、「每個人都會犯錯」時，個人可

以對事件做更好的理解，開始理解其他人在事件中的角色和

責任。 

 

(4) 心理諮商(Participating in counseling) 

除了利用社交網絡尋求支持外，個人還可以通過個人或

團體諮商尋求幫助。諮商同樣可以使羞愧經歷正常化，並使

人們對誘發羞愧感的因素有更多的了解。此外，諮商過程中

可以提供一個面對和表達痛苦感受的環境。 

 

(5) 與更高的力量建立連結(Connecting to a Higher Power) 

通過與宗教或靈性的關係幫助個人從羞恥經歷中療癒。 

 

(6) 修復人際關係(Repairing relationships) 

許多人的努力方向是修復在羞恥事件中受損的人際關係，

包括向因自己的行為而受到傷害的人道歉，或是對造成這種

情況的人給予幫助，或是在長期疏遠之後重新連繫，因為在

最初事件中產生的不良情緒已經因時間而減弱。 

 

2.  重新聚焦(Refocusing) 

個人將注意力轉移到具體目標、興趣和積極行為上，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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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我，並抵銷與羞恥感相關的負面評價和無力感。包括五

個子類別：轉移優先事項、聚焦積極面、致力於自我改進、消

除消極情緒，以及專注於行動。 

 

(1) 轉移優先事項(Shifting priorities) 

最初支配個體注意力的羞恥事件逐漸減少，個體會重新

關注新的優先事項，特別是注意力轉移到能夠增強個體積極

自我概念、力量感和控制感的目標、活動和關係上。 

(2) 聚焦積極面(Focusing on the positive) 

個人將注意力從缺點轉向優點。通過總結個人的成就或

是與他人比較，培養自豪感，從而抵銷羞恥感。 

(3) 致力於自我改進(Working on self-improvement) 

這通常是通過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來實現，如改善飲食

習慣、練習冥想，或是減少自我傷害的習慣，如酗酒、暴飲暴

食，所有這些都能增強個人積極的自我概念、自尊和個人控

制感。對於一些人而言，其動機通常是希望在他人眼中獲得

地位，或是證明自己的價值。 

(4) 消除消極情緒(Clearing away negativity) 

消除使羞恥感持續存在的外在來源和內在來源，個人可

能會遠離威脅個人幸福感的個人和社區，讓自己沉浸在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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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的環境中，如搬到一個新的社區或城市或改變社交圈，

這種疏遠提供了重新開始的機會，而不會被不斷提醒的羞恥

事件所拖累。消極情緒也可以通過旨在淨化和更新的精神修

煉來消除，如祈禱、冥想。 

 

(5) 專注於行動(Focusing on action) 

將注意力從羞愧經歷中的痛苦轉移到自己可以採取的建

設性行動上。如果個人的行為對他人造成傷害，可以採取一

些措施來彌補所造成的傷害。採取行動有助於抵消作為羞恥

特徵的無力感和不足感。 

 

3.  接受(Accepting) 

指從迴避轉向願意面對和解決羞恥事件。包括三個子類別：

接受現狀、面對自己的感受和表達自己的感受。 

 

(1) 接受現狀(Accepting the situation) 

個體對羞恥事件有更大程度的承認和接受。這種轉變可

能是小步的、漸進的，個體可能會在迴避和接受之間徘徊，

也可能會有更大地、更劇烈地轉變。通常情況下，接受直到

他們承認自己無法改變過去，是繼續前進的關鍵。接受還包

括對自己的感受和行為負責，這並不等於為羞恥事件承擔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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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而是意味著承認不管是誰或什麼原因導致這一事件，一

個人都可以控制自己對所發生事件的反應。 

 

(2) 面對自己的感受(Facing one’s feelings) 

人們更願意面對和解決與羞恥經驗相關的痛苦感受。而

在面對與羞恥事件相關感受的過程，往往是在解決自己更普

遍的心理健康問題(如酗酒、憂鬱)的背景下產生的(如心理治

療)。 

 

(3) 表達自己的感受(Expressing one’s feelings) 

在面對羞恥的過程中，通常會有某種形式的情感表達，

如哭泣、吶喊或向他人傾訴自己的感受。其他情感宣洩的方

式還包括寫作、音樂和藝術。 

 

4.  理解(Understanding) 

個體不斷嘗試去了解羞恥事件。包括四個子類別：了解外

在因素、發展自我覺察、與羞恥分離及創造意義。 

 

(1) 了解外在因素(Understanding external factors)： 

在整個重建過程中，個體不斷試圖通過解釋羞恥事件發

生的原因來理解羞恥事件。當初個人對將事件的解釋可能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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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於自我的缺陷，然而，隨著重建的進展，個體會識別出越

來越多導致事件發生的外在因素。這些外在因素主要分為四

類：第一類因素是在自責開始讓位後，個人會逐漸意識到他

人至少對所發生的事情負有部分責任；第二類因素是個體會

發現自己有一些情有可原的情況或壓力因素(如疾病、家庭矛

盾)，超出了個人可以的控制範圍，進而導致了事件的發生；

第三類因素是將羞恥感與過去的成長經歷聯繫起來，特別是

童年的經歷；第四類因素是羞恥事件可以在影響個人經歷的

社會文化、信仰和規範的背景下來理解。 

(2) 發展自我覺察(Developing insight into oneself) 

個人會拋開自我攻擊，仔細觀察導致其羞愧經歷的內在

因素。通過探索行為背後的需求、感受和驅動力，消極的自

我評價會轉化為自我意識和洞察力，從而對自我產生更大的

同理，還可以發現之前即存在的弱點(如自尊心或自信心不

足)，這些弱點使他們更容易受到羞恥事件的影響。 

 

(3) 與羞恥分離(Separating from the shame) 

個人越是將羞恥感與自我分離，就越容易重新獲得個人

權力和控制感。將羞恥感外化的過程包括從將負面特徵歸因

於自我（如「我很壞」）到強調自己的負面行為（如「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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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壞事」）；或是從一個人性格的判斷轉向對外在力量或事

件的判斷（即從「我很糟糕」到「我發生了不好的事情」）。 

 

(4) 創造意義(Creating meaning) 

當個體開始從正面價值和意義的角度重新審視羞恥經歷

時，就達到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羞恥事件被視為成長和學習

的機會。 

 

5.  抵禦(Resisting) 

包括直接的行動和態度，這些行動和態度能夠保護自我免

受外部攻擊，並降低未來遭受攻擊的可能性，包括三個子類別：

拒絕負面評價、堅持自我和挑戰他人。 

 

(1) 拒絕負面評價(Rejecting negative judgments) 

通過拒絕先前內化的負面判斷，繼續使自己擺脫羞恥感。

個體會評估這些判斷並得出結論，認為它們是無效或不真實

的。這一結論的證據主要來自於將負面評價與個人已知的優

勢進行權衡，個人的積極和成就可以證明「他人對我的看法

是錯誤的」；也可以通過質疑法官的理解或權威來拒絕，因為

這些判斷可能被認為是對事件背景理解不足的產物。 

當個人越來越能拒絕他人的判斷，代表其向更內在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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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中心發展，個人自己的信念比他人的信念更重要，他人的

判斷越來越被看做是他人的問題，是獨立於個人、無需承擔

的東西。 

 

(2) 堅持自我(Asserting oneself) 

表現為在社交互動中表現得自信和堅持自己的立場，這

通常涉及反擊他人試圖貶低的行為。個人的自信心不斷增強，

為自己設定好了界限。自信也可以表現在拒絕從社交場合或

群體中退縮。 

 

(3) 挑戰他人(Challenging others) 

挑戰他人的信念、態度和行為，意味著挑戰他人的成見。

挑戰也可以表現為堅持要求他人對自己在羞恥事件中所扮演

的角色負責，如性侵倖存者要求性侵行為人把「所有權還給

他」。 

 

三、小結 

修復式正義的理念提倡將重點放在修復犯罪的傷害上，而明恥

理論通常被視為是修復式正義的一個理論解釋，因此明恥理論被廣

泛用於解釋修復式正義會議的程序，及修復會議技術的開發(Harris 

& Marun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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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恥理論通過一種新的方式整合舊的理論要素，主流理論主要

通過羞辱產生連接，說明以再整合而非汙名化的方式傳達不認可是

低犯罪率的關鍵所在，然而儘管羞恥在明恥理論中被賦予了核心作

用，Braithwaite卻幾乎沒有探討羞恥感是如何作用的，因此需要藉

由其他領域對羞恥加以探討，另一方面是，目前的污名化研究表明，

並非所有被貼上負面標籤的人都會經歷負面結果(Moore et al., 

2016)，犯罪人產生羞恥感是不可能避免，因為犯罪行為後通常會感

受到社會壓力，做錯事、讓他人失望、害怕被拒絕等感覺很可能在

被捕後出現(Harris & Maruna, 2007；Harris et al., 2004)，儘管羞恥感

確實是一種令人不舒服的情緒，但並不意味著經歷羞恥一定會產生

壞的後果，卻也不能總是確保個人一定會調整自身行為，明恥理論

中提出的羞恥類型既然是一個連續構面，便是提供了一種機制的描

述，即它們在多大程度上鼓勵或阻止了個人面對羞恥，因為羞恥感

有更具深刻的社會性，因此個人所處的環境影響著個人的羞恥感傾

向(Leach & Cidam, 2015；Leach & Tiedens, 2004)。 

而本研究將立基於 Braithwaite(1989)提出的明恥理論模型，輔

以 Nathanson (2003)的羞恥羅盤及 Van Vliet (2008)的自我重建過程

(如圖 2-4)，說明個人在以犯罪事件為羞恥事件中對羞恥感的應對

過程，汙名化羞恥是一種風險，阻止了個人面對羞恥，可能導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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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採取 Nathanson (2003)羞恥羅盤所歸納的四種行動，即退縮、迴

避、自我攻擊和攻擊他人，消極地回應羞恥感；再整合羞恥之所以

能減少犯罪是因為它產生的積極效果是幫助個人以建設性的方式

應對羞恥，透過修復式正義的實踐，將引發個人的再整合羞恥，從

而積極面對羞恥感，然如同 Braithwaite (2020)所認同的，在修復會

議中直接談論羞恥感是令人感到冒犯的，關注犯罪事件中利益相關

人的需求和修復，自然有助於健康的羞恥感管理，因此通過 Van 

Vliet (2008)提出的一個動態的、多方面的自我重建過程，把焦點放

在個人如何積極利用自身優勢和資源拾起自我的碎片，以從羞恥感

中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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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犯罪事件及因應羞恥感之過程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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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犯罪的中止：年齡逐級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age-graded theory of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雖然修復式正義的理念宗旨在於修復犯罪的損害，然修復式正義

是以明恥理論作為廣泛的解釋，而明恥理論的終點是犯罪率的下降， 

雖已有許多研究指出修復式正義能促使犯罪率下降(陳祖輝，

2012；Calhoun & Pelech, 2010；Forgays & DeMilio, 2005；Hayes, 2005；

Kennedy et al., 2019；Mills et al., 2019；Sherman et al., 2007；Sherman 

et al., 2000；Sherman et al., 2015a；Wager et al., 2015)，然亦有指出透

過修復會議，與犯罪有關的其他因素，如犯罪同儕、藥物濫用或其他

犯罪誘因並未能得到充分解決(Latimer et al., 2005)，另有研究指出，

當中止犯罪被定義為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切截點時，與參與修復式

正義後所觸發的中止犯罪的過程是一致的(Sherman et al., 2015)，再再

顯示對於犯罪人不再犯罪的承諾應該是逐步而非瞬間形成的，其中包

括了擺脫藥物濫用、斷絕與犯罪同儕的聯繫，以及培養正向人際關係

(Serin & Lloyd, 2009)，故對於探討個人在經歷修復式正義之後對於犯

罪持續或中止的選擇有其價值，而具有代表性之中止犯罪理論即為

Sampson 和  Laub 所提出之年齡逐級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

(Paternoster & Bushway, 2009)。 

Sampson 與 Laub 以生命歷程觀的視角看待犯罪的發展，並且探

討的是個人何以「停止犯罪」，而有別於過去犯罪學主要所探討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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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何以「開始犯罪」，進而提出年齡逐級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age-

graded theory of informal social control)，而後做理論的擴展，以為犯

罪的持續、中止及產生的犯罪軌跡可以在同一個框架內被理解，並嘗

試確定中止犯罪的關鍵變化來源及其因果機制(Laub & Sampson, 2001；

Sampson & Laub, 2005)。 

年齡逐級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認為當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薄弱或

斷裂時，犯罪和違規行為更有可能發生，這是社會控制理論的中心思

想，亦成為年齡逐級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的原則，又犯罪行為也會反

過來削弱了社會聯繫(如失業、社會排斥、離婚)，從而又增加了犯罪

的風險，是一種劣勢累積的動態過程。然生命過程中會產生可以改變

生活軌跡的「轉捩點」，以讓個人可以「重新定向路徑」，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引起犯罪的變化，甚或脫離犯罪，但轉捩點並非一種將過去和

未來分開的截切點，會突然地使生活徹底變化，對於大多數人來說，

轉捩點被概念化為「隨著時間推移過程的一部份」，例如，婚姻本身

不一定會增加社會控制，但密切的情感聯繫和投資增加了個人與社會

連結，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應該導致犯罪行為的減少。轉捩點

與角色轉換密切相關，積極的轉捩點如幸福的婚姻、有意義的工作和

服兵役，負面的轉捩點如長期的監禁、工作不穩定。變化是沿著一個

連續體加以思考，變化可以意味著(1)修改、重塑；(2)從一個狀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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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階段過渡到另一種狀態、條件或階段；或是(3)第三個含意是用另

一個通常是同類型的東西來交換或替代，如一個人可能從使用酒精變

為使用大麻，或犯罪人從入室竊盜轉變為強劫，這意味著轉折點可以

重新引導軌跡，但不代表個體的性格變得完全不同，而是行為確實變

得不一樣(Laub & Sampson, 1993)。 

 

伍、小結 

年齡逐級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為發展犯罪學，因此其既探討連續

性，亦探討個人內在的變化過程，而其重要概念「轉捩點」即強調個

人生活的改變並非通過單一的生命事件，而是將轉捩點看作生命過程

的事件鏈，透過個人生命史的敘事，探索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行動

順序和個人隨時間的變化，以揭示個人與其環境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Laub & Sampson, 2001；Sherman et al., 2015)，故本研究將本理論納

入研究架構(見圖 2-5)，據此將修復式正義的實踐作為重大暴力犯罪

行為人生命歷程的「轉捩點」，修復式正義引發行為人再整合的羞恥，

進而引發後續一連串行為變化而中止犯罪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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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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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修復式正義在我國刑事司法系統實踐之態樣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不僅能用於犯罪事件，在學校、職場、社區均

有所開展，其目的在應對衝突和促進建設性的關係修復，然根據本研

究目的，而著重探討刑事司法領域中的修復式正義。 

壹、修復式正義在我國之發展脈絡 

我國對修復式正義的討論晚於其他國家，而在發展上是先經由學

者的倡議，再到成為司法改革的一環，現階段有民間的實踐，也有官

方所推動的修復式司法方案(黃蘭媖等，2011)。 

最早開始針對修復式正義實務進行的實證研究為許春金教授於

2002年發表的「論修復式正義」及「修復式正義的理論與實踐」的文

章，2006 年許春金教授出版了《人本犯罪學(初版)》，一般被認為是

將修復式正義引入台灣的代表性作品，而我國政府對修復式正義的響

應也是快速的，2008 年修復式正義即被列為犯罪被害者保護政策的

推動項目，2009 年推動修復式正義被列為司法制度性改革的項目之

一(黃蘭媖等，2011；謝政紘，2022)。2010年頒行「修復式司法試行

方案」實施計畫，擇定於 8 處地檢署開始試行，並分別於 2011年及

2014年提出成效評估，於 2018年正式推動修復式司法方案。2020年

刑事訴訟法修訂增列檢察官於偵查階段及法官於審理階段得轉介修

復，持續推動了修復式正義在我國的實踐。 



 

78 

 

貳、我國應用修復式司法於刑事司法體系之現況 

修復式正義是以「修復式司法」出現在我國官方文獻，首見於 2010

年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中。然修復式正義的

精神其實早已體現在我國各法令規範當中，如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9

條第一項得不付審理裁定、刑法第 74條第 2款緩刑附帶命令、刑事

訴訟法第 253-2條附條件緩起訴及刑事訴訟法第 455-2條當事人認罪

協商(陳佑杰，2020)，以下加以詳述之： 

一、刑案調解 

調解制度係由調節人促成雙方當事人合意解決紛爭(許春金等，

2007)，在我國有長久的發展歷史。1955年 1月 22日公布實施鄉鎮

調解條例，1982年更名為鄉鎮市調解條例，作為鄉鎮市取得解決訴

訟外紛爭的法源依據。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1條之規定，鄉鎮市

調解委員會受理之案件包括民事事件及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依據

同法第 10條第 3項之規定，受理之案件階段包括未繫屬於法院或

已繫屬於法院而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同法第 27 條規定調解之效

力為當事人不得就該事件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民事調解與民事

判決有同一效力；刑事調解有給付金錢或其他有價物時，得以調解

書為執行名義。亦即調解成立的結果可能是當事人撤銷告訴，倘告

訴不得撤銷，將可做為法院依據刑法第 57條第 10款犯罪後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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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輕量刑之考量(黃曉芬、張耀中，2012)。根據政府統計資訊網

2022年公布之統計數據，顯示近十年來，全國各調解委員會受理之

刑事案件逐年提升，惟 2021年為配合 COVID-19防疫警戒暫停調

解業務，讓調解量明顯下降，然刑事案件的調解案量一直都較民事

案件為多。 

刑案調解制度所帶來有的修復式正義精神，來自調解案件所處

理的都是有關糾紛的事件，而會如同修復式正義的視角將案件以衝

突而非法律的觀點看待，再加上過程中如果能創造一個良好情緒的

環境，調解人展現有別於刑事司法人員給人的威嚴形象，關懷地對

待兩造，受調解人間有充分的對話協商，將能有效促進關係的修復、

提升對調解程序及結果的滿意度、行為人賦歸社會並達到預防再犯

的效果。調解的效益包括對對方有較多歉意、較少對對方不滿，以

及希望能再有與對方對話的機會(許春金、陳玉書，2006；許春金等，

2007)。 

雖然刑案調解制度有展現修復式正義的精神，然與修復式正義

的精神仍有差異，其一為調解程序中賦予調解人較多權力去支配當

事人，與修復式正義是賦權當事人以凸顯兩造地位，而修復促進者

的角色是引導協助的宗旨不同(黃曉芬、張耀中，2012)；其二為調

解有兩種類型，一是評價式調解，二是促進式調解，兩者差異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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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式調解會直接建議賠償的金額，促進式調解則不會，我國的調

解委員會傾向於評價式調解，而易淪為討論賠償金額的高低；其三

為未有專業的修復促進者能促成雙方當事人同理心的培養(陳仟萬，

2020；陳怡成，2018)。 

 

二、緩刑、緩起訴 

緩刑及緩起訴係針對輕微犯罪採取的轉向處遇，目的在避免刑

罰造成的烙印標籤，其鼓勵行為人透過參與社區服務回復損害的策

略，展現修復式正義的精神(許春金等，2006；黃曉芬、張耀中，

2012)。我國相關條文為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規定檢察官有裁定緩

起訴的權責，以及刑法第 74條第 1項規定法院有裁定緩刑的權責。 

在緩起訴處分的研究中，含有修復式正義的實踐效果包括受處

分者的恥感重建及修復程度均有理想成效，且兩者呈高度正相關；

又當受處分人和被害者有對話協商的機會，能有雙方關係修復的效

益，以及受處分人會對被害者持正面感受、對被害者感受到較多歉

意、更少將犯罪事件歸咎於被害者，並對處分結果更滿意。當犯罪

人能緩刑或緩起訴的轉向措施順利賦歸社會，長久以來亦能收訴訟

經濟之效，同時達到對犯罪的控制(許春金、陳玉書，2005；許春金

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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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服務 

我國依據不同法令規範有稱為社會勞動或義務勞務者，性質上

並無異，均指稱無償、公益之勞動服務提供，外國則以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一詞稱之(陳佑杰，2020)。 

易服社會勞動制度在修復式正義的實踐效果包括，受處分者願

意負起社會責任承認錯誤、了解到自己的犯罪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危

害、得到警惕不會再犯(許春金、陳玉書，2005)，完成勞動服務的

受處分人在自我修復和回歸社會的滿意度均高，即使未能完成勞動

服務的受判決人亦能獲得相當比例的自我修復及社區整合滿意度，

在越接近完成履行社區服務之際，個人的自我責任感(accountability)

及與社區間的連結(bonding)已獲得一定程度的提升與修補，賦歸社

會的機會越大，因此除了關注受判決人對於執行刑的履行的「完成

率」，亦可關注受判決人在參與社區服務「過程中」的改變，例如

是否與他人或社區建立起更堅強的關係、是否感覺到自己能夠扮演

不一樣的角色、自己在技能或社交上是否有所提升等(卓官孟，2016；

陳佑杰，2020)。高心怡(2013)在訪談社會勞動人後，建議應予以社

會勞動人社會支持，創造有利其復歸的環境，促使其中止犯罪，如

同許春金、陳玉書(2005)指出落實社會勞動之立法宗旨係在使行為

人能復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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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進行的社區服務工作及修復與社區的關係，實際行動如

擔任社區志工、協助改善社區環境，雖然結果上類似修復式精神的

實踐，但行為人實際從事的活動仍由司法專業人員決定，當事人仍

置於被動地位，而缺少修復式正義「賦權」原則的展現，要達成修

復性的結果仍然有限(黃曉芬、張耀中，2012)。 

 

四、少年司法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的設立目的是以保護、矯治及轉向為目標，並讓

家庭參與以期提高家庭對少年的責任(黃曉芬、張耀中，2012)。2018

年司法院頒布強化少年保護事件處理程序修復式對話試辦方案，將

修復式正義運用於少年事件(李瑞典、陳祥美，2021)，並於 2019年

於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9條第 3項修訂裁定不付審理之案件得轉介

修復程序，意即將情節輕微之少年案件轉介修復方案的規定明文入

法。 

我國將修復式正義運用少年事件的實證研究發現，修復程序獲

得少年的高度滿意並改善因案件而產生的問題；少年能改變固有的

認知與行為，並促進同理心的學習，減少衝突事件再次發生的可能；

亦能促使少年與家長產生正向的溝通循環，使親子關係朝正向改變

(李瑞典、陳祥美，2021；陳祥美、李瑞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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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復式司法方案 

(一) 沿革 

2008年我國法務部將發展「修復式正義」列為刑事政策，並

開始研擬修復式司法之推行(陳靜如，2015)，2010年 9月法務部

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於士林、板橋、苗栗、

臺中、臺南、高雄、宜蘭及澎湖 8個地檢署試行，期待發展出修

復式正義的本土模式，並於 2012 年擴大在 21 個地檢署試辦(黃

蘭媖等，2014)，2018 年將原計畫名稱中的「試行」刪除，推動

「修復式司法方案」。 

於試行方案階段，係以偵查、審判、執行、保護管束與更生

階段皆可執行為原則，並建議以「微罪、少年犯罪」為優先。正

式推動修復式司法方案後，改以「偵查中案件」為原則，並無再

建議以微罪及少年犯罪為優先，但新增重大暴力犯罪須由被害者

一方主動發起之規定。 

 

(二) 宗旨 

我國法務部所推動之修復式司法方案，將修復式正義定義為

「提供與犯罪有關的當事人對話的機會，藉以表達自己感受，修

復犯罪造成的傷害，並共同處理犯罪後果的過程。」(法務部全球

資訊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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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作模式 

法務部頒布「修復式司法方案」實施計畫，採用的是被害者

-犯罪者調解(VOM)模式，修復過程會有修復促進者協助兩造面

對面的對話，彈性的作法是能先讓兩造以間接方式對話，如書信、

電話或電子郵件，並由各地檢署各自承辦。 

 

(四) 成果 

2010年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後，於 2011年由黃蘭媖等

人作成的成效評估中指出其成效包括：提供兩造盡情訴說的機會、

協助被害者重新看待犯罪事件、減少兩造的敵意與衝突、雙方當

事人都能感到被支持、對話有助對協議的接受度及執行、對話過

程激發同理心。 

2014 年由黃蘭媖等人作再做成的成效評估中指出，多數當

事人皆同意自己是自願參與、能充分表達、充分溝通、對修復會

議持正面看法，以及在參與修復會議後的損害感受有獲得舒緩。 

2016 年由許春金、黃蘭媖再對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進行成

效評估，發現當事人對方案的滿意度高、對修復促進者的評價佳，

但方案對兩造關係的深層修復有限，其成效低於個人在生活、身

體財產及心理層面的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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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參與的 1980 件案件中，進入對話的案件比例為

56.21%，進入對話後能達成協議的案件比例為 71.91%，顯示出

多數進入修復式司法的案件，兩造關係能獲得一定程度的修復，

值得繼續積極推動(許春金等，2021)。 

 

第三節 國內外修復式正義應用於暴力犯罪之實證研究 

壹、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暴力犯罪之國際實證研究 

一、暴力犯罪雙方當事人於修復式正義與傳統法庭程序之經歷差

異 

與法庭程序相比，修復程序為參與者提供充分的機會來講述其

故事、提出問題，表達意見和情感，並就未來計畫達成共識，然而

這種程度的自由和自發性，需要大量的幕後工作，包括會議場地的

布置、程序結構和促進者的技巧，因為過程中，情緒會高漲、舊傷

會暴露，被害者和犯罪人之間的接觸會引發不可預測的社會和心理

動態。而修復程序的啟動是由參與者決定，而不是由外部強加的時

間框架，也會將來自不同背景和社會地位的犯罪當事人的需求納入

考量並進行調整修改，這種彈性使參與者有足夠時間對修復會議做

好足夠的心理或情感上的準備，修復促進者通常花很長的時間和參

與者準備會議，讓準備工作本身就成為犯罪當事人的支持，甚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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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療癒的過程，準備過程可能會有其他治療性的處遇，以幫助參

與者提升準備度(Chan et al., 2015；Miller & Hefner, 2015)。與刑事

司法程序處理暴力犯罪事件的效果相比，參與修復式會議的暴力犯

罪者有較低的再犯率(Hayes, 2005)，暴力犯罪被害者獲得較優的修

復傷害效果、對犯罪人可能會再次對其犯罪或是再次對其他人犯罪

的恐懼較小、創傷壓力症狀較少、較可能認為行為人的道歉是真誠

的、對行為人有較少的報復情緒、對案件的處理有較少的不滿

(Sherman et al., 2005)。 

二、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暴力犯罪被害者之效益 

對被害者而言，修復程序的療效因子之一來自來修復程序中提

供的支持，修復程序允許被害者討論所經歷的劇烈的情感痛苦、提

出疑問、告訴行為人犯罪事件對其家庭的影響，也確認行為人是否

仍然對人們的安全構成威脅，雖然可能還沒準備好原諒犯罪人，但

想要看看犯罪人是否已經努力改變，並獲得「第一手資料」，了解

行為人為什麼要這樣做，並覺得自己更有可能透過修復程序收到犯

罪人的道歉。修復會議後被害者能賦予關於「失去」新的意義並產

生情感和關係的轉變，減緩暴力犯罪對個人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

是促進正向的心理健康；也會減少對犯罪人進行暴力報復的慾望，

而避免讓犯罪被害者成為未來的犯罪人；並可能消除對行為人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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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假釋的恐懼與焦慮，雖然對於犯罪人不再犯沒有百分百的信心

(Chan et al., 2015；Sharpless et al., 2022；Sherman et al., 2005；Walters, 

2015)。 

三、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暴力犯罪行為人之效益 

對行為人而言，修復程序療效因子可能來自與被害方建立情感

聯繫(Walters, 2015)，修復程序嘗試讓犯罪人與社區融合，而不是讓

犯罪人和社區的其他人之間形成明顯的隔離，將犯罪人重新融入社

區是比排斥模式更有效的社會控制方法。行為人的參與動機可能是

想與被害者和解，儘管自己已經服了很長的刑期，仍認為被害者應

該得到問題的答案，修復過程允許行為人講述自己的故事並受到尊

重、聽到被害者對他們說的話。行為人可能直到參加了修復會議，

才會明白自己對被害者造成傷害的程度，行為人會經歷情緒上的轉

變，產生有持久影響的悔恨、提高責任感，並會以各種方式表示對

被害者的彌補，如經濟上幫助被害者能參與修復會議、在會議期間

表現出悔意、讓被害者發洩他們的憤怒，以及開始計畫具體步驟糾

正其錯誤來積極展現其真誠，仍並不能將行為人對使用暴力的悔恨

解讀為對結束暴力的承諾，因為行為人使用暴力夾雜著許多內在和

外在因素，在修復會議中討論是困難的，但能將修復會議中的經驗

作為一種進一步治療的催化劑，行為人會獲得所需要的動機和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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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幫助他們面對所面臨的問題，如毒品、酒精或暴力行為的過往，

讓行為人從過去的創傷中走出，並防止未來的犯罪(Braithwaite, 

1989；Chan et al., 2015；Edwards & Haslett, 2011；Miller & Hefner, 

2015；Walters, 2015)。修復會議的效果除了減少個人的再犯可能，

並且其效果不僅限於與被害者直接面對面接觸的修復會議，與被害

者間接接觸的修復會議(如行為人寫道歉信)或是無被害方參與的

修復會議(如行為人同理練習)，不僅不會對行為人產生任何負面效

果，甚至對降低再犯有同等效果；又即便犯罪人再犯，也會降低個

人在其後再次犯罪的嚴重程度(Mills et al., 2019；Sherman et al., 2007；

Sherman et al., 2000；Wager et al., 2015)。甚至能讓行為人透過傳遞

個人經驗防止非犯罪事件中的相關利益人在未來實施犯罪行為，具

體經驗包括犯罪人撰寫信件，信件內容是關於與他的被害者見面如

何讓自己更堅定地守法，希望用自己的經歷來阻止違犯少年的犯罪

生活；以及一名酒駕加重危險犯傳遞自己面對酒後駕車的錯誤選擇，

及後來面對被害者的力量，希望自己的故事能阻止其他人酒後開車

的行為(Miller & Hefner, 2015)。 

四、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暴力犯罪之風險 

但修復式正義的實踐並非百分之百的成功，當修復方案缺乏為

案件適當的篩選或在程序中準備會發生的訊息，被害者都存在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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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的風險，澳洲的研究即發現相當多的被害者在會議結束後感覺

更糟，對自己的被害或所說的感到不被尊重而不舒服(Albrecht, 

2011；Hargovan, 2015)。 

(一) 暴力事件雙方當事人面臨之阻礙 

對暴力犯罪事件的當事人而言，實施暴力的人和遭受暴力的

人者在討論他們關係中的暴力時，焦點非常不同，施暴者會強調

引發暴力的原因，他們願意去描述暴力事件前的爭執，想讓他人

了解自己在衝突中的地位或是對方的行為如何不合理，但不願意

去描述語言攻擊轉變為身體攻擊的時間點；受暴者則關注於暴力

行為及對暴力的後續影響，尤其是他們的無力感、恐懼感和崩潰

感；雙方對暴力的解釋也不同，對施暴者而言，暴力的意圖是為

了讓對方採取不同的行動，受暴者則認為暴力的目的是為了傷害

(Edwards & Haslett, 2011；Hydén, 1995)。 

 

(二) 由修復促進者引發之風險 

在有修復促進者的修復會議中，修復促進者可能帶來的一個

風險為，因為暴力令人感到不安，而且越接近暴力，越不舒服，

所以會在身體和心理上與暴力及其被害者保持距離，具體行動如

對被害者使用貶抑詞或對暴力使用委婉語，修復促進者一樣有可

能會經歷這種不舒服而不斷迴避或隱藏暴力問題，會將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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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諸如「當他受傷時」、「當他摔到時」或「事故發生後」的語詞

描述，並將暴力重塑為「分歧」或「溝通問題」或「誤解」，讓語

言的使用掩蓋了暴力行為的單邊和故意的性質，這些語言上的轉

變遠不只是文字上的轉變，而是無法準確反映暴力行為的意圖，

也讓暴力本身被隱沒在環境結構中，所付出的代價是行為人可能

在會議結束後，對影響其選擇使用暴力的因素或在其實施暴力後

對他人的影響程度沒有充分的了解，免除了行為人對選擇暴力行

為後須承擔後果的責任，成為一種諷刺性結果；也可能致使被害

者錯誤地認為暴力的原因僅僅來自於衝突，一旦衝突得到解決，

就不會再遭受發生暴力；社區成員會認為暴力只是「失控」的衝

突結果，而可能不會反思引起暴力的社區因素(Cobb, 1997；

Edwards & Haslett, 2011；Wade, 2007)。 

 

(三) 小結 

當沒有區分衝突和暴力兩者概念的獨特性，修復式正義將可

能無法兌現其承諾，因此確保暴力的經歷準確地被命名和驗證是

至關重要的，為使用與遭受暴力的人創造時間和空間，讓他們講

述自己曾經參與的衝突時，探討暴力造成的不公正和獨特的傷害

和影響，關於行為人使用暴力和所承擔責任的對話就會更加清晰，

並避免被害者受到進一步的傷害(Cobb, 1997；Edwards & Hasl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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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Wade, 2007)。 

 

貳、我國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暴力犯罪之研究 

一、暴力犯罪雙方當事人於修復式正義與傳統法庭程序之經歷差

異 

暴力犯罪的被害者在進入刑事訴訟程序時，感受到司法人員是

嚴肅的，並感覺他們對自己的案件不重視而受到傷害，相較之下，

被害者較喜歡修復會議的進行方式。但被害者對修復式正義概念的

不熟悉，可能成為進入修復程序的阻礙，即便進入到修復程序，也

會產生修復會議的目標與自身期待不符的情形(游婾喬，2016；黃齡

萱，2013)。 

二、修復式正義對暴力犯罪被害者之影響 

修復程序的進行，當被害者將暴力事件作外在歸因，就會積極

對話、試圖解決問題，當被害者將暴力事件作內在歸因，就會呈現

較消極的對話。修復過程中，當暴力犯罪被害者能表達自己的心情

及傷痛、與對方充分溝通對話，有助被害者撫平傷害、緩解衝突、

釋放憤怒、重新框架行為人及痛苦經驗，甚至進而寬恕行為人，對

行為人表達慈愛之心，進而促使行為人改變、重新展開新生活(王玲

琇，2013；陳靜如，2015；游婾喬，2016)。 

被害者對修復會議的感受很大一部份受促進者的態度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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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影響，儘管結果不如被害者期待、雙方關係並無改善，但當被害

者能感覺到促進者對其提供的協助及資源、讓參與者說出內心感受，

仍會給予修復程序正面評價，並會將未獲滿足的原因歸咎於對方的

個人因素(游婾喬，2016)。而修復促進者在對話上，可能會以「調

解」稱呼修復程序(黃齡萱，2013)，但先前經歷過調解委員會調解

的修復程序參與者，是能感覺得出兩者的不同，並指出其差異在於

修復會議較能訴說內心深層感受(游婾喬，2016；黃齡萱，2013)。 

三、缺乏修復式正義對暴力犯罪行為人影響之相關研究 

現行我國探討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暴力犯罪對當事人探究，多聚

焦於被害者之所知所感及修復結果，對行為人之相關研究，僅有台

南地檢署的研究指出，進入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家庭暴力行為人，

其再犯率低於進入修復方案的行為人(黃蘭媖等，2014)。 

 

參、小結 

我國目前對修復式司法的定義較傾向純粹模式，重視將犯罪的事

件的相關當事人聚集在一起對話的過程，然「提供與犯罪有關的當事

人對話的機會，藉以表達自己感受，修復犯罪造成的傷害，並共同處

理犯罪後果的過程。」(法務部全球資訊網，2022)這樣的描述其實僅

涉及修復的過程，而沒有提及修復的價值觀，在修復式司法正式執行

的過程，單靠犯罪事件的相關利益人及修復式司法促進者修復式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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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兩次甚至只是一兩個小時的接觸，就要扭轉一個人的生活，是

把修復會議過於理想化，因為研究已指出修復會議並非犯罪行為人中

止犯罪生涯的充分條件(Latimer et al., 2005；Serin & Lloyd, 2009)，再

加上我國的社會大眾包括刑事司法的執法人員錯誤地將修復式司法

方案認為另一種「調解」的管道，以為修復方案的目的仍是減輕判刑

(許春金，2018)，使得要讓暴力事件的犯罪人進入修復式司法方案有

其先入為主的偏見(許春金、黃蘭媖，2016)，更遑論是涉及重大暴力

之犯罪事件，因此相較於國際上將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暴力犯罪之相關

實證研究，我國將修復式正義應用於暴力犯罪的案例顯得寥寥可數。 

欲擴大修復式正義的適用範圍，必然會招致各方的反彈，包括那

些擁護純粹模式的支持者，以及那些維護傳統刑事程序的人(謝政紘，

2022)，然而基於修復式正義的信念在修復犯罪所造成的傷害而非懲

罰，故仍可在現有的刑事主流系統下，在並未完全放棄懲罰的情形下，

將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嚴重暴力犯罪，補充修復式正義在我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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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以及綜合相關之文獻探討，本文將修

復式正義的定義以最大化模式理解，並透過奠基於 Braithwaite 之明

恥理論，輔以個體內在應對羞恥感之心理運作過程，作為理解重大暴

力犯罪人的犯罪起始到經歷修復式正義後而中止犯罪的一連串過程，

茲提出之研究架構如下(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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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控制理論 初級偏差 

中止犯罪 

標籤理論 

機會理論 

副文化理論 

學習理論 

慢性犯罪人 

次級偏差 

羞恥 

外在環境 

內在因應 

再整合羞恥 汙名化羞恥 

自我重建 羞恥羅盤 

結果 

轉捩點： 
修復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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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壹、研究方法與取向 

由於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討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對自身犯行及修

復歷程的主觀真實，因此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研究與探討的現象；又

Josselson和 Lieblich (2003)指出敘事方法能了解不同時期的生活軌跡，

提供一種類似於「電影」而非「照片」的描述，追隨了講故事者一生

中的大部分時間，本研究目的符合上述敘事研究之使用時機。 

又，依據 Lieblich et al. (1998/2008)指出，在詮釋敘事素材時，可

以分為兩個獨立項目，分別為整體 vs.類別取向，以及內容 vs.形式取

向，兩向度交錯後會呈現四種敘事模式：整體—內容、整體—形式、

類別—內容、類別—形式。本研究欲了解重大暴力犯罪事件中行為人

選擇修復式正義之經驗，係聚焦於個人生命經驗之探究，故本研究採

用「整體—內容」之分析方向。 

 

貳、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係運用半結構之個別正式、深入訪談蒐集資料。透過訪談，

以開放真誠的態度，進入受訪者之主觀世界，由受訪者的內在觀點出

發，窺見其在修復式正義裡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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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相關人員 

壹、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參與者之選擇與邀請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所

設定之研究參與者選定標準如下： 

(一) 重大暴力犯罪案件之行為人。 

(二) 曾進行具修復式正義精神之程序。 

(三) 願意接受本研究訪談。 

依據上述選取標準，研究者電洽各監所、犯罪人保護協會及長

期對犯罪人及被害者進行修復式正義之機構，說明本研究目的、研

究內容、研究程序以及研究倫理後，再以電子郵件發送研究邀請函

暨訪談同意書(附錄一)，誠摯地協請機構媒合適當之研究參與者，

最終邀請 3位行為人參與本研究。 

 

二、研究參與者之背景 

本研究共邀請 3 位曾涉犯重大暴力犯罪的行為人接受研究訪

談，背景說明如表 3-1所示，行為人的年齡介於 56至 61歲；生理

性別包含男性與女性；其所在地區分別於中部、南部與東部；其現

況包括仍在監執行之受刑人與執行完畢之更生人；其修復對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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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害人遺屬、被害人及行為人親屬。詳細研究參與者之相關資料

將於第四章各節分別呈現。 

表 3-1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生理

性別 
年

齡 
所在

地區 
犯罪史 修復對象 現況 

默默 女 61 中部 肅清煙毒條例 5年有期徒刑 被害者 
遺屬 

清潔員 
殺人罪 15年有期徒刑 

阿衝 男 61 南部 殺人罪未遂犯+加重搶奪罪
16.5年有期徒刑 

行為人 
親屬 

生輔員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其前身

肅清煙毒條例反覆入獄 6次 
阿威 男 56 東部 加重搶奪罪+懲治盜匪條例 10

年有期徒刑 
被害者 在監 

執行 
傷害罪+懲治盜匪條例+撤銷
假釋 12.5年有期徒刑 
洗錢防制法+強盜罪+強盜結
合罪+撤銷假釋23年有期徒刑 

 

貳、研究者 

研究者目前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就讀，已

修習過「研究方法」及「質的研究法」培養自身研究知能，在實務的

操作上，曾作為一位助理教授兼心理師及一位博士候選人心理師在期

刊撰寫上之偕同分析者，因此對質性研究之進行已具備一定經驗。 

此外，研究者大學時期即就讀諮商心理相關科系，但因本身興趣

而從大學開始持續學習犯罪及刑事司法的相關概念，修習過的相關課

程包括法學緒論、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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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執行法、犯罪學、犯罪心理學，並且參與相關的研討會及閱讀相

關書籍，以促進自身增進對於刑事司法系統的多元觀點及敏覺度。 

 

第四節 研究程序 

壹、準備階段 

一、擬定訪談大綱(附錄二) 

由於本研究旨在了解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於修復式正義中之

經驗，故欲採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進而擬定出的正式之訪談大

綱，訪談大綱內容大致分為個人參與修復程序之前、參與期間及參

與完畢建構出的種種經驗，該訪談大綱僅提供訪談者進行訪談的方

向使用而並不受限於此，研究者將視當下受訪者之敘說進行適當的

修正或相關提問。 

 

二、擬定研究邀請函暨訪談同意書(附錄一) 

由於考量研究倫理須保障研究參與者之權益，故研究者擬定研

究邀請函暨訪談同意書，向潛在研究參與者說明本研究目的、研究

內容、研究程序以及研究倫理，包含研究參與者可行使的權利、訪

談資料的使用及保密性等，並留下聯絡方式邀請潛在研究參與者有

任何疑慮能隨時向研究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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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進行階段 

因本研究主題之特性，研究者希望研究參與者能於其能感到自在、

安全的場合述說自身故事，故對於已出獄之受訪者，訪談地點即討論

在受訪者認為合宜之訪談地點；對於仍在監之受訪者，則於訪談進行

前，法務部矯正署提供以收容人為研究對象之研究倫理自律審查評估

表，由研究者自行邀請三名學者專家，為本研究進行研究倫理審核，

待研究倫理審查通過後，研究倫理自律審查評估表連同訪談大綱、研

究參與同意書及研究計畫書，有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行文至法務部矯

正署，待受到法務部矯正署的核可公文後，與受訪者所在之監所接洽

商討訪談時間始進行訪談。 

於訪談當日，在訪談正式開始前，研究者以口頭搭配書面之方式

再次向受訪者說明本研究目的、研究內容、研究程序以及研究倫理，

在研究參與者釐清疑慮且簽署一式兩份的訪談同意書後，一份給予受

訪者，一份由研究者留存後，才開始進行訪談及錄音。 

由於本研究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故訪談一開始後便先邀請研究

參與者述說犯罪事件發生過程，到修復程序的發生再到對受訪者的影

響，研究者根據訪談當下的具體狀況持續以好奇、尊重及同理的態度，

針對參與者描述之狀況追問其細節，深入研究參與者所敘說的故事。 

本研究分別對 3位受訪者皆進行 3次訪談，每次約 1-2個小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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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第一次訪談結束，研究者形成研究參與者初步的故事文本，並

相約第二次訪談，對於缺漏、模糊之訪談資料再次進行訪談並與初步

的故事文本進行整合，第二次訪談後已蒐集到足夠資料，而能開始對

文本進行分析，待研究結果完成後，便與受訪者再相約第三次訪談，

邀請研究參與者檢核文本內容及研究分析結果與研究參與者所經驗

的現實符合的程度，以提高研究的可信度，三位受訪者分別的回應為：

「可以，謝謝你」、「跟我講的一樣」、「全貌」，遂向研究參與者致謝

後，結束最後一次訪談(見表 3-2)。 

表 3-2訪談進行概要表 

受訪者 訪談時間 累積次數 累積時數 地點 

默默 
2022年 12月 
至 2023年 6月 

3 約 4.5小時 受訪者居處 

阿衝 
2023年 2月 
至 2023年 6月 

3 約 4小時 受訪者工作場所 

阿威 2023年 5月 3 約 5小時 律見室 

 

參、資料處理與分析階段 

本研究訪談經事先取得受訪者同意後全程錄音，研究者於訪談結

束後立即將錄音檔謄寫為逐字稿並編碼，編碼方式為：A1225011 表

示受訪者 A在 12月 25日的訪談中，第 11次的回應。 

研究者將訪談後已編碼的逐字稿排除掉研究者的部分，加入訪談

筆記摘要(受訪者當下情緒、語氣轉折、肢體語言)及受訪者背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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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文化、價值觀等等等資料後，採用「整體—內容」之敘事分析方式，

依據 Lieblich et al. (1998/2008)的 5個分析過程： 

一、反覆閱讀整個材料，直到整體故事的一種型態(pattern)有所浮

現：研究者從反覆閱讀個別研究參與者整個故事的過程中，了

解研究參與者的敘事所呈現的意義，並重視敘事中出現的任何

人、事、時、地、物，形成對各個研究參與者的生命主題及故

事脈動的初步及整體印象。 

 

二、標記出故事中的例外狀況、不尋常的情節、不一樣的地方或是

困擾者敘說者的情節，例如： 

研究參與者阿衝不同於整體故事的例外事件： 

當時我真的是人生的低谷，什麼都沒有了，低谷了，在監獄裡
面什麼都沒有，被人家出賣，什麼都沒有了，那種低谷那種感
受阿，父母親都離開了兄弟姊妹都不理我了，什麼都沒有了那
種低谷，他們就講這句話我就緊緊的抓住，不抓不行阿，不然
什麼都沒有阿，我不想再過去那種生活，我試看看阿(笑)…
【B0224128】 

研究參與者阿威對與父親情感的轉變： 

我沒有真正的孝順爸爸，我一輩子被他背在肩膀上、被他扛在
肩膀上，當他需要我的時候我卻沒有好好地照顧他
【C05190159】 
 

研究參與者默默未完整描述的情感： 

我現在就是不敢去面對的人...有很多的關卡...有很多...我不會
講耶就是...因為我爸爸媽媽也死了，也是在 93年、94年死的，
我案發那時兩個陸續死掉，那我甚至於說沒有回來送他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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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沒有，最後一面也沒看到，那哥哥姐姐還願意來看我，當
然是叫我回台北，有的時候回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我現在都
還沒回去過，從回來到現在【A1225069】 
 

三、決定出在故事中的各項主題，包括故事的開始到結束：在對整

體故事形成初步印象後，將逐字稿以第一人視角形成替代文本

(如表 3-3 所示)，而後持續反覆閱讀替代文本，以找出敘事裡

的主線與焦點，進而將替代文本再整理與剪裁，關注研究參與

者在訪談時重複出現的內容，或是對研究參與者來說特別重要

的敘說，並記下尚有不清楚或疑惑之處，再次回到逐字稿確認

或留待下次訪談時向參與者澄清，將研究參與者後續補充敘說

之內容與初步文本進行整合，以整理出每一個段落的相似主題，

並提取成為主題，而最後以研究參與者的經驗順序建構出核心

主題。 

表 3-3核心主題形成範例表 

編碼 逐字稿 替代文本 核心主題 

A1225011 不一樣都是從女兒
口中知道的，剛開始

我回來就問我女兒

阿公阿嬤知道嗎？

他說應該知道，可是

他們不歡迎你呀，你

還是不要過來好了，

我說當然不會過去

阿，然後阿公阿嬤跟

我講說叫我不能去

找你，就是很嚴厲的

我剛出獄的時候有

問我女兒說阿公阿

嬤知不知道，我女兒

說應該知道，可是他

們不歡迎我，要我還

是不要過來好了，我

說我當然不會過去

阿，我女兒還說阿公

阿嬤叫她不能過來

找我，是用很嚴厲地

命令她，可是這幾年

關係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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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命令，可是這幾

年來就是聽到的口

氣就是我說你來這

邊你阿公阿嬤知道

嗎？ (女兒說 )知道
他也不會去問他太

多啊。從他的口中多

少知道一點有點修

復的關係，已經有點

好轉了 

我問女兒說阿公阿

嬤知道她來找我嗎，

我女兒說知道但他

們也不會去問太多，

從她的口中，我覺得

跟公公婆婆的關係

已經有點好轉了。可

能的原因我不太曉

得，我是想說會不會

是因為他們年紀大

了，還是說我經濟上

有在付出，或是我沒

有去打擾他們的生

活。 

A1225012 可能原因這我不太
曉得，我是想說會不

會是因為年紀大了

還是說我經濟上有

在付出，然後就是沒

有去打擾他們的生

活，但是我有從背後

金錢上一些多多少

少的資源 
A1225109 或許是想讓他們知

道說，他們觀念中的

我這個最小的妹妹

不是那麼壞，不是那

麼爛 
 

我會想讓他們知道

說我這個最小的妹

妹不是那麼壞、沒有

那麼爛，雖然我犯了

罪，可是我已經接受

法律的制裁，也想要

他們記得還有我這

個家人，希望他們還

會支持我、原諒我、

記得我、不要拋棄

我。 

修復關係的

動機與持續

的動力 

A1225110 我雖然犯了罪，但是
我還是很想你們，我

已經受法律的制裁

了 
A1225152 可能是讓他們知道

說我今天犯錯，我不

是自己要那個 (犯
錯)，但至少還知道
有我這個家人。希望

你們還會支持我、原

諒我、記得我、不要

拋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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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有色筆區別出故事中各項主題，並反覆閱讀每一主題：如表

3-4所示 

表 3-4區別各項主題範例表 

關係破裂之際 
修復關係的動機與持續的動力 

編碼 逐字稿 替代文本 
A1225109 或許是想讓他們知

道說，他們觀念中的

我這個最小的妹妹

不是那麼壞，不是那

麼爛 

我會想讓他們知道說我這個最小的妹妹

不是那麼壞、沒有那麼爛，雖然我犯了

罪，可是我已經接受法律的制裁，也想要

他們記得還有我這個家人，希望他們還

會支持我、原諒我、記得我、不要拋棄我。 
A1225110 我雖然犯了罪，但是

我還是很想你們，我

已經受法律的制裁

了 
A1225152 可能是讓他們知道

說我今天犯錯，我不

是自己要那個 (犯
錯)，但至少還知道
有我這個家人。希望

你們還會支持我、原

諒我、記得我、不要

拋棄我 
關係的變化 

編碼 逐字稿 替代文本 
A1225011 不一樣都是從女兒

口中知道的，剛開始

我回來就問我女兒

阿公阿嬤知道嗎？

他說應該知道，可是

他們不歡迎你呀，你

還是不要過來好了，

我說當然不會過去

阿，然後阿公阿嬤跟

我剛出獄的時候有問我女兒說阿公阿嬤

知不知道，我女兒說應該知道，可是他們

不歡迎我，要我還是不要過來好了，我說

我當然不會過去阿，我女兒還說阿公阿

嬤叫她不能過來找我，是用很嚴厲地命

令她，可是這幾年我問女兒說阿公阿嬤

知道她來找我嗎，我女兒說知道但他們

也不會去問太多，從她的口中，我覺得跟

公公婆婆的關係已經有點好轉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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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說叫我不能去

找你，就是很嚴厲的

跟他命令，可是這幾

年來就是聽到的口

氣就是我說你來這

邊你阿公阿嬤知道

嗎？ (女兒說 )知道
他也不會去問他太

多啊。從他的口中多

少知道一點有點修

復的關係，已經有點

好轉了 

的原因我不太曉得，我是想說會不會是

因為他們年紀大了，還是說我經濟上有

在付出，或是我沒有去打擾他們的生活。 

A1225012 可能原因這我不太
曉得，我是想說會不

會是因為年紀大了

還是說我經濟上有

在付出，然後就是沒

有去打擾他們的生

活，但是我有從背後

金錢上一些多多少

少的資源 

 

五、記錄研究結果：記錄整體故事的各項主題及情節，察覺主題之

間的關聯及轉變，並據此找出個個研究參與者的轉捩點並繪製

出個人生命的故事線(如圖 3-2)。 

圖 3-2默默重要生命事件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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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倫理 

壹、徵求研究參與者之知情同意 

研究者接洽長期對犯罪人及被害者進行修復式正義之機構，即以

口頭加書面之研究邀請函暨訪談同意書，說明本研究目的、研究內容、

研究程序以及研究倫理，包含研究參與者可行使的權利、訪談資料的

使用及保密性等，試圖讓潛在研究參與者能在了解本研究資訊及個人

權益後，參與本研究。而在徵求到潛在研究參與者後，研究者再次以

口頭加書面之研究邀請函暨訪談同意書，說明本研究目的、研究內容、

研究程序以及研究倫理。徵求同意的過程中，為確保研究參與者之「自

主性」，研究者告知其在訪談中所享有的權利，包括：訪談進行中其

有權決定訪談的內容深度、拒絕回答特定問題、隨時終止及自由決定

接受訪談，即便拒絕或退出研究參與，並不會受到任何譴責或任何不

良影響，待研究參與者了解研究內容及自身權益後，才予以簽署研究

同意書。 

 

貳、尊重研究參與者的隱私權及注意匿名保密原則 

為確保研究參與者的隱私，本研究依法將任何可辨識受訪者身分

之紀錄與其個人隱私資料視為機密處理而不會公開，也不會向與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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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無關之人員透露，並於資料呈現時會遵守匿名原則，除以不易讓人

辨認、不易聯想之化名方式呈現研究參與者資料外，亦將足以辨識出

研究參與者身分之周遭他人姓名、工作地點、犯罪事件等等的內容模

糊化，在初步之研究結果撰寫完畢後，亦將讓研究參與者檢核與確認

是否有任何疑慮，直到研究參與者同意為止。此外，有關研究所蒐集

之錄音、錄影、影像資料或個人資料等均加以保密，除作為研究用途

外，未徵得研究參與者同意，不會給予其他人，並於研究結束、研究

成果撰寫成結案報告，以及撰寫成論文在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期刊上發

表後，加以銷毀資料。 

 

參、確保研究參與者有獲知結果的權利 

研究者準備一式兩份的研究邀請函暨訪談同意書，內容以文字記

載著研究目的、研究內容、研究程序及研究參與者之權利，研究者及

研究參與者在簽署姓名過後，一份交由研究參與者留存。並於研究訪

談進行前及訪談結束過後，皆明確告知研究參與者有權持有及閱覽與

受訪者有關之研究相關資料，倘研究參與者需要，將提供紙本或電子

檔之論文或受訪者之研究結果供研究參與者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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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限制 

壹、研究對象之限制 

如建議中所述，我國目前在修復式正義的發展上，正面臨到社會

與刑事司法人員本身對修復式正義概念的不熟悉與誤解，導致讓修復

式正義實踐與重大暴力犯罪事件上會產生諸多疑慮與排斥，從而亦限

制了本研究受訪對象的異質性，囿於時間與資源的限制，所呈現的三

位研究參與者雖然分別包含男性與女性，然其現齡介於 56歲至 61歲

之間，研究推論受限於相似年代個案經驗。 

 

貳、研究結果應用之限制 

本研究提供的是深度的分析和詮釋，強調的從敘說資料中獲得對

經驗的理解，以探究其意義，並無法推論適用於所有曾參與修復方案

的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亦未能直接推論出研究參與者的犯罪中止與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係有絕對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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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個人經驗之呈現 

壹、默默的故事 

 
 
 
 

 
 
 
 
 

圖 4-1默默重要生命事件歷程圖 

 
 

圖 4-2默默之家系圖 

 

一、默默的敘說 

(一) 童年到婚前：曾因吸毒而入獄 

我國中還沒有畢業就會抽煙了，畢業之後不想回家，就跑到

同學家裡去聚，同學找我一起去參加舞會啊什麼的，他們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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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家庭就會不喜歡回家裡，我也會不想回家，就會吃一些不該

吃的，像是強力膠阿、紅中、白板那些，是沒有上癮，差不多 20

幾歲步入社會後接觸到速賜康才開始對毒品有上癮，上癮之後它

就會讓你倦怠呀、流鼻水阿，還是說怎樣，它的癮不是很大，但

是就是會一直想要去找這個東西，而且碰到挫折的時候會更想去

找，我就是這樣斷斷續續的吸毒。 

我在 72 年那時候有進去執行一條那個速賜康，那時候我就

去找一個人買毒品，剛好警察來抄，我就被抓了，當下找不出什

麼就硬說我在販毒，因為家裡幫我請律師，家人才知道我有在吸

毒，他們很錯愕，之前他們只知道我會抽煙，最後我被判五年幾

個月忘記了，執行三分之一就是 2年 8個月還 2年 6個月而已就

假釋了。我當時進去裡面關的時候，我媽媽跟兩個姊姊會來接見，

媽媽來比較多，我兩個哥哥沒有來過，爸爸身體比較不方便，而

且他會生氣。媽媽來看我的時候會說我就是不學好，男生都不會

像我這樣，我女生就這樣子，也會叫我回來就不要再玩這個東西

了，要乖乖的，我當下可能年輕，才 20 幾歲，聽起來就是覺得

嘮叨，會覺得講那麼多幹嘛，都已經發生了，不像之後 30 幾歲

40 幾歲覺得媽媽講的話真的就是很傷心。之後移監到比較遠的

監獄，家人就沒有來接見，但都會匯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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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趟回來，我二姊把我安排在他的身邊，他開美髮院，他

做美容我做美髮，我都不熟都不會，但是他願意花錢讓我去補習

班學，店也讓我顧，我就跟著設計師在那邊學在那邊看。二姊每

個禮拜也會安排家人聚在一起，去爬山阿、去哪裡聚餐，二姊就

比較活潑型的，他會去帶動，我也才跟我的哥哥姊姊變得比較親，

因為我跟我姐姐哥哥實際年齡差很多，我跟我大姊差 12 歲，所

以互動就比較少，我從小就是大姊在帶、照顧我。 

(二) 婚姻生活 

1.  生意失敗的家庭轉折 

我那時候在 KTV上班，做那個放帶子的，我先生有時候就

會跟他們客戶去店裡消費，我們就這樣子認識、交往、結婚。

我結婚是 36歲，我沒有跟我先生講我有吸毒。 

我先生去大陸做生意，結果經商失敗，我先生就從大陸帶

回吸食器開始吸毒，但剛開始我不知道。聽到他生意失敗我也

不想去面對這個事實，很難受會想要打一針，就下了班就趕快

去找我以前的朋友拿東西(毒品)，一級的，結果警察來抄就被抓

到，我就去勒戒一個月，我請我先生不要跟公婆講，我跟他說：

「你就說我回去 OO(娘家縣市)還是說去哪裡住一個月。」我勒

戒回來的時候我公公跟我說家裡面有個吸食器，他說那個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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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東西？我跟他說這是毒品的吸食器，他說：「這個誰的？」我

就擔起來說：「是我的」，我不敢說是他兒子的。 

 

2.  與先生的互動：無法輕易逃開 

之後我也開始吸二級，因為我先生他吸二級，我覺得嫁給

他了，夫妻嘛好的壞的都跟著他了，我就跟他一起吸一起死，

不然怎麼辦？吸毒之後我們的相處模式完全不一樣了，會說「今

天誰要拿藥？」、「今天沒有錢可以拿(毒品)了怎麼辦？」，會為

了錢的事情吵架；孩子又要上課，所以會說「誰要去接孩子？」

很多的問題。還有他開始有疑心病，我也有疑心病，我會懷疑

他有第三者，他會懷疑我外面也有第三者，互相的懷疑這樣。

我先生開始吸毒之後的變化比較大，因為他從一個沒有吸毒的

人到吸安非他命，吸安非他命讓他變得很極端、很暴力。 

結婚以後跟原生家庭互動就沒有那麼密切，但是因為先生

他吸毒之後會打我、會家暴我，有事沒事就會對我拳打腳踢，

打到我真的眼冒金星的，我就想要回娘家，那我媽媽就跟我講

一句：「你既然嫁給人家了，怎麼打你不就是要在那邊嗎？」我

媽媽就是說夫唱婦隨，再來就是他吸毒之後都會恐嚇說：「你回

去後我把你家裡的人怎麼樣，要不然就放火燒你家」，我就是被

打到真的都不成人樣，我也不敢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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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孩子的互動 

(1) 與兒子：選擇靠向爸爸 

兒子年紀小時是跟我比較好，再長大一點就是跟爸爸比

較好，可能是我自己不好的行為，被他撞見。那時候他好像

是 8歲還是 9歲吧，我在廁所還是在房間我忘記了，我在注

射海洛因，兒子就闖進來看到了，但他就只是看一下就離開

了，那我是當機了，之後我跟他講說因為媽媽人不舒服，我

要打醫生給我的針被他看到了，他也沒講什麼就走了。從那

時候開始我們就比較沒那麼親了，他會我跟爸爸講，甚至他

會把我那個安非他命吸食器給我先生看。所以兒子看到他爸

爸打我，他也會是馬上掉頭就走。 

 

(2) 與女兒：為母親收拾心碎 

兩個孩子都會看到爸爸打我，我女兒他就會比較貼心過

來拉爸爸，我先生就會請他出去，等我先生離開了女兒就會

再進來幫我掃地阿、看我流血還是怎樣會幫我擦一擦、拿水

給我喝阿、拿衣服給我換、安慰我，甚至有時候會主動過來

抱我，他雖然那時候年紀很小，但會說媽媽不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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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大暴力犯罪事件的發生 

1.  案件經過、判決結果與執行情形 

我是在民國 94年犯案，刑法 271條殺人罪的加害人，被害

人是我的先生他們。 

案發的時候我跟先生都有吸毒，我先生的死我是狀況外的。

當時我睡在宿舍，我醒過來警察把我從樓上硬拖下來，我那時

候蹲在那裡手銬還銬著，我不曉得什麼事情，後來過差不多幾

分鐘就一堆人、警車什麼都來了，到樓上去的時候拿一個屍袋，

黑色的袋子，就從上面拖下來，我就開始一直哭一直跳，因為

我覺得那個是屍袋就是有人死了，但是我不知道那個是誰，到

警察局警察就把我帶到一個小房間問我說是我殺的怎樣怎樣，

我說我沒有殺，我就一直哭，然後那天我也真的哭到累了，他

們也不讓我睡，我就發呆，還給我戴一個安全帽，到 12點還是

一直問我，好像到凌晨幾點才把我放到裡面去睡，醒來的時候

就換車到法院，所以來來回回我都是很迷迷濛濛、很恍恍惚惚

這樣子，完全都不知道什麼狀況。我現在記憶裡面就是一個屍

袋、我嚎哭、在分局裡面是搥胸、搥壁、戴一個安全帽，一直叫

我承認，我不知道要承認什麼，就拿我手去蓋章這樣子。 

這個案件我被判了 15 年，我實際上關了 10 年，民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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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釋出獄，我後面還有 5 年殘刑，我就必須要每個月去跟觀

護人報到 5 年，報到我這個月的點點滴滴，有時候觀護人也會

過來這邊關心我的狀況，但我現在完全自由了。 

 

2.  在刑事司法體系中的挫折與無力 

(1) 審判過程：沒有被聽見 

在法庭上不管我跟法官講什麼，他們都說不足採信，可

能因為長期吃藥(毒品)的關係，講話很遲鈍，有利我的證據我

都沒辦法講，我又不擅長表達，我每次都不想出庭，因為結

果都一樣是繼續羈押，這樣來來回回的我真的很累，那時候

精神上已經有點崩潰，每次都一直問重複的話題，他都不相

信我，到最後就是隨便他啦，他要怎麼判就怎麼判。 

 

(2) 判決結果：無力與未知 

我就這樣被判了 15年，之後我上訴，上訴駁回，最高法

院書面也是駁回。判決文下來，我根本就不想看，我真的完

全不想看，我就壓在內務箱裡面壓了很久，室友拿去看說要

念給我聽，我說我不想聽，或許是不想去面對這些，覺得都

已經判了，再看判決文也沒有意義。一直到我準備要出獄在

整理東西的時候就有看一下，但就只是看一下而已，就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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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包衣服全部丟掉，因為我覺得當時在法庭上你都不聽我說，

什麼叫正義什麼叫公理，我都覺得太慢了。 

還有像我這個加害人的那個賠償有沒有，他是一種被害

人申請的補償是不是？還是說政府要求的？那時候民事判決

開庭我沒有去，可以選擇不去，那我就沒有去聽，判決文來

的時候我也不想去看，那時候真的恍恍惚的，我只看到說那

個民事賠償要求我賠 100萬，應該說賠一個孩子 50萬，要求

我賠償兩個孩子，我都不知道政府已經撥給我公公婆婆了，

我是聽我女兒說政府已經撥給他們了，我公公婆婆已經拿走

了，只是說政府哪時候會向我追討不知道，我只覺得現在我

一個人都養不夠了哪還有辦法生出 100萬。 

 

(3) 執行期間：長期的監獄生活枯燥乏味成為中止犯罪的動

力之一 

在監獄裡我學到安靜、忍耐，跟出來後要怎麼去找工作，

重點是不要再去嚐試那種不該嚐試的東西，我是會看一些書

啊，看一些人家寫得比較好的那種，說好聽是勵志，就灌入

我的思想裡面去，因為我們在監所枯燥乏味，刑期長真的是

沒辦法，當然要想一些比較正面的，說真的裡面那個進進出

出的都是蠻多的啦，不是毒品的啊就是詐欺的，那都很好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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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辦法嘗試到這種很長刑期的煎熬阿，因為在裡面刑期

不是很長的話就會有人接見、有人寄物，很好過阿，就不會

想到說出來就會改掉這種惡習慣，我自己前幾次進來的心態

也一樣，反正我進去裡面再兩三年一年多就出來了。我記得

第一次進去監獄是蠻快樂的，就是出來工廠然後收工，有時

候會打屁、聊天啊，我不聊但是我就聽他們獄友聊天，但是

這趟十幾年的，他們聊天我就不太想聽，我就自己做自己的

事，因為他們聊男朋友還是說吃藥的事，我會覺得說聊這個

沒什麼意義，十幾年每天都聽這個，就不喜歡聽。 

 

(四) 案發後關係的變化 

1.  與婚姻家庭：女兒的不變成就面對被害人家屬的勇氣 

我犯案的時候，我兩個孩子，兒子 10歲、女兒 8歲，犯案

之前都是我在帶，要離開他們的時候會很捨不得沒辦法放下，

但是還是要離開，就由我公公婆婆他們帶。 

本來我公公還蠻疼我的啦，只是我婆婆對我意見還蠻多的，

但每個人一定都不是公平的嘛。後來在法庭上撕破臉的情景讓

我覺得很尷尬，他們當面指著我說這個人就是怎樣怎樣，就會

蠻害怕他們的。 

公公婆婆會給孩子灌輸一些觀念，這是我出獄後女兒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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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我問女兒：「知道媽媽是怎麼進去的嗎？」，女兒說：「知

道阿，阿公阿嬤說：『你媽媽就是吸毒，才把你爸爸殺掉阿』，

叫我們都不能跟妳接觸，也不能去跟妳會面，不能跟妳有往來，

說妳是壞女人」，我聽到的時候很難過，但兩個孩子的個性我清

楚，我知道女兒不會去相信他們，但是沒辦法，因為寄人籬下

總要聽阿公阿嬤的話，我女兒只要做到不然他們看到、知道他

有在跟我接觸就好。 

我女兒對我當時的離開的沒有不諒解，因為她時常看到我

被我先生打，我兒子的觀念被我公公婆婆灌輸的比較多，他可

能會氣說我把他們兩個小孩子丟著不管，妹妹也是講這樣，說

我就是把他們兩個丟著，丟給公公婆婆，我不在，我先生也死

了，那兩個孩子就像孤兒一樣。 

 

2.  與原生家庭：相繼斷聯的情感 

我聽我大姐講除夕那個晚上我爸爸在客廳那邊自己坐著就

走了，是在這個案件發生前，在他生前我跟他的互動還是蠻好

的，都會跟他撒嬌，只是在生氣我的時候不會跟我講話，但事

後就不會生氣了。我媽是在隔年過世的，我聽大嫂講說他好像

是得胰臟癌還什麼的，那時候我已經在看守所羈押了，我兩個

姐姐有陪我媽媽來看我，我媽媽是跟我說我有犯罪就要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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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的話該怎麼樣就讓法院去判，之後過不久我媽媽就過世了，

家裡都沒有人通知我，哥哥姐姐他們完全沒有跟我講這件事情，

中秋節電話懇親我就找不到我媽媽他人。 

哥哥姐姐們他們不諒解我吸毒，覺得損傷他們的面子，他

們從頭到尾都沒有在我開庭時出現，我會希望他們可以陪我，

可是都是我一個人孤軍奮戰。我兩個哥哥就都沒有來看過我，

只有轉達叫我好好做人。 

之後我要移監到 OO(縣市名)之前，我有打電話回娘家跟我

大哥說這件事，但我大哥沒有跟我兩個姐姐說，我大姊二姊嫁

出去，我只知道娘家的地址，我的信都是寄到娘家，所以我跟

兩個姊姊的聯繫就斷了。 

 

(五) 關係破裂之際 

1.  修復關係的動機與持續的動力 

(1) 對婚姻家庭：「身為母親」的勇敢 

公公婆婆他們年紀大了，他們死掉了一個兒子很難過，

還要幫我照顧兩個孩子，所以覺得對公婆虧欠很大，我想要

想辦法去彌補，只是方法還是管道都不知道，在獄中我看電

視、報章雜誌或是牧師有講到修復式正義也有上課，獲得了

一些資訊，看是要用金錢還是精神上，就自己慢慢地去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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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夠做多少就算多少，雖然他們不是很喜歡我…我是期待

得到公婆的諒解，可以接受我，至少我們可以以後見面，還

是說我跟兒子女兒見面不用這樣躲躲藏藏的。 

我沒有後悔過投入與公婆修復關係的過程，但就是會猶

豫一下，會想說我什麼東西都沒得到，你們照顧孫子孫女本

來就是應該的，而且你們到現在都不原諒我，我幹嘛花這個

力氣？剛開始會有這樣的念頭，但這個不好的念頭就只是片

段而已，不會持續在我腦袋很久，現在也比較不會這樣想了。

我覺得是女兒讓我持續下去的動力比較大，因為每次他寫信

過來然後附照片，信中會寫媽媽想你，媽咪媽咪這樣叫我的

時候我都會很心疼，我就覺得這兩個孩子有我公婆在照顧，

一直害怕他們也不是辦法。 

 

(2) 對原生家庭：不要自己被片面的事件所定義 

我會想讓他們知道說我這個最小的妹妹不是那麼壞、沒

有那麼爛，雖然我犯了罪，可是我已經接受法律的制裁，也

想要他們記得還有我這個家人，希望他們還會支持我、原諒

我、記得我、不要拋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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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用自己的方式開始修復之旅 

在監獄像我們這種加害人要上一些課程，有了解一下說現

在政府有這種修復式正義的資源讓我們加害人去參與，跟被害

人互動，我那時候不會想去，第一是那個時候對什麼修復根本

就不懂，他上的課的內容只說它叫修復式，那什麼意思？然後

他講說就是被害人跟加害人的一些聯繫跟溝通是不是？可是我

又想說在這種方式見面下會有點尷尬，由政府出面的話，當然

是會比較快，但是這種感覺會非常的尷尬，他們會想說你要跟

我見面就見面為什麼要透過別人，而且如果我不想跟你見面，

你透過什麼關係還不是一樣？所以我是先從女兒開始溝通互動，

了解公婆家的一些情況，然後再來就是金錢上的一些資源，或

是看需要怎樣的資源，慢慢地去修復。 

 

3.  修復的開展 

(1) 在監期間 

A. 與女兒：一直懸著的心，出現一個能夠安放的地方 

其實剛入獄的 5、6年，我覺得生命沒什麼意義，感覺

被世界遺落，很孤單、無助、無奈，就這樣過一天算一天，

因為不管是我寫回我娘家的信，還是寫給我女兒的信，都

是有去無回的。但我不管他們有沒有回我，我就是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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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就…嘣！有信來了，是我女兒，那種心情是很快樂的，

只是我女兒跟我說我公公婆婆不能接受我寫信給他們，她

叫我不要再寫信回去給她了，她如果有事情的話會再寫信

給我，我才知道我婆婆會把我的信當她的面撕掉或是藏起

來，叫我女兒不能跟我聯絡，還跟我說阿公是不會原諒我

的，阿嬤更不會，聽到的時候我很心驚膽戰的，我會掛心

女兒如果我今天再寫信給她，阿公阿嬤會對他兇還怎樣我

不知道，會影響到孩子的生活起居，那時候就想說要從他

們的生活圈離開，所以之後的一段時間我就斷斷續續地寫，

也跟女兒說看要寄到哪個地方或是學校比較不會影響到她

的，2、3 年後我女兒說我就寫回來家裡，阿公會拿給她，

因為阿公跟阿嬤說她撕了也沒用，女兒要跟我聯絡還是會

聯絡，後來我女兒就會不定時的寄照片過來。 

快出獄前，我有在書信裡跟女兒說我大概會來這個哪

邊，女兒有留她的手機給我，要我出獄後打電話給他，說

我人在那邊了。 

 

B. 與兒子：輾轉的關心 

最早之前我是寫給兒子跟女兒，反正就寫看看，我女

兒跟我說我兒子他不會回，叫我不要再寫了，我說好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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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寫，但賀卡我還是會寄，比如說過年的卡片還是他生

日的卡片，我是沒問女兒為什麼不要寄給哥哥，我是猜想

說會不會是因為我兒子跟妹妹說他不會回也不會寄，女兒

才叫我不要再寫了，但我還是會透過女兒問一下兒子的近

況。 

 

C. 與公婆：單向的問候 

我寫信給女兒的時候，會請她幫我轉達我對公公婆婆

的問候，像是要她幫我跟兩個老人家問好，或是要女兒多

體諒他們兩個老人家，也要照顧他們，可以幫他們買個衣

服或是幫忙煮飯，我是希望我自己能先主動然後間接地透

過女兒用我書信上的言語，慢慢地修復我跟公婆的關係。

雖然我女兒會說：「阿公阿嬤又沒有要你這樣，你管他們那

麼多要幹嘛」，但我會覺：「不能這樣子講，人家養妳那麼

大，他們的身體我看不到，妳看得到，妳幫我照顧他們」，

我女兒會跟我說他會幫我轉告對他們的問候，但他們會不

會回應他就不知道了，我覺得我女兒的功勞算是蠻大的。 

 

D. 與原生家庭：以為是一廂情願的思念到意想不到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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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 

我會固定寫信寄到我娘家那邊去，但是都沒有回信，

10 幾年來都沒有人回，但我不管他們回不回，我就是寫，

那時候可能是想讓他們知道我還在這個世界上，我還是很

想你們的。 

打電話是逢年過節才有，每個人都可以打 5 分鐘，我

打電話回去娘家大部分都是我大嫂接的，我會跟我大嫂說

我很想他們，然後會問我大哥在不在，我大嫂會說他在睡

覺，我就說那不要吵他，我的感覺是蠻害怕的，會想說既

然你不想叫他就算了。其實看人家打電話回去都是講很久，

那我就是幾分鐘，有時候甚至 1分鐘還是 10秒就掛斷了，

所以每次都會很猶豫也很忐忑要不要去登記打電話，但最

後還是打了。 

我每次打電話回去或是寫信回家，都是一樣說我很好，

一切都很好，我很想你們這樣，雖然家書都有去無回，打

電話都會碰釘子，當下就會很想放棄，感覺自己被冷眼看

待，也怕自己叨擾到別人，可能也是自己太愛面子還是怎

樣，被拒絕我會很尷尬，就會不敢打電話或不敢寫信，但

我還是會想說電話打了或信寄了搞不好會有轉機，即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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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釘子了，反正我還有時間可以等待。 

在我快出獄的一年還是半年，有一天突然有接見，因

為十幾年來都是我一個人在裡面這樣過，沒有人寄錢給我、

沒有人來看我。當我看到兩個姐姐的時候我很激動，我跟

兩個姊姊都哭了，那是一種悲喜交加的感覺，很難受，姊

姊年紀那麼大了還從台北下來，畢竟那個時候要坐高鐵、

坐捷運轉來轉去，又就坐計程車到那邊，也是一筆花費，

我的心很痛、很過意不去，他們要我出獄後先打電話給他

們，看是要先回台北還是說我自己已經有地方住，反正就

是出來後先跟他們聯絡，那我是請他們不要再來看我了，

因為裡面就吃的什麼都有，不要再特地來那麼遠的一趟，

出去的時候也會打電話跟他們說我在哪裡落腳，他們說會

先寄錢過來，還跟我說沒有錢的話再寫信給她們，大姊跟

二姊都有留他們的地址，之後的半年我就開始用書信跟他

們說謝謝。 

 

(2) 出獄後 

A. 與女兒：想對孩子的成長發揮正面作用 

我跟女兒現在都是用 LINE，他會說今天又紋身紋哪裡、

穿耳洞穿這邊穿那邊，我就是讓他順其自然，他的一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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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就好，我只會跟他講說：「你千萬不能跟媽媽一樣去吸毒，

這是不好的，我這個很大的鏡子給你看」，他會說：「我沒

你那麼傻好不好！」 

女兒放假還是說怎樣都會打電話給我，也會來我這邊

住，但他來的時候都不打電話，就是來到這邊才打電話說

他現在在外面，很唐突的，我提醒過很多次要先知會一下，

但他做事情就是很隨性的，想要來就來，摩托車騎過來兩

個小時，是會擔心啦，因為一趟路那麼遠，每次就是在這

邊坐到晚上 8.9點、11.12點才回去。 

 

B. 與兒子：持續不懈的關心 

無論是那時候在裡面，還是現在出來外面了，我都會

有意無意地問我女兒，哥哥現在的狀況，像是他現在在做

什麼工作啊？還是說他現在怎麼樣啊？我女兒都會跟我講。

我女兒也會幫我轉達我對哥哥的關心，像我會跟女兒說哥

哥要生日了妳要幫我傳訊息給他，但我沒有去問女兒哥哥

有沒有回應。 

 

C. 與公婆：在能力範圍裡進一步彌補 

在獄中時候就有一點點想寄錢給公婆的想法了，覺得



 

128 

他們年紀大，沒有一個經濟來源，但就只是天馬行空地想。

出獄後我有一個安定的居所，也開始工作有收入了，在這

邊的社工老師跟牧師建議我要先存一點錢起來，不是說把

所有的錢都拿去給公婆，叫我慢慢來，所以我先繳清積欠

健保局跟勞保局的負債，然後存錢買了摩托車後又再存了

一點錢後，我覺得我有能力了，我用我的薪水下去衡量一

下，我自己的零用、在這居住的安置費扣一扣，我覺得我

的能力是一個月可以給婆家 5000塊，當時候大概假釋出獄

後十個月左右，我就跟社工老師說我現在開始每個月都匯

5000塊給婆家，社工沒有意見，他說我有這個心當然是好

的。要匯錢之前我有先跟女兒我會匯錢到她的帳戶，她要

把錢領出來當作家用，但是不要跟阿公阿嬤講說是我匯的，

一開始我女兒把錢拿給他們的時候，他們倆個老人沒有問

那麼多，匯了差不多半年還是一年，他們開始問我女兒怎

麼會有這筆錢，我女兒講話比較調皮，就說：「你們就用就

好了啦！」，後來才有說：「就是我媽媽嘛！」公公婆婆沒

有排斥，就應該算是接受了。聽到他們沒有特別排斥，我

對公公婆婆他們或是對要匯錢給他們這件事就沒有那麼害

怕了，一開始我會很怕被他們拒絕或是撕掉。現在過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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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我也會多匯幾千塊，就總共是 1 萬多塊過去，想要

補貼他們兩個老人家的辛苦，我會跟女兒強調這個是給阿

公阿嬤用的。然後現在還是有持續透過女兒關心公婆，有

時候我女兒會拍照，跟我講說阿公阿嬤最近怎麼樣。 

 

4.  關係的變化 

(1) 與公婆：溫柔扮演體諒的角色 

我剛出獄的時候有問我女兒說阿公阿嬤知不知道，我女

兒說應該知道，可是他們不歡迎我，要我還是不要過來好了，

我說我當然不會過去阿，我女兒還說阿公阿嬤叫她不能過來

找我，是用很嚴厲地命令她，可是這幾年我問女兒說阿公阿

嬤知道她來找我嗎，我女兒說知道但他們也不會去問太多，

從她的口中，我覺得跟公公婆婆的關係已經有點好轉了。可

能的原因我不太曉得，我是想說會不會是因為他們年紀大了，

還是說我經濟上有在付出，或是我沒有去打擾他們的生活。 

 

(2) 與兒子：在用字遣詞的調整裡增添信心 

我女兒跟我說哥哥他現在對我還是不是很諒解，以前是

「不諒解」現在是「不是很諒解」，所以我覺得我是慢慢地，

我對自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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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人的改觀 

那時候 20幾歲所以都氣 iā-iā 那種江湖味很重，人家沒

辦法接受，我二姊夫那時候對我的印象就覺得我很壞，我打

電話回去就是沒有錢阿、又吸毒又怎樣的，會造成我姊姊的

困擾。但是我這次打回去，我姊夫接的，他就說：「你 XX(受

訪者名)欸唷，欲找阮 XXX(二姊名字)，好啦你小等欸啦」還

不錯啦，之前跟現在完全不同。 

 

(六) 未完待續的關係修復之旅 

1.  與婚姻家庭：心裡盼望著 

現在跟女兒關係修復的差不多了，雖然我的公公婆婆跟兒

子到現在還是沒辦法諒解我，也都還沒見過面，可是藉著女兒

這樣子聯絡感情跟金錢上的一些彌補，慢慢地一步一步，這幾

年跟公婆還有兒子多少還是有一點指望啦。只是想跟公婆說話

見面的慾望沒那麼高了，是不是時間的問題我不知道，時間淡

忘了還是拉了我們的距離這樣子，但還是想跟他們謝謝說幫我

照顧兩個孩子。 

至於兒子，女兒都會跟我講：「你就忘記哥哥吧，就是給他

時間，因為他現在還不想認你，不想接受你」因為兒子認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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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段期間那麼久沒有在他的身邊，我女兒說他也沒辦法幫上

什麼忙，就叫我不要再問兒子的事了，就順其自然，但是我還

是會不經意問她說阿哥哥現在好嗎，女兒還是回我說很好阿不

錯。我當然是希望兒子能體會我當時候的心態，可能我這輩子

都自己獨來獨往習慣了，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十幾年都沒有再相

聚，我也不想再介入他們或者是什麼，只知道說他們平安、健

康這樣就好...... 

 

2.  與原生家庭：在來不及前，希望來得及 

出獄後我本來會定期打給兩個姊姊報平安，電話裡他們就

問我：「最近好嗎？」、「在那邊好不好？」有時候我會逃避一些

問題，我會說：「喔好啦，那我們見面再聊」。可是最近一年我

都沒打了，我不知道在逃避什麼，就覺得說因為我大姐、二姊

會哭，姊姊們會認為父母親有交代她們兩個要把我顧好，她們

會覺得自己沒有盡到這個責任，我就會感受到這一點，我很害

怕那種哭，我心會碎掉。 

今年的清明節我想我會打電話給姊姊他們報平安，我自己

也不知道在忙什麼，其實是自己都會找很多藉口，像我確診阿、

回去舟車勞頓。我也會去問他們有沒有 LINE，因為我原本只跟

他們說我住在這邊，電話是這邊辦公室的電話號碼，他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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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用 LINE，這幾年搞不好他們會比較先進。 

但是跟他們見面還是會有點恐懼，我不會想像那種場景。

因為我爸爸媽媽死了，最後一面沒看到，我甚至沒有回來送他

們，姊姊竟然還願意來接見我，叫我有的時候會去台北走一走

看一看，但是我現在都還沒回去過，從回來到現在。我大姐跟

我約說我媽媽靈骨塔的鑰匙要準備一支給我，說之後就可以直

接去看我媽媽，不用很刻意地去找她們，可是我就一直...我講不

出來，我現在要沉澱我自己到底是情緒或思緒哪邊要…重新調

整，因為還是要回去面對一下，時間一直拖一直拖，姐姐她們

年紀都大了，身體也不是說很好，可能先走了阿，像是說肺炎

死掉，回去的時候會看不到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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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默默從初次犯罪到參與修復式正義之歷程(圖 4-3) 

 
 
 
 

 
 
 
 
 
 
 
 
 
 

轉捩點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 
與被害人遺屬間接對話 

結果 

中止犯罪 
年歲已高 
女性犯罪生涯短暫 
與家人、子女重拾聯繫 
穩定就業 
環境改變 

外在環境 

內在因應 

再整合羞恥 
姊姊接納 
監所人員鼓勵 

汙名化羞恥 
犯罪的男性氣質 

自我重建 
同理並修復與被害遺屬、親
生子女及原生家庭之關係 

幫助他人 
規劃未來 
付諸行動改善現狀 
面對自身感受 
了解外在因素 

羞恥羅盤 
躲避重要他人 
物質濫用 
控訴司法不公 

羞恥 
控制理論 
 依附吸毒同儕 

 缺乏父母監管 

初級偏差 
 吸毒 

次級偏差 
 吸毒 
 殺人 

賦歸社會不利因素 
 矯治成效不彰 
 出獄後不變的犯罪同儕 
 婚姻暴力 

圖 4-3默默參與修復式正義之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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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級偏差的產生與次級偏差的持續 

默默國中開始接觸偏差同儕與犯罪次文化，雖與家庭有所連

結，但照顧者缺乏對默默行為有所管教控制的功能。20幾歲時默

默第一次因毒品而入獄，但 2年的牢獄生活就像認識一群新同學

那樣歡快地過著每一天，出獄後也仍舊與外面的朋友以毒品作為

彼此的情感聯繫，接著，在工作場合認識丈夫並結婚。 

在生活大致都很美好順利之時，經商失敗的打擊讓夫妻倆不

約而同採取吸毒的方式應對。丈夫在開始吸毒後對默默的肢體暴

力行為，默默向原生家庭求助，卻受制於母親對傳統的恪守以及

丈夫言語的威脅。默默就在一次如常的吸食毒品後，醒來的世界

卻出了差錯，默默成了殺人案件的嫌疑人。 

 

(二) 羞恥的多面向因應 

爸爸在殺人案件發生前不久甫過世，羈押期間默默又必須與

兩個孩子分離，開庭時也沒了原生家庭作為後盾，獨自面對著法

院重複的提問與始終不被聽見的陳述，筋疲力盡地在刑事訴訟中

來回。 

面對到生活中的關係紛紛斷裂，預感自己將在獄中被世界所

遺忘，默默選擇主動嘗試與重要他人重新建立連結：身為母親，

默默用信件表達對子女的思念與關愛，減少在子女生命中缺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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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身為媳婦，默默用信件關照著公婆，盡力扮演好傳統文化

觀念下對妻子的期許；身為妹妹，默默用信件向哥哥姊姊證明自

己仍舊是過去那個他們看著長大的老么。 

犯下殺人罪的默默被宣稱為壞女人，羞恥的感覺真的太不好

受，有時候仍會選擇逃開，逃離姐姐的關心或是專心想著自己在

刑事司法過程裡遭受到的不適對待。 

 

(三) 自我重建的過程 

面對被害人遺屬，同時也是自己的公婆、自己的兒女，默默

已竭盡自己所能地去釋出修復破裂關係的邀請，默默知道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不是自己單方面想重來就能夠重來，所以默默也以不

打擾地方式持續釋放想要靠近對方的意圖。 

面對與原生家庭關係的斷裂，默默嘗試修復關係的邀請堅持

了將近十年，才在兩位姊姊前來接見的那一天有了轉變，原來自

己還被姊姊們記得，默默當天的眼淚是高興也有愧對。 

在即將賦歸社會之際，默默構想著自己出獄後的生活，也同

時試圖調整自己的行為、想法以及面對自己的感受。在賦歸社會

後，默默幫助著與自己一樣心裡有傷的他人，也在收入穩定後，

每個月給予婆家 5000 元，以表達對公婆的虧欠及感謝。公婆與

兒子對默默的拒絕好像在歲月無聲的流轉下有了一些鬆動，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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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孫女與默默見面的公婆，對於孫女去找母親的這件事已不再

說話；原本兒子從「不諒解」到「不是很諒解」母親的形容，似

乎暗示著默默從被拒於千里之外縮短了百里的距離，因此默默抱

持著希望，期待著與公婆、兒子說話見面的那天或許會到來。 

 

(四) 犯罪的中止 

這一趟十年的牢獄生活，讓默默經歷到與重要他人情感斷裂

的危機感，以及關係重新復原的不容易，同時也意識到自己已是

年過半百的歲數。出獄後，默默忙著工作、償還欠債、與女兒及

姐姐繼續保持聯繫、間接關心兒子與公婆，並警惕著自己持續遠

離過去擁有的許多犯罪同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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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阿衝的故事 

 
 
 
 
 
 
 
 
 
 
 
 

 

圖 4-4阿衝重要生命事件歷程圖 

 

圖 4-5阿衝之家系圖 

一、阿衝的敘說 

(一) 長達三十幾年的違犯人生 

1.  與朋友一起煉成的烈火青春 

從國小開始我就很頑皮，會像是給人家的腳踏車輪子放氣，

也會在朝會的台上罰站，家裡都不知道，因為以前不像現在這

樣老師什麼事都會跟家長說，家人是到我國中的時候，老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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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訪問才知道我會抽菸、喝酒、打架，可是他們也沒什麼

特別的反應，因為他們也知道我很頑皮。 

可是我會這麼壞不是因為我覺得我父母親對我不好，只是

我認識了一群不好的朋友，然後一個接著一個的認識，就會開

始學他們的行為，國二開始吸速賜康，我國中沒有畢業，國中

三年級開始就在我住的那一帶鬼混，那邊有賭場，我在那邊幫

忙討債、幫忙買香菸、買檳榔，16、17因為打架還有帶刀、帶

扁鑽，被判保護管束兩次。18 歲的時候我被抓到吸毒、打架，

朋友發生事情互相挺，角頭跟角頭打打殺殺的，我有殺人但我

不認識那個人，就被判感化教育 3 年。剛進去感化院的時候什

麼都不懂，進去了以後什麼壞的都學會了，因為感化院就是把

在各地那一帶最壞的人都集中在一起，所以會認識很多人，學

習更壞的，我就是在那裡學習到很多的事情。 

從感化院關完差不多到 20歲我出來，一樣去賭場工作，我

大哥就說他弄賭場，我負責去收錢，收不到錢，人就壓出來打，

有時候會去人家家裡把他家裡的冰箱阿電視阿什麼都搬走。有

一次大哥要我跟另一個人去要錢，可能年輕血氣方剛，跟欠錢

的人起了一點口角，另外一個人就跑去把那個欠錢的人抱住，

我就拿刀子殺他，這不是我第一次砍人，我之前砍過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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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這一次有被抓到判殺人未遂，那一次除了殺人，還有去搶

銀樓，因為沒錢，以前也搶過很多次銀樓，也都沒被抓。之前

我曾經拿一支關公用的大刀，人家被我追了差不多 200 公尺，

我就一直砍，把他手砍斷，我朋友還過來拿刀砍他的腳，這次

沒被抓。以前黑社會處理事情就是這樣去討債，打打殺殺很平

常啦。 

21 歲我就送到看守所去，殺人跟結夥搶劫被判 16 年半，

從那時候開始關，就這樣一直關關關，關到 77年那時候蔣經國

過世，全國大減刑，我有被減到，就可以出來了，但那時候因

為我在監獄有違規，所以就晚了一年出來，我出來是 28歲，因

為我所接觸的都是一些黑社會的朋友，我剛出來就在我們那一

帶弄賭場，所以我覺得監獄沒辦法改變一個人，只會把人家越

關越壞，因為在裡面都是很壞的人。 

2.  講義氣而開始了藥癮人生 

有一個我從小認識的朋友跟人家角頭吵架，被人家從太陽

穴插進一刀就半身不遂，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覺得是因為我

跟他一起去找人打架才害他被砍那一刀的，所以對他有點虧欠，

我在弄賭場就叫他到我們裡面幫忙。他那時候有吸毒，是海洛

因，我就跟他講說：「莫閣注阿，吸毒不好」，但是我那時候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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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說吸毒不吸了會很難過，我就跟他說：「你只要 7天不吸毒，

我就 7 天不吃飯，我陪你，因為我知道你痛苦，我跟你一起痛

苦」，結果兩天後他就跑回他家，我追到他家裡去，把他家門踹

開，剛好看到他在那邊打針，我真的很生氣，我就說你不要打

了，我打完上癮了我戒給你看，就這樣打下去，三針我就上癮

了，我是這樣沾染毒品的，我會吸毒就是因為他。 

上癮了以後，一天的花費很多，我有時候一下子就打了 3000

塊，我打很大，我開始什麼壞事情都敢做了，我去夜市收保護

費、去建設公司的大樓裡賣兄弟茶，我進去叫他們幫我買茶葉，

一包比如說 3百塊，我說我一個月給你送 4包來這樣 2萬塊。

監獄就這樣進進出去地再關，我過去就是這種生活。 

 

3.  家庭關係 

(1) 與父母親：任堅固柔情的母愛擁護 

我父母親生下我們 6個，我是最小的，他們就比較疼我，

我母親會叫我不要去找外面的朋友，但我都不聽。我去裡面

關的時候，他們都會來看我，幾乎都是母親來看我，都會叫

我「較乖咧」(台語)，但我就聽聽而已，我母親沒空的時候就

會叫我父親來看我。我回家的時候，我母親都會準備我喜歡

吃的東西，從小他就最疼我。我那時候為非作歹又多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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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錢，所以我什麼都有。 

我母親知道我在吸毒，他會叫我不要吸毒，為我禱告。

我母親是很虔誠的基督教徒，我母親過世前兩三年，有一次

我父親跟我哥哥就跟我說：「XX(受訪者名)恁母仔對你遮好，

他每天為你禱告，希望神能讓阮囝較乖咧，可是他覺得我都

一樣，覺得信神沒用，就把聖經摔在地上」，聖經對我母親來

說是個很神聖的東西，可是我那時候聽到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反應，所以我覺得人要改變，一定是要遇到什麼事情。 

我記得我母親那次跟我講，也是他最後一次跟我講，我

那時候從外面拿毒品回來，我母親躺在沙發上跟我說：

「XX(受訪者名)，莫閣食藥仔阿啦」我講：「袂啦袂啦，我改

阿啦」，然後進去房間裡面我又開始打毒品。我母親知道我不

會改，但是他還是很苦口婆心的講愛改藥仔、愛改藥仔，都

是用愛來包容我，不管我多麼的壞，都把我當成他的兒子。 

 

(2) 與手足：期待在失落裡乾涸 

當我殺人關出來沾染了毒品以後，哥哥姐姐一而再再而

三的規勸我，我都不聽，就這樣慢慢疏離感情。我吸毒身不

由己阿，毒癮發作的時候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他們因為一

次又一次的傷心到絕望，在家裡他們都無視我的存在，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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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種感受像是隱形人，他們說你要改阿，不要吸毒、不要

為非作歹，好好做人阿，但是我從小就是為非作歹阿，要我

改不可能阿。 

 

(3) 與親戚：甘心被欺騙只因懂得 

染毒後會跟親戚朋友騙錢，會說身體不舒服或發生什麼

事需要一些錢，他們其實都知道我在騙，可是因為他們都信

耶穌基督，他們知道吸毒很不好受，所以還是會拿錢給我，

而且我們家是大家族，有一百多個人，我有很多親戚可以找。 

 

(二) 生命的低谷：成為一座孤島 

1.  父母接連過世 

我母親是在 2000年因為心肌梗塞過世的，那時候剛好好運

警察沒有抓到，我在家裡。母親過世後，我感覺好像...怎麼講...

什麼都提不起興趣，每天就是以毒品來麻醉自己，很痛苦啊，

很難表達我心中那種痛，也沒想過母親對我是那麼重要，有時

候這樣想想就會一直流眼淚，不知道是不是在哭我不曉得，那

時候真的好苦，每天就想說今天毒品打多一點，打到過量就死

掉，有這種想法，就在家裡面一直打毒品打毒品打很多，也不

去跟人家接觸，想辦法去搶人家的錢、騙人家的錢，都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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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沒什麼目標、沒有什麼意義。母親過世後的兩三個禮拜

我就又被抓去關，隔不知道多久，我開始會到我母親的墓前，

去跟他哭阿、快樂的事情都會跟他說，在他生前我不會這樣，

我都不想跟他說話，因為他都會一直唸，我都會回他說好啦好

啦，就不想聽他唸。我也會去坐在教堂那邊聽他們唱詩歌，然

後回想以前我母親帶我來教會時的場景，我會跟一間教會的牧

師說我要晚上 12點多去打掃教會，因為都沒有人，我母親以前

會在這裡打掃教會，我可以邊打掃邊懷念我母親，但我那時候

還沒有信神，去教會只是要懷念我母親。 

我母親過世後幾年，我爸爸過世。當我父母親過世了，我

覺得我人生走到了盡頭，那時候也想自殺阿，覺得很難過什麼

都沒有了，因為我都在裡面關，沒有娶老婆，我的親戚我的哥

哥姊姊他們都不諒解我，我就一個人。 

 

2.  與手足不再聯絡 

我爸爸媽媽過世之後，我覺得住在家裡不好受，哥哥姊姊

又不接納我，我就搬出去，搬出去之後他們就完全不理我，打

電話給他們不會接，過年也不會邀請我一起過，什麼事情都不

會跟我打招呼，所以我也不理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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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親戚的不講義氣 

差不多在 104 年的時候，我人生走到最低谷，因為我被我

的親人出賣。那時候警察要抓我，我就跑回我母親遺留給我的

房子躲起來，那天晚上我就覺得怪怪的，氣氛不對，凌晨 5 點

多 6點的時候，6個警察衝進我房間，拿槍指著我的頭要抓我，

因為外面有養狗，都沒有叫，就是熟人把牠牽走，我就知道是

我表弟出賣我，而且門只有他能開，那時候就心死，灰心啦。

表弟跟我一起長大，我們都很好啊(嘆氣)，那時候真的恨啦，我

記在心裡想要找機會報仇。 

 

(三) 重新定義生活本質 

1.  生命的轉彎 

我很灰心地進到監獄裡面去關，當時真的是我人生的低谷，

被家人出賣、父母親都離開了、兄弟姊妹都不理我了，什麼都

沒有了，我在低谷時想到我母親，想到父母親他們的人生是怎

樣的，剛好那時候有一個美國的短宣隊到監獄裡面去傳福音，

遇到一個姊妹，我跟他很談得來，他跟我講了很多話，他講的

一句話我把他放在心裡，他跟我說：「你為什麼不給你自己一次

機會」，我就一直想，我一生就是這樣，為什麼不給我一次機會，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是山窮水盡什麼都沒有了，我覺得像我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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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久了，關對我來講我真的不怕，不是說不怕關啦，就是說那

種心已經死了，關對我來講沒有什麼，裡面都是好朋友，時間

到了就放我出來，但我會想說我是在關什麼意思的？為什麼要

過這種生活阿？我的人生就這樣子一直被關嗎？沒有什麼意思

阿，我就不想再過那種生活了，但是我沒有目標，但更生團契

給了我目標跟機會，他們希望我出去以後到 OO 更生團契，去

那邊學習一些基督教的信仰，我那時候有答應人家。我出獄後

先打電話給我朋友，向他拿一千塊還一萬塊先給我做費用，他

丟一包毒品給我，那我心裡很可怕喔，看到毒品整個就改變了，

就開始打。其實我每次出獄前都會發誓不打毒品了，但是這個

毒品真的很奇怪，吸毒有兩種，一種是生理上的毒癮，一種是

心理上的心癮，生理上的毒癮就是說不會痛苦，但是心裡的心

癮很恐怖，你高興不高興、無聊什麼的，都會找理由去打一針。

打了差不多 4.5天吧，藥也差不多打完了，我就想到說好像有答

應人家要去 OO(縣市名)喔，起碼去一下比較不會不好意思，就

去了，在那邊有很多的約束阿、規定，那邊的規定約束是要保

護我們，但是對我來講就是好像要找我麻煩，去沒有一個禮拜

我就想走了，剛好那時候新加坡來的一個短宣隊也都是過去為

非作歹，關了差不多二三十幾年的，那經歷跟我一樣啊，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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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既然神可以改變他們，應該也可以改變我，不然我回去還

是吸毒、為非作歹阿，就繼續住看看，但住又不甘心啦，我就

向神禱告三個願望，我說神如果祢實現我這三個願望，我就真

的改變我自己：第一個願望就是要讓我有一個健康的身體；第

二個是要讓我能夠對聖經有很多的認識、很多的了解我才能夠

傳福音；第三個因為我都是在監獄在關阿，沒有老婆，我就向

神求。神聽了我的禱告以後，有慢慢地幫我實現，我就有信心

慢慢地改變，目前實現了兩個，第三個是老婆，我相信祂會幫

我實現。所以我就信耶穌跟我父母親一樣，我就這樣慢慢地回

頭、慢慢改變了。所以我覺得關不能夠改變一個人，只是把一

個人從青春關到老而已啦，信仰才可以。 

 

2.  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母親過世之後，我遇到不如意的時候我會很消極的到我

母親的墓前哭阿講給他聽，但我覺得人不應該是這樣，我應該

是積極的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才對。現在我每天都會開車去

OO(商店名)拿剛過期的東西，我把這些東西給一些孤苦的老人

阿、單親家庭、沒有爸爸媽媽的啦，因為我以前是一個為非作

歹的人，現在感謝給我這個機會，我就是願意去幫助一些需要

幫助的人。不是我很厲害，我的領受就是說我過去壞事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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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機會可以幫助別人就去幫助別人。 

我以前進監獄進去都好幾年，而且進去都是好幾個手銬腳

鐐銬在一起，會被叫講話小聲一點，但現在進去差不多都 2 小

時就出來了，有時候會穿皮鞋打領帶，看到我就會說老師好，

不一樣了。我會到監獄裡面分享我過去跟那些受刑人是一樣的，

看到他們就想到我的過去，我會想幫助他們，因為他們在想什

麼我都知道，我就跟他們一樣阿，所以我都盡量鼓勵他們，我

可以講到他們心裡，因為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我想到別人都

願意給我一次機會，我也希望給別人一次機會阿，不是說我很

偉大，是我知道這個過程的感受很好。 

回頭去看我過去的生活真的很荒唐，過去怎麼會那樣做呢？

我要過這種實實在在的生活才對阿，不是很富有但是能夠幫助

別人就幫助別人，這樣不是很好嗎？這種感覺就是很好，以前

追求的是表面上的富足阿，爭取那麼多利益就是要讓自己過得

快樂，可是再多的錢也會花掉，心中很空虛阿，現在覺得追求

心裡面的富足，那種感覺還比較好，那種平安是真的平安，我

以前的平安是出去外面沒有被警察抓就是算平安，但我心中還

是很驚惶(台語)，因為我做虧心事，走在街上就覺得警察在跟我，

看到警察會怕會跑，那不是真的平安阿，現在管區來我們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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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可以坐下來跟他泡茶，我還會跟他說你每次來都喝我們的

茶，下次你要帶茶來，我們是平起平坐的，那種真實感很充實，

當我體會到了這種感覺比較好，我就不會回頭了，不想回頭阿，

那不是人過的日子，生活按呢驚驚惶惶(台語)很累。殺人、吸毒

沒有意義，以前不懂不曉得。 

 

3.  不一樣的關係 

(1) 在信仰裡找尋父母遺留的愛 

我父母親從小就希望我信耶穌，但不強迫我，我以前就

覺得自己很厲害、很驕傲呀，什麼都靠自己，不相信耶穌那

一套。而其實信仰也不是說信耶穌就信耶穌的，人一定要經

歷到神，知道祂是真的神，才會誠心誠意地去相信。我在想

阿，我父母親沒有留什麼給我，就是留一個很美的信仰，就

是基督教，所以我很感謝我的父母親。父母生前我沒有好好

孝順，甚至沒有跟母親說一句我愛你，基督教說人死的之後

會到一個樂園，我會走這條路，也會繼續走下去，是我相信

當我死了之後，能夠在見到母親在那個樂園等我。 

(2) 再次被與基督信仰息息相關的大家庭用愛包覆 

有一個教會的長老是我親戚，他知道我有改變，當我要

從 OO(縣市)來 XX(縣市)時，捐了一塊地給我即將要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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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也給了我們很多方便，那時候可以感受到不一樣。 

但其實有時候要勉強自己，之前有長老說希望我去教會

裡分享見證，教會 130個人，100個人都是我親戚，我去的時

候看他們眼神我就知道他們在想什麼：「阿這個壞蛋又回來幹

什麼，騙錢嗎？做壞事情？」那時候我很掙扎，我開始禱告，

踏上台我講不到五分鐘，我媽媽的叔叔開始哭，以前我媽媽

還沒過世的時候，媽媽的叔叔敲電話乎我老母講：「阿恁

XX(受訪者名)這馬按怎？」我母親的回答就是流眼淚地說：

「遮的囡仔無效阿」，沒有救了，但是我媽媽心肝閣毋甘，所

以我媽媽的叔叔他對我很了解，當我站在台上去講我過去是

怎樣的一個人，我經歷了神，經歷了很多事情，我真的為我

過去的事情，我知道我錯了，我媽媽的叔叔他感受到了，他

哭了，我看到他哭我知道了。其他親戚也知道我的過去阿，

當我分享完見證，他們第一句話就是說感謝神，你又回到我

們身邊，還說要加我 FB 跟我做朋友。當時候感觸真的很多

啦，認識的人看到我 180 度改變過來，以前是無視於我的眼

神，現在感受到他們的眼神跟態度不一樣了。 

 

(3) 與表弟盡釋前嫌 

慢慢地經歷到神，經歷到很多的事情，自己就會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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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來就做壞事情，我表弟報警察來抓我也是為我好阿，也

是關心我、要幫助我，知道我戒不掉，就藉著警察把我帶到

裡面去關，希望我進去裡面改，不然我打毒品死在外面怎麼

辦，這樣想我就釋懷了。 

出獄一陣子以後我就帶兩包茶葉去看看他，他喜歡泡茶，

這事情就什麼都不提了，提這個傷感情，過去就過去，就算

了，我們就跟以前一樣啊，雖然不常見面，但平時也會 LINE

來 LINE去的。 

 

(4) 與哥哥姊姊重修舊好 

那時候剛從 OO(縣市名)下來的時候就不想跟一些人聯

絡，包括姐姐他們，因為看到姐姐就想到我母親，不想再回

想過去那種痛苦，就換一個生活環境，但是偶爾也會跟我姪

子聯絡阿，是我哥哥的兒子，也有一些親戚也會聯絡，就是

不會主動啦。 

當我這樣完全改變我自己以後，有報導我事情的好消息，

二姊看到打給我說：「XX(受訪者名)我看到電視呢，想講你又

閣犯啥物案件啦，你無呢，你改變矣呢，有人共你報導」按

呢，我二姊以為又是壞的消息，因為做壞事的人都會上電視，

結果這一次不是犯案，是因為改變，二姊是很高興的，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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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驚訝那種。我說：「你哪會知，阿你佇佗看到的(台語)」就

這樣而已，我那時候也不會去在意那種事情，不會刻意說我

上電視了。之後我二哥也知道了，二姊打給我的同一年還是

隔一年，我二哥跟他兒子，就是我的姪子要我的電話，小時

候我對姪子很好會一起出門我二哥知道，他並不反對，只是

二哥自己不太想跟我有交集。我二哥打電話給我要我回家去

吃團圓飯，他說：「XX(受訪者名)，你下暗甘有閒轉來共阮食

一下仔飯(台語)」，就這樣一句話而已，但這句話對我來講是

等很久啦，我們是兄弟嘛，一句話就知道彼此的意思了，真

的...關係都好了，就是一句話回來啊，然後我就知道了，他原

諒我了，我當時沒有馬上答應，因為很不容易，我就說：「我

看覓仔欸啦(台語)」(笑) 。那天晚上要回老家的路程中，我其

實也沒想什麼，就想我母親，我以前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就

說愛情愛情，什麼愛我不曉得。我回想跟母親過去日常生活

的點點滴滴，母親的關心、體貼阿，怕你寒著(台語)啦怕你怎

樣啊，那種點點滴滴齁讓我知道那就是愛，我是這樣體驗到

什麼叫做愛阿，這就是愛。想著想著就到老家，有我二哥跟

二姊，唉(嘆氣)，因為大家都壓抑心中那種感覺啦，什麼哭阿

抱阿都沒有，講了只會哭而已，講那幹什麼，就是很壓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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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種感覺，他們就說：「坐坐坐坐，食飯(台語)」，挾予我菜

食(台語)就這樣，我們很少講話...太久了吧，21年了(笑)，雖

然是親兄弟親姊妹曾經感情那麼好，但畢竟已經太久了，不

知道要講什麼，只是大家彼此坐下來吃吃飯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夠了，不需要講什麼，心裡都知道啦，我接受我也謝

謝，我們以後還是好兄弟，這是親兄弟的一個默契，那天晚

上沒有講很多話，現在回想起來。有時候修復關係我覺得不

需要什麼言語，只要有這個心，坐下來見個面，眼神彼此的

交流這樣就好了，我跟家人的關係就這樣修復好的。吃完之

後，我就說：「X仔(二哥名)，我食飽阿，我先轉來阿」，二哥

說：「好阿好阿」，就這樣，大家團圓飯吃完了以後，彼此的

那種敵意都沒有了，就回復到小時候的那種情景。 

別人說吃團圓飯回家很近阿，但是我吃團圓飯回去的路

是整整 21年的路程，自從我父母親過世後，哥哥姊姊不接納

我，我會吃團圓飯就是不小心被警察抓到了，在監獄裡面，

大家都是難兄難弟，你出 300我出 500，大家合在一起，在監

獄裡面吃就叫團圓飯，不然我都是在外面自己一個人吃。 

下一年的過年，我就打給二哥(笑)說：「我下暗過去遐食

飯」，二哥說：「好阿好阿，準備好阿」，我們都很期待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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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時候礙於這個面子、自尊齁，講不出來。 

 

(5) 相同的朋友，不同的世界 

我現在還有跟過去的朋友有聯繫，他們都很希望我繼續

堅持走下去啦，我說：「你知道我走這條路是好的，阿你為什

麼不來走？」他們都說他們身不由己，他們走不出來，所以

人真的要改變也要真的要有那個時機啦，要抓住那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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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衝從初次犯罪到參與修復式正義之歷程(如圖 4-6) 

 

轉捩點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 
與親屬和社區重建關係 

結果 

中止犯罪 
與家人重拾聯繫 
靈性發展 
穩定就業 
環境改變 
重新定義生活 

外在環境 

內在因應 

再整合羞恥 
宗教人員鼓勵 
宗教教義 

汙名化羞恥 
對犯罪之人的偏見 

自我重建 
修復與家族成員的關係 
投身於宗教活動 
幫助他人 
規劃未來 
付諸行動改善現狀 
拒絕負面評價 

羞恥羅盤 
躲避重要他人 
物質濫用 
自殺意念 
否認被害者 
報復意念 

羞恥 

控制理論 
 參與幫派 
 父母缺乏有效管教方式 

初級偏差 
 殺人 
 槍械鬥毆 

次級偏差 
 吸毒 
 殺人 
 槍械鬥毆 
 搶劫 
 暴力討債 

賦歸社會不利因素 
 矯治成效不彰 
 獄中學習犯罪技巧 
 出獄後不變的犯罪同儕 

圖 4-6阿衝參與修復式正義之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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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級偏差的產生與次級偏差的持續 

在大家庭成長的阿衝，在進入學校環境後，成了家中最無計

可施的孩子，父母以自己最虔誠的信仰試圖讓阿衝也有如同聖經

中的價值規準，只是阿衝並未如父母所願，遵從聖經中的紀律與

界線，反而是參與了幫派，與身邊的偏差同儕一起認同了一套與

主流文化不同的行為準則，對於打打殺殺的如常生活，阿衝之所

以能說出「當時的社會就是這樣」，是傳達了當時阿衝所望見的

世界。 

初次入獄前到出獄後的生活並沒有太過明顯的分隔線，監獄

刑並未對阿衝產生教化作用，反而成為阿衝學習更多犯罪技巧的

場所，出獄後憑藉著人脈，阿衝立刻成為賭場的經營者，並且在

已熟悉不過的暴力犯罪與財產犯罪之外又多了無被害人的犯罪

行為。 

 

(二) 羞恥的多面向因應 

當生活大致順利地如此飛逝著，與警察追躲藏的情節在數不

清的日子裡一次次上演後。一天，表弟竟突然摻和進這場日常戲

碼裡，阿衝誓言出獄後要對成為背叛者的表弟展開報復行動，卻

也在獄中意識到父母接連的離世、手足與親戚的疏離，是一種社

交孤立的苦澀。然而，這一年的牢獄生活，竟也成了阿衝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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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彎，阿衝在自己最頹喪脆弱而思念著父母親之時，遇見了與

父母有著相同信仰的人來到獄中與自己展開了影響深遠對話，重

新建構自我認同以信仰更靠近摯愛的父母，成了阿衝為自己設下

的目標。 

但「改變」用想得容易許多，當真的重見天日的那一刻，蜜

糖毒藥再次映入自己的眼簾，不變的朋友意味著重複的故事情節，

與毒品作伴的 4.5天中，那份對於原本生活的空虛感或許隱約浮

現在阿衝的心頭，阿衝想起曾經對更生團契的承諾，只是對於「重

新過日子」充斥著許多不安，所以只能不敢抱太多期望地去嘗試，

而在看見與自己有相似經歷的人真的走上不一樣的道路後，才敢

相信原來生命真的有可能會不同，那是一種希望、一種救贖。 

阿衝對於在自己生命中的重要他人表現出悔悟，卻直言對被

害人沒有愧對，甚至在漫漫時光流轉之後對於那些曾被他傷害過

的人記憶只剩依稀，或許是阿衝已為傷害人一事找到一種合理的

解釋，即「欠錢還錢，天經地義」。 

 

(三) 自我重建的過程 

在將自己奉獻給神之際，阿衝與神交換了條件，想要證明祂

真的存在，而後當阿衝坐實了上帝真的存在，阿衝看待生命、定

義自己的角度不一樣了，同時阿衝也透過基督信仰與父母重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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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連結，甚至是與整個基督信仰的家族建立起情感連結。 

基督信仰為阿衝帶來歸屬感，而顛覆原本自己原本所認同的

世界價值觀，對阿衝而言，愛是上帝的禮物，所以阿衝也設法去

幫助需要的人，讓阿衝體會到「給予」及「付出」的感覺比擁有

許多金錢的感覺更富足，其中到阿衝再熟悉不過的獄中演講，看

著那些人，心有戚戚焉。 

就在阿衝視角改變之後，便主動找上讓自己心死的推手表弟，

但阿衝並不是為了完成原本立誓復仇的承諾，而是想用行動邀請

對方與自己重新建立連結。阿衝與表弟彼此久違的見面之際，沒

有談論過往的不愉快，只表現地像什麼不好的事都沒發生那樣如

常的相處著，那是阿衝習慣的應對方式。 

對於與自己最親近的手足，阿衝本想在出獄後如同一切重新

來過般不再聯絡，一方面象徵著自己的重新開始，一方面是避免

想起父母，因為回憶裡總是滲出苦澀。想不到透過媒體的正面報

導，讓手足主動與阿衝聯繫，對阿衝而言這樣的結果是想都不敢

想的，花了好長一段時間終於能再體會到與家人連結的感覺，「回

家」吃年夜飯的路程，阿衝的腦中回放童年與母親的相處，體會

到的盡是媽媽無條件的關愛。連續兩年的除夕夜，不再是獨自度

過或是與監獄弟兄「團圓」，那兩夜雖然沒有太多掏心掏肺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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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話語，但彼此就像小時候那樣的吃飯是最緊密的時刻。 

 

(四) 犯罪的中止 

關於信仰，其更深層的意義來自於阿衝透過信仰勾勒出與父

母、與手足，與大家庭中的連結，讓反覆進出監獄的阿衝才真正

走向賦歸。 

而當自己離開那樣戰戰兢兢的烽火環境，覺得自己現在的生

活好過過去的生活，阿衝不是就此遠離過去那些曾經一起火拚的

夥伴，而是想要讓朋友也能一起在這個安穩的生活裡度日，希望

與他們一起共享這片晴朗的天空，但是好友的所慨歎的離不開，

讓阿衝只能凝望著還在重複的故事情節中來回碰撞的老友們，並

祝福屬於他們的時機能夠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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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阿威的故事 

 
 
 
 
 
 
 
 
 
 
 
 
 

圖 4-7阿威重要生命事件歷程圖 

 

圖 4-8阿威之家系圖 

一、阿威的敘說 

(一) 家庭關係 

1.  親子之間：兩邊結盟到兩邊散 

我爸一直說我很聰明，我確實很聰明我不只會看臉色，小

時候我就知道說家裡面的經濟大權是我爸爸在握著，跟我媽沒

有半點關係，在他們的婚姻裡面，我媽是比較弱勢，我爸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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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勢的。 

小時候因為我媽不疼我，我媽疼愛我哥， 我爸看我媽疼愛

我哥，他就疼愛我，一人疼愛一個。我媽不疼我的我原因是因

為她難產生我，她覺得我是一個不祥之人，所以我媽從小就不

喜歡我，那同樣的我也不喜歡我媽，我小時候對她是有恨意的，

因為我爸看不到的地方，她都對我跟我哥有差別待遇。 

我父親就很疼愛我，我國小、幼稚園只要禮拜日跟著我父

親去主日學，他們大人去聚會，我們小朋友在二樓跟著大哥哥

大姐唱歌，我父親就很開心了，他就認為我這小孩子很乖而且

很聰明，只是不愛讀書，我確實很聰明，我爸那時候因為開公

司如果晚回來，我媽就會帶我哥去逛夜市，把我一個人丟在家

裡，我會反擊，他們出去以後，我會坐在外面等我爸回來就一

把鼻涕一把淚跟我爸說：「我身體不舒服，媽不理我」，我爸對

我媽就一巴掌過去，我媽就越來越不喜歡我。 

我媽跟我爸在我十歲就離婚了，我哥跟著我媽走，我跟我

爸。我爸不喜歡我媽，他一直嫌我媽帶不出門，我會問他：「那

你當初幹嘛娶他」，他說：「我不娶她的話怎麼會有你」，其實我

後來想想我媽也是很可憐，可是我爸也給他們房子、給他們錢，

沒有對不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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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父親：極盡讓孩子快樂 

我爸對我是溺愛、完全的溺愛，我出去混他都說沒有關係，

有事他扛。後來成長過程中我都知道如果我想要什麼東西，我

只要跟著我父親去聚會，我爸就會認為我有悔改、我很乖，就

會買給我。我 14歲就有摩托車，就是跟著他去聚會，他買給我

的，18歲的新機車也是我父親買給我的，所以我經濟上都不會

匱乏，我從小就拿著錢在當老大。 

 

3.  與母親：拉開距離後才親近 

我對我媽的討厭，分開之後就變少了，因為她都只疼我哥，

但那是小時候，後來就慢慢覺得說我媽媽很可憐，我就會去看

她，陪他吃個飯，拿點錢給她當零用錢，三大節也是包個紅包

給她。媽媽有時候也會去監獄看我，可是後來我媽媽年紀大又

有癌症嘛，她沒辦法來了，我就打電話回去給她。我媽在 105年

因為胃癌過世，那時候我在監獄裡了，我媽過世時不會到像我

爸過世那樣想死，因為我跟她感情沒到什麼深厚，但也是衝擊。 

4.  與哥哥：沒了信任而關係破裂 

我父親很疼愛我，但是他跟我哥就比較沒有那麼親。我跟

哥哥小時候感情不好，他出去玩不會帶著我，我就去跟我爸講，



 

162 

我爸就會扁他，所以他很討厭我。長大以後，我父親走的時候，

我哥認為說我爸的錢都被我弄掉了，就對我不好，但他看我有

點喪志，就拿了一筆錢給我叫我說要做生意幹嘛，後來我跟我

哥也有好過，我帶著他去吃喝嫖賭揮霍了一陣子，不花他的錢

他很開心。 

我真正跟我哥決裂的原因是我媽過世三個月他才跟我講。

我在監獄這邊中秋節打電話回去，我說：「我媽勒，我要跟媽媽

講話」，他說：「我跟你說齁，媽媽過世了」，我說：「什麼時候過

世？」他說：「六月」，那中秋節那時候已經快九月份了，我說：

「為什麼這麼久你才跟我講，為什麼你都不能跟我通知，讓我

回去看她最後一面？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你是在擔心我

去搶你的什麼遺產嗎？媽媽都你在照顧的，我如果今天跟你搶

遺產，我就真的不是人，有時候你不要把我想的那麼壞，我現

在覺得我一輩子就絕對不會原諒你，我再壞，我也是我媽的兒

子，你怎麼可以剝奪我去看她最後一面的權利？」我哥說：「我

怕你在裡面服刑心情不好」，我說：「你不要講了，你再想什麼

我清楚得很啦，你怕我回去跟你分遺產對吧？我從來沒有這種

念頭阿」所以因為這件事我們就沒有聯絡，我就當我自己一個

人而已，我父親走我媽媽走，我就自己一個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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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端：非行少年 

我國中讀了 7間才畢業，從北部讀到南部。我會去念高中是

我爸說我如果讀高中才買給我新摩托車，所以我就去考，我功課

還不差，我會讀書，但是我不想讀書，我高中還考到一間不好考

的私立高中，還不是商業學校。 

到高中去，因為騎著摩托車，可以接觸到更多不一樣的人事

物，女孩子到處載，也開始有在混幫派，圍事打群架、舞廳裡面

的利益什麼的，而且隨著年紀慢慢長大，膽子也越來越大，國中

的時候只敢打架，高中就敢拿刀砍人，老大在講能不去砍嗎？我

以前幫派打架被抓到少年隊，我爸後頭就去把我帶回來了，我老

大他們也會去處理把我們放出來，就算砍了人都沒事，那個年代

民國七十出頭年的時候，你有關係就沒關係，那我就越走越偏。 

我十幾歲就加入幫派是我一個親戚算幫派裡面滿大的大哥，

我小時候看那個武俠小說，很嚮往那種幫派裡面的俠義精神，大

家在一起都是為了講道義的，所以我就要求我親戚讓我進幫派，

然後他帶著我要進幫派要先經過一個考驗，就一人發一把扁鑽或

小開山刀說：「來，這咖啡廳不爽把它砸了」敢衝進去砸的才能

進幫派，以前就是不怕死，我什麼都敢，也不會想說我爸爸會擔

心害怕，所以我就加入幫派了，我爸也只有跟我講說你要幹嘛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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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記得晚上回來睡覺，他要看到我就好了。 

 

(三) 第一次犯案 

1.  犯案過程 

我第一次犯罪是犯槍砲跟強盜，我 22歲。那時候剛退伍認

識我這個女朋友的爸爸是個外省人，他爸爸要回大陸沒有錢，

那我女朋友那時候跟我在一起，我跟他說回大陸的錢 OK小事，

我槍拿了就去很多間地下電動玩具店，叫老闆拿 30 萬、50 萬

拿出來，我有急用，不給，槍柄就往頭上就敲，還跟他們說：

「你信不信我現在把你開槍，你這一間店不要開了」，沒有人敢

錢不拿出來，不敢跟我反抗，後來他們受不了我沒事就來拿，

他們會透過我們幫派老大跟我講說叫我不要這樣搞，我跟我老

大講說：「這我的生財之道你不要管我」，他管不動我，因為我

從小我就相信一件事，我有武力就是我的保命之本，我有武力

我就是老大，所以我身上都會有槍，我退伍的時候我就去弄三

把槍放在身上，那個年代又流行槍擊要犯，我多想當槍擊要犯，

就是沒有那個機會跟警察槍戰。 

我跟地下電玩店搶的金額將近上千萬，那不算搶就這邊 30

萬那邊 50萬這樣拿，我給我當時的女友 2、300百萬，然後我

自己買了一台 BMW花了 200多萬，剩下的錢就開始揮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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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根本不會想到那些被我搶的人，我就想到我有錢可以讓

我女朋友的父親回大陸去，也讓他回大陸有面子，我女朋友就

會很愛我，然後我也喜歡跑酒店、喜歡酒店裡面的女孩子、喜

歡玩，我需要錢，我又不跟我爸拿錢，我必須要足夠的金援支

撐我這樣的生活，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因為會開那種非法電玩的，他們跟警察的關係都非常好，

他們就跟警察合夥起來抓我，我是強盜跟槍砲被判 10年，然後

遇到民國 80年減刑剩下 9年，然後過了 1/3假釋條件，我關了

4年半出去。 

 

2.  入獄初體驗 

我被抓的時候，我爸馬上找他朋友，也是警界的高層陪著

他去、律師也陪著去，我爸一知道我犯這個案子，他從來沒有

打過我，他就在警局那邊扁我兩巴掌，他說：「幹嘛做這個事，

你要錢你不會跟我講」，我爸罵我什麼我都不會去跟他解釋，因

為我尊重我爸。 

那時候收押在 OO 看守所，每天我爸都會去看我，我的朋

友也會去看我，我不會擔心，我在裡面過得很開心，我認為我

進去裡面又出來我會更強大，我會認識更多黑社會大哥，我會

混得更好，我以混江湖為志業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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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開始在看守所跟進監獄關的時候，我女朋友跟他媽媽

都會來看我，後來我移監後，那女的就慢慢的就不見了，他妹

寫信跟我說他姊嫁人了，那時候我心裡就很氣怎麼會這樣子，

我恨她，我為她付出這麼多，我關的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她，

然後我關進來一年多她就跑去嫁人，我心裡就想報復。 

 

3.  出獄後 

我關回去後，他們有的電玩店老闆就請我去喝酒，然後丟

個紅包 20萬給我說當零用錢，以前的事情就算了不要再記了，

我老大也是跟我這樣講：「過去事就當沒有，當初也是你太過分

了，一直拿一直拿，拿到人家受不了」。我在關的時候，我的幫

派就走到酒店的方向，我喜歡刀光劍影，我就跟他們疏遠，他

們走他們的路，我自己搞我自己的地下錢莊。 

我那個跟別人結婚的女朋友跟她丈夫處的不開心有跑回來

找我，我就玩弄她一陣子以後我就跟她講：「不行你有老公了，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你走吧」，我是這樣報復他的，那後來這女

的也沒有回她老公身邊就離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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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二次犯案 

1.  犯案過程 

我關一次我就嚇到，怎麼可能為了女人再去搶錢，我家裡

又不是沒錢，所以第二次回來我就做錢莊放款，我會出事就是

我朋友的哥哥跟我借了錢不還，然後在那邊哭窮，我很生氣，

因為我不是放高利貸，我是以朋友哥哥的立場，你生意周轉我

錢借給你，結果你公司倒了沒關係，你也想辦法有個清償計畫，

什麼都不講就跑了，我後來聽他弟說他是惡意倒的，他到處借

錢借一借就倒了。 

這個人跑掉了，但是我知道他的小孩在哪讀書，我把他小

孩帶去麥當勞吃東西，然後我叫小孩子打電話給他爸，說他在

跟叔叔吃麥當勞，小孩還吃得很開心，不知道什麼事，他馬上

就跑出來了。抓到人後，我跟我一個小弟兩個人就把他押去山

上，全身扒光綁在樹上全身抹蜂蜜，找螞蟻窩的地方放在那邊

讓螞蟻爬上去，我看你錢還不還我，然後把他的車賣掉、他的

手錶拿去賣掉，把他值錢的東西賣掉，要還我錢啊，他就去報

警，我就被判強盜跟槍砲 8年，加上撤銷 4年半假釋總共 12年

半。我對他非常不爽，心想我出獄後一定要弄死他，我關到第

三年的時候他車禍死掉，啊我還怎麼報仇，我沒有很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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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天理昭彰，報應不爽。我關了 6年後假釋出獄，還剩 5年

多刑期。 

 

2.  兩次的牢獄體驗 

這兩次我在關，我父親是拄著拐杖每個禮拜都來看我，我

還可以認識一些黑社會老大、一些大哥跟一些人，跟同溫層的

人在一起我很快樂，錢我也不擔心，我爸怕我沒錢，每個月都

會給我寄一萬塊，吃的喝的用的什麼都有，我在裡面有錢可以

揮霍，我就可以過得比別人輕鬆舒服，然後我爸關係又好，也

會交代裡面的長官來照顧我、讓我好過，我就是大哥，別人會

認為關很痛苦，那時候關我覺得不痛苦，很快樂，我是爸寶。 

 

3.  出獄後 

(1) 與一位牧師的密切接觸 

我爸爸跟 O牧師是舊識，他們之前在同一個教會是教友。

我第一次關的時候 O牧師有來看過我，他叫我要信主阿，要

參加團契的聚會活動，我就說好好好好，敷衍他，出獄後我

就忘了，沒有把他當一回事。這次回去假釋的報到要去找他，

我也是敷衍地去報到，起碼不會像去法院報到那麼無聊，他

會讓我看看聖經，跟我談一談，簽個字就可以走了，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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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讓我爸爸安心，他會跟我爸講我的狀況阿，說我有乖乖

地去報到，有在跟牧師交談，但那不是真正的改變，真的改

變我也不可能再犯罪了。 

 

(2) 父親二度中風離世 

我還在關的時候我爸爸有小中風，家裡面有請外傭在照

顧他，我回去的時候，我爸那時候 86歲，他變成說有點小孩

子心性，喜歡整天跟我在一起，然後我就開了車帶他去山上

走走、去海邊走走、去他以前的地方走走，每天陪他吃個晚

飯，他就很開心，對我就很放心。他說：「爸什麼都給你沒關

係，你不要去外面亂做事、不要去亂搞，有空就陪陪爸爸講

講話」，那個時候是因為我爸把一些定存、股票、房子都轉給

我，我才覺得說我必須要對他好，不是出自於內心。拿到爸

爸的錢後，因為關了六年在裡面太苦悶了，那時候三十出頭

歲也年輕嘛，酒色財氣都來了，就先買了一台 BMW，中古價

都兩百多萬的車，那朋友看我開這個車，他知道我才剛出獄

怎麼有辦法買這個車，就知道我家境不錯，就設計我，他們

設局每天帶我去酒店喝阿去花天酒地，喝一喝就跟我講說玩

黑市棋子不錯，這個東西能賺錢，我就玩了，玩到輸了兩千

多萬，其實一半的錢都被他們騙走了，我就定存解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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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掉、瞞著我父親把房子拿去貸款，我父親知道我在亂搞，

就氣急攻心第二次中風，是大中風就走了。 

 

(3) 苟活 

我父親走了以後，我才真正清醒說我到底幹了些什麼事

把我父親弄到這樣子，我是爸寶，一個山不見了，所有事情

要自己去面對，我徬徨無助的時候沒有人會在呵護我，朋友

又騙了我不少錢，我哥幫我把喪事辦完，就跟我一起弄一弄，

我每天就渾渾噩噩，房子拿去貸款也被查封了，不曉得那個

路要怎麼走，兩三個月後，我在我們家 23樓，酒喝了兩瓶要

跳下去，結果又跳不下去，俗仔一個，我坐在那邊坐一晚上，

酒醒了我頭很痛，我想說我又死不了，我沒有那個種從這跳

下去，那我還是得要面對今天的太陽，我日子還是要過下去

啊，我又想到說我要把我父親的骨灰罈遷回大陸去。 

從小到大，不管什麼事情都我父親在幫我，包括錢的方

面，我父親走了以後，那我是不是要想辦法去賺錢維持我的

生活，算一算扣掉有的沒的，我身上剩六十萬，我就開始去

做以前我幫人家做過的事，做地下錢莊去放款。我之前喝酒

是因為揮霍，從那開始我每天不管怎麼樣我一定要喝酒，想

到我爸爸我就喝，有空我就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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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三次犯罪 

1.  犯案過程 

因為我做錢莊，有一個重利罪，在打官司的時候，我知道

如果這判處確定以後，我之前 5 年多的假釋都要被撤銷我就要

進來執行，與其這樣我就要偷渡回大陸，不要在台灣了，但是

當時我身上的錢又不夠，就要多賺點錢。我有一個內線提供我

說 OO(被害人)有錢，跟他的出路動線，然後我去他家搜刮了以

後要把他帶去別的地方拘禁，他跟我說：「我可以帶一本聖經走

嗎？」我說：「你是基督徒？」他說：「對，我基督徒」我那時候

很想跟他說：「那你走吧我不要動你」，可是我內心裡面在交戰，

就是上帝跟魔鬼在交戰，但我還是需要錢沒有辦法，我跟他講：

「很抱歉我很想讓你走，但我真的需要錢」，他說：「沒有關係」，

因為我帶走他的時候是禮拜五晚上銀行沒有開，要到禮拜一早

上，他說：「我會給你錢，但你需要回到耶穌基督那裡」，我跟

他在汽車旅館聊了一些我的事情，但是我沒有跟他講我的名字，

畢竟他是我的肉票，後來聊著聊著聊到禮拜一，他叫他助理去

他辦公室拿存摺把錢提出來，我把錢拿走我放他走，我沒有傷

害他。 

OO(被害人)沒有報警，可是他太太去報警，我去他們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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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他太太去大陸，跟我一起去的同夥去搜他太太房間，把人家

的鑽錶、值錢的首飾拿走，他太太回來以後發現物品不見，逼

不得 OO(被害人)才跟他太太講這個事情，我那個同夥有前科，

他有留指紋在現場，他的指紋被驗出來以後就把我查到，事件

發生一個月後我就被抓到了，我那時候在我家大樓下的庭院遛

狗要去吃飯，警察在那邊埋伏就衝出來逮到我，平常我車上有

兩把槍，我那時候的想法是如果我沒有辦法突圍的話，我會自

己解決自己， 我不想再關了，結果就在我身上最沒有武裝的時

候被抓到，我那時候還在預謀下一次要綁的一個上市公司老闆，

有一個線索已經進來，就在我要做之前一個禮拜，他們就來抓

我，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啦，冥冥之中會有神的痕跡在上面，

祂要救我。 

這次是持槍擄人勒贖跟槍砲，還有一條是在這之前我還有

搶劫鐘錶行，我那時候有嚼檳榔的習慣，我有一個檳榔吐在鐘

錶行的現場，就成為生物跡證。這一次判了 18年，加上上一次

沒有服完刑期的五年多，總共 23年多，我關到現在快 17年了。 

 

2.  入獄 

(1) 彷彿看見爸爸的身影 

我這一次進來，剛開始我女朋友會來看我，因為我有錢



 

173 

擺在他那裡，除了她以外沒有任何人會來看我，我媽媽那時

候身體不好沒辦法來看我，就只有 O 牧師這樣來關心我，O

牧師來看我的時候，我其實是有看到我父親的感覺，白髮蒼

蒼，年紀也有了，我感覺到是不是我爸叫他來，我就很感動，

那個時候沒有長輩會來，我爸已經走了。O 牧師他沒有責怪

我，他說看官司方面需要什麼樣的協助，也會一直拿一些屬

靈的書籍給我看，說我一路上這樣迷失，我過去這麼荒唐、

這麼的壞、做了這麼多的壞事，但是上帝從來沒有放棄過我，

上帝保留我的生命存在就是為了要拯救我，讓我改變，一定

要改變自己，讓我能夠為上帝所用，將來有一天能夠努力讓

更多人來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痕跡，我要相信我自己，要相

信神的安排，我感動了，開始相信這是神在我身上做的恩典

就慢慢地願意接受回到教會，回到聖經裡面，開始讀書。 

 

(2) 低潮 

之後我女朋友跑掉，我又開始懷疑我的人生，我就很嚴

重憂鬱，我吃抗憂鬱藥吃了半年，起先我覺得我人生就這樣

了，我放棄自己，我不想再掙扎了，就隨波逐流，如果能死的

話那對我是個解脫，我想去找我爸，我不想再撐下去了，我

活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女朋友走了，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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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我什麼都不是，我才知道原來離開了我爸我是個廢物，

我很想就此離開。 

O 牧師看我這樣子精神萎靡，他知道我開始有在放棄自

己的感覺，就不斷的鼓勵我，不斷用聖經裡面的話跟我講，

要把我拉起來，他說我現在的情緒就是魔鬼撒旦在拉著我，

要把我帶到不好的方向去，我要靠著神給我的力量走出來，

我要仰望上帝跟隨主耶穌，祂會帶我走出這死亡的因果；我

也告訴我自己，那女的拿了我那麼多錢，我怎麼能夠放過他，

我不想死在裡面，我要報仇，我要活著出去報仇。那時候的

心情滿複雜的，我已經有點忘記了，但是就是激勵自己不要

再沉淪下去，我就算關了再久也沒有無期徒刑，我總是會出

去，我那時候四十歲，我想說我關到六十歲應該可以出去了

吧，所以我又重新振作起來。 

 

(六) 修復開展 

1.  修復邀請 

起先我在 OO監獄的時候，O牧師就跟我講說 OO(被害人)

他願意原諒我，我那時候覺得非常羞愧，我雖然沒有對他肉體

傷害，但是我給他精神傷害很大，我可以自己去想到說他被我

帶著關起來兩天多，又是槍又是刀在他前面晃來晃去，那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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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的壓力會很大，我那時候跟牧師講說很抱歉我覺得我沒有

辦法面對我的被害者，因為我很羞愧，他說好那沒關係，我就

趕快申請移來這個監獄，我不是不想見到 O牧師，是不想再想

到這件事，但我又怕 O牧師失望，就想說那我移到這邊那麼遠，

牧師總不會跑來這邊問我願不願意，沒想到他來這邊持續關心

我，讓我感動到了，一個年紀這麼大的牧師這麼關心我，關心

我這件事情，他這麼主動的願意幫我這個事，我怎麼可以去拒

絕這件事呢?所以我就說好吧，那你們就安排，如果是上帝的旨

意，那我願意當面跟他說對不起抱歉，其實我在法庭上的時候

我已經有跟他道歉過了，但是我覺得那是不夠的。 

 

2.  修復過程 

102年 OO(被害人)帶著他太太來這邊，當天我只告訴我自

己說看到他我一定要很誠懇、很誠懇地跟他說抱歉、對不起，

我希望用我未來的日子，彌補對他造成的心理陰影。 

看到 OO(被害人)，我是不好意思哭啦，不然我真的是眼淚

都快流出來，我說怎麼可以有人能夠這樣子在搗亂了他之後，

還能這樣原諒我，其實這個社會上很多人看我們這種受刑人，

認為我們裡面都是一堆老鼠蟑螂，根本不值得關心的一群人，

這我都了解阿，但是他被我傷害還願意這樣子原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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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先典獄長跟我說看我要怎麼樣跟人家道歉，表達我

的誠意，我就說：「未來我有能力賺錢我願意把這些錢都償還給

你，現在我在這裡面沒有辦法實質的做什麼，我只能每天為你

禱告盡到我的心意，很抱歉對你造成的傷害」，典獄長跟一些牧

師都在場見證，OO(被害人)用聖經裡面的話來跟我講說上帝原

諒我，他也原諒我，希望我往後的人生在耶穌基督裡面要更好，

就是叫我要信主，要認真做悔改，也送我一本屬靈的書籍，我

就很開心地說謝謝，然後他太太才跟我說：「你知道嗎，我們那

半年一年出門都要監視器前後左右看了以後才敢出門，對我們

心理造成壓力有多大」，我跟他太太說：「很抱歉對你們的生活

造成這樣的心理傷害，換成我是你們的話，我也會擔心害怕，

我知道我自己犯下很大的錯，我不應該為了錢去做這個錯事。」

然後從那以後我有段時間和 OO(被害人)通信，我寫信、寫賀卡

跟他問好、問候，希望他身體健康，希望上帝保守他一切平安

順利喜樂，OO(被害人)回信一樣鼓勵我在裡面好好服刑。 

 

3.  挫折與轉念 

後來我寫一封、兩封、三封，OO(被害人)就慢慢沒有回了，

寫多了我就想說可能是我打擾到他，我就不好意思再寫了，那

個動能會不見，我會覺得那是一個挫折，但我不會認為說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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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我會想想說沒關係那我要努力改變我自己，讓我自己回

去真正做到有能力去補償人家，如果有辦法，我每個月還他多

少錢或者是透過牧師帶著我再去跟他道歉或謝謝他給我一條全

新的生命，我就暫時不寫信打擾 OO(被害人)。 

 

(七) 改變 

1.  以寬恕代替復仇 

和解以後我的心就改變了，這些年我讀了聖經，再加上

OO(被害人)對我的寬恕，我想說：「對啊，上帝饒恕了我的罪過，

OO(被害人)也饒恕我對他做的錯、罪過，那我為什麼不能饒恕

那些對我不好的人，我憑什麼能不饒恕別人？」我就對人不再

有恨。 

我其實都有在模擬以前我遇到的事情，如果是現在的我會

怎麼處理。像第二個被害人如果是現在，我會從他弟弟那邊給

他壓力，請他還我錢，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請他列一個清償計

畫，每個月還我多少錢，真的還不出來那我就認了，我也不會

去違法，我不必要為了錢去傷害我自己也傷害別人，甚至我連

錢都不借，我不會去做什麼地下錢莊，放高利貸這種勾當，賺

這種錢是不對的。 

藉著信仰我知道我也必須要原諒那個拿我錢跑掉的前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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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說原諒啦，人家跟著我也吃過苦也付出過，我其實不能

怪他啦，人家有人家的生活嘛，阿講句不好意思的，人家也跟

我一起睡很久，這錢給人家也沒有什麼，也不能說都是人家的

錯，我自己也有錯，我就慢慢地去學著把自己以前的那種觀念

改變過來，我祝福她，為她禱告，希望她一切安好。 

 

2.  自我修正 

我以前是基督徒沒有錯，可是我從來不碰這一些的，我開

始再重新讀聖經、研究聖經，才得到智慧說原來我心裡面是軟

弱的，這幾年我才開始審視我自己從小到大錯在哪裡，這一次

出去我不會再犯這些錯誤了，其實我關這一些我不會有什麼怨

言，畢竟是我傷害了，我也拿了人家的錢。 

我認為錢可以買到一切，我覺得我的性格有扭曲到，所以

有看心理方面的書籍去找我性格扭曲的原因，然後勵志書籍我

也會看，慢慢地從這些故事獲得一些啟發，像乙武洋匡沒有手

沒有腳那一個，還有一個澳洲的吧，也是沒有腳的那一個，我

會覺得這種人很屌，他的生命如此的不完整卻能夠將生命活得

如此的璀璨，人家都可以不放棄，像我們這種好手好腳的，憑

什麼在這邊自怨自艾，跌倒了再站起來，石頭擋路我們就把它

扳開，扳不開我們就跳過去，我覺得是這樣。讀書最好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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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以重來的話我一定會讀書，讀書才是一切的根本，讀書才

能培養正確的道德觀念、正確的價值觀念、法治觀念，我小時

候沒有讀書，思想才會變這樣。像我現在在這裡，每個禮拜我

都會參加教會舉辦的讀書會，他們用一些故事讓我們來讀了以

後，每個人發表自己的感想，老師也會跟我們分享他的想法，

我覺得這對我的幫助非常大，可以將我的心裡面本來想的是比

較黑暗的那一面拉到光明來，別人怎麼罵我，怎麼羞辱我都沒

有關係，我們為他禱告。 

 

3.  反省 

(1) 對過去行為的懺悔 

其實我可以不用做這些事的，從小被寵壞，書也沒讀好，

正確的觀念沒有培養起來就偏差了，我錯在我不應該去傷害

別人來獲取金錢，我不該為了我自己的慾望來去傷害別人，

這是很大的一個錯誤，我應該循正當方向去賺錢。我常想到

這一點會很難過，我為什麼一生中要犯下那麼多的錯事，浪

費社會很多的資源，人的一生就這個一次，如果我有正常的

話，我的小孩應該比你(研究者)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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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爸爸和解 

A. 後悔遺憾 

爸爸過世對我有非常大的遺憾，我沒有真正的孝順爸

爸，我一輩子被他背在肩膀上，當他需要我的時候我卻沒

有好好地照顧他，那個時候是因為我爸把股票房子轉給我，

我才覺得說我必須要對他好，不是出自於內心。我爸第二

次中風的時候，家裡面沒有辦法照顧，就送到安養院，當

我看到他在床上看護在幫他把屎把尿的時候，我心裡有排

斥的感覺，我覺得很髒，我那個時候認為這個我沒有辦法，

我心裡有個檻我過不去，我才不要去幫他清那個，我現在

的想法是我那時候怎麼會有這種想法，那是我的父親耶，

我從小也是被他把屎把尿長大的，所有的事情都應該我做

的，再來就是我沒有辦法把他的骨灰遷回大陸去，這個我

將來有機會完成，可是逝去的我就沒有辦法，我沒有在他

再生的時候我沒有好好地陪伴他，沒有做我應該做的事，

在父子感情這天平來講是非常失衡的，我父親全部心思都

在我身上，而我的全部心思都在外面的花花世界。 

 

B. 爸爸用夢道別、在夢中相伴 

我爸因為有糖尿病，中風就送到醫院截肢，兩隻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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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鋸斷了，我在醫院陪我爸回來以後我在家裡睡覺，然後

我夢到我爸坐個輪椅回到我家來，我說：「爸你怎麼回來了

你不是在醫院？」，然後我就跪在那邊抱著他說：「爸對不

起我錯了，我真的太對不起你了」我爸就抱著我一起哭，

哭了以後我就看到，有人在幫我爸爸理頭髮、整理他的臉，

我看到我爸看到我開心地笑，很清晰的夢，過一下電話就

打來說我爸走了，這個夢我永遠記得，我每次想到這件事

我就會哭，我不會講那種情感，怎麼會這麼剛好會有這種

事，我覺得他走了還是放不下我，我也放不下他。 

二十年了，我父親走了二十年了，我還是經常會夢到

他，夢到我爸煮了一桌好菜等我回家吃，然後我爸叫我帶

他出去玩，我們家以前很愛養狗，我都帶著他一起去遛狗，

以前的種種、點點滴滴；夢到我爸跟我說：「你放心不要怕，

爸什麼都給你」這樣對我是一種慰藉啦，我會期待我做夢

要夢到這些，可是我起來想到怎麼以前都沒有對我爸這樣，

會生氣難過，我就流眼淚，我對他的思念從來沒有停過。 

我在外面的時候只要我心情不好，我就常常去軍人公

墓看他，去跟他講話就像以前那樣子，我有什麼事都跟我

爸講。很玄喔，我有時候很孤單很寂寞心裡很想我爸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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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那天晚上就會夢到他，然後過幾天就有人會來看我，

還寄錢給我，我每次夢到我爸接著就會有這些好事情發生，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我的宗教信仰告訴我，我的父

親在天上，在神的懷裡、在神的國度裡，他在那裡不再有

病痛，他在那邊是快樂的，所以他可以常常來找我來看我，

我也一直期待我死後在見到爸爸的那一天來臨。 

 

C. 重新理解爸爸 

我覺得我爸也算是辛苦，年紀輕輕就去讀軍校，畢業

就去打仗，仗還沒打完，就跟著部隊來到台灣，本來不結

婚，想說人家介紹一個女孩子就結婚了，他也不愛這個女

人，然後生了兩個孩子，因為跟我媽媽知識、學識，各方面

觀念差異太大，婚姻也不好，大陸又回不去，所以把希望

放在我身上，他五十歲才生我，對我是溺愛，他不知道能

陪伴我多久。 

 

(八) 未來規劃 

1.  假釋 

我從民國 110年 1月就開始報假釋了，但是我假釋很難報，

因為我不是第一次關了，然後上一次假釋出去的時間還沒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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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犯案，到現在 2年多了，我報了 8個假釋，最起碼要再一兩

年，我大概要關到七成半，我知道這是上帝給我的考驗，祂要

成就我，祂看我會不會因為這樣不耐煩或者怨東怨西，但我都

沒有，我知道我先天條件不好，我就多讀聖經，如果我太早出

去或許又會犯以前的錯，所以要經過這些歷練。 

 

2.  出獄以後 

(1) 心中的藍圖 

這一趟出去我年紀也大，出去真的要拿刀拿槍我跑不動，

沒辦法作惡了，一輩子作惡可以了，所以我開始對我自己做

有意義的規劃，將來出去以後，第一個我要還債，還那個

OO(被害人)的債，我從他身上拿了 200萬，這我一定要還，

因為這個就是我的責任，如果我連這個都不去做的話，我不

會有改變，我能彌補的我就彌補，我要盡我所能；第二個我

要對我自己去負責，完成我自己要做的一些事情，我會讓我

自己的生命不要再有任何的遺憾；第三個我不想再浪費社會

任何的資源，不想再成為社會的負擔，我必須要回饋給我的

教會，我要為我的教會付出我自己的心力，努力來讓更多人

看見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讓更多人來認識耶穌基督這樣的信

仰，所以說接到你(研究者)的信的時候，我心裡面是很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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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有機會貢獻，我的事情可以讓人知道的話，不管說一

個兩個都好，能幫助到人就是最好的一件事。 

 

(2) 與父親有關 

A. 廚師 

我父親很會煮，他都煮家鄉味給我吃，我從小他就手

把手教我。我現在常在研究食譜，然後自己去想：「喔原來

這個素材可以搭配這個素材」。我想說我出去以後想去職訓，

然後考個廚師證照，做個行動餐車，這樣慢慢地做生意賺

錢，我還想去上一些關於網路行銷、口條、有關 youtuber的

課程，然後自己做 youtuber結合賣便當，把我在監獄的見

聞錄，講給大家聽，讓人會有一些戒世心，不要做壞事來

這邊關。 

 

B. 遷葬與歸根 

我還有個心願就是我爸在世的時候曾經跟我講過說，

他如果有一天走了，叫我把他的骨灰罈遷回大陸老家去，

我回去一定會賺一筆錢，把我爸骨灰罈放回我們老家，然

後我如果老了，賺到足夠我退休生活的錢，我會回大陸在

那邊陪我爸。 



 

185 

二、阿威從初次犯罪到參與修復式正義之歷程(如圖 4-9) 

 

圖 4-9阿威參與修復式正義之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轉捩點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 
與被害者直接對話 

結果 

中止犯罪 
年歲已高 
靈性發展 
重新定義生活 

外在環境 

內在因應 

再整合羞恥 
宗教人員鼓勵 
宗教教義 

汙名化羞恥 
對受刑人的偏見 

自我重建 
修復與被害者之關係 
承擔犯罪責任 
投身於宗教活動 
幫助他人 
規劃未來 
付諸行動改善現狀 
自我慈愛 

羞恥羅盤 
物質濫用 
性活動 
自殺意念 
自我貶低 
否認被害者 
報復行動 

羞恥 
控制理論 
 參與幫派 
 父母缺乏有效管教方式 

初級偏差 
 強盜 

次級偏差 
 搶劫 
 暴力討債 
 擄人勒贖 

賦歸社會不利因素 
 矯治成效不彰 
 獄中學習犯罪技巧 
 出獄後不變的犯罪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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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級偏差的產生與次級偏差的持續 
阿威在爸爸的支持下，用金錢及膽識展現了自己的權力，也

成了同儕朋友簇擁的對象與親近的原因，對於阿威而言，這就是

當時生存的法則，即便在獄中也是如此，因此無論是初次出獄前

或出獄後，阿威持續透過暴力行為獲取金錢，以保證自己的生活

富足舒適，也為自己獲取了一段一段的感情。 

 
(二) 羞恥的多面向因應 
當阿威持續與酒精、性為伍的日子裡，爸爸的去世似乎與自

己有關的那種荒謬，冉冉升起地哀痛欲絕感受讓阿威想以死來擺

脫，卻又繼續留在這世上面對沒有勇氣死亡的自嘲，然而，牧師

的入監探視填補了爸爸的缺席，阿威願意為了牧師的關愛而朝著

牧師期待的方向前進，只是女友的斷聯讓阿威再次墜落幽暗的深

淵，而後是憑著仇恨找到了一絲光亮讓自己能夠挺過想結束自己

生命的憂鬱低潮，要傷害那個辜負自己的前女友是渡過監獄生活

的動力，這是對於關係的背叛，阿威習慣的應對方式，用報復來

療癒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因此過去對於前女友在自己初嘗牢獄滋

味時與別人結婚、借錢給朋友哥哥卻被告訴為強盜罪，阿威也都

誓言這些人會是他爬出牢籠後的復仇對象。 
第一次犯罪事件的多位被害人因為害怕阿威的復仇，成為給

予阿威金錢補償的那一方，第二次犯罪事件的被害人在阿威帶的

怨恨入獄後不久即死亡，而第三次犯罪事件後，被害人竟主動提

出修復關係的邀請，對於一向有仇報仇的阿威，其所感受到的羞

愧是一種醞釀，因為在他的世界而言，人不應該是這樣的，所以

阿威選擇先躲得遠遠的，只是即便拒絕了牧師，牧師對於阿威的

關心卻仍未中斷，給了阿威足夠的時間與勇氣去面對被害人。 

 
(三) 自我重建的過程 
從牧師與被害人的身上，阿威學會了同理與關懷，阿威開始

能感受到自己對別人生活帶來的恐懼與不安，雖然本想持續與被

害人通信聯繫，但被害人漸漸的不再回應，讓阿威唯恐自己的舉

動是種叨擾，雖然有點失落，但阿威儼然已將新的認知方式編寫

進自己的心智，阿威能夠去理解他人在生命中的各種選擇可能並

不如自己所預期的，不只是對被害人的理解，還包括對過去每一

段人際關係的理解，從被害人身上學會的寬恕，讓阿威出獄的動

機不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彌補過錯與過上自己想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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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爸爸，阿威學會在一個人離開之後要繼續愛著他，便是

用最內心深處的方式來記憶他，讓父愛以另種形式陪伴阿威，在

夢中、在墓園。 

 
(四) 犯罪的中止 
回首來時路，阿威重新整理自己的過往，當越了解自己，阿

威的心志越加清明。不若過往輕易的假釋申請，沒有讓阿威掀起

滿身戾氣，反而是把握時間，持續充實自己，持續清晰未來藍圖，

期待自己恢復自由之身後，能更加靠近自己想要的樣子，回報對

自己有恩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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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綜合分析與討論 

 
 

     圖 4-10研究參與者參與修復式正義之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轉捩點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 
與被害遺屬間接對話 
與親屬和社區重建關係 
與被害人直接對話 

結果 

中止犯罪 
年歲已高 
性別 
社會連結 
環境改變 
靈性發展 
對生活的新理解 

羞恥 控制理論 
正向同儕關係 
親子關係缺乏直接控制 

初級偏差 
暴力犯罪 
財產犯罪 
無被害人犯罪 

次級偏差 
暴力犯罪 
財產犯罪 
無被害人犯罪 

賦歸社會不利因素 
徒刑收效不足 
監獄成為學習犯罪技巧之場所 
出獄後不利之社會網絡 

外在環境 

內在因應 

再整合羞恥 
外界支持 

汙名化羞恥 
犯罪的男性氣質 
監禁的副作用 

羞恥羅盤 
躲避重要他人 
物質濫用 
性活動 
他者歸因 
自我攻擊 
攻擊他人 

自我重建 
連結 
修復受損的人際關係 
建立新的人際連結 

重新聚焦 
利他行為 
規劃未來與彌補傷害 
正向積極 
自我調整 

接受 
承擔犯罪責任 
接受現狀 
面對及表達自身感受 

 
理解 

了解外在因素 
感受他人感受 
重構自我概念 
創造意義 

抵禦 
拒絕負面評價 
自我慈愛 

綜述三位研究參與者參與修復式正義之歷程如圖 4-10所示，並加以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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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初級偏差 

一、缺乏正向同儕關係 

研究參與者於青少年時期因著與偏差同儕的人際連結而開始

從事偏差行為，與其他犯罪人的友誼而形成的反社會連結往往是犯

罪途徑的重要因素，這正與社會學習理論和差別接觸理論的觀點相

呼應(Byrne & Trew, 2008)。Sutherland (1956)的差別接觸理論認為，

不同的社會關係可以解釋一個人的犯罪行為，許多研究亦已指出犯

罪同儕是促成個人犯罪行為的一個預測因素(Boduszek et al., 2012；

Braithwaite, 1989；Piquero & Paternoster, 1998；Rebellon et al., 2010；

Russell et al., 2020；Thompson et al., 2010)。理性選擇模式則解釋為

偏差同儕與個人預期實際犯罪後有較低的羞恥感有關(Rebellon et 

al., 2010)。 

(一) 藥物濫用的初級偏差 

就研究參與者默默的初級偏差行為為濫用非法物質的情形

而言，許多研究已指出毒品犯罪與偏差同儕的影響有關(Oetting 

& Beauvais, 1986；Jeffries et al., 2019；Nagasawa et al., 2000)。 

國中還沒有畢業就會抽煙了，畢業之後就不想回家，跑到同
學家裡去聚，同學就會找你去參加舞會啊什麼的，他們可能
是單親家庭就是會不喜歡回家裡，我也會不想回家，一次兩
次是沒有染上毒癮，但就是會吃一些不該吃的，強力膠阿紅
中白板那些【A03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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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暴力行為的初級偏差 

而在青少年階段即展現暴力攻擊行為的兩位研究參與者阿

衝與阿威，皆描述了親子關係並無不佳，即如同 Lakhdir et al. 

(2020)的研究指出青春期的男孩發生攻擊行為並不依賴父母關

係，青少男持續出現攻擊行為的可能原因是青春期變化、同儕壓

力及花最多時間與其他人而不是家人在一起，良好的同儕關係是

防止攻擊行為的保護因子，相反地，犯罪態度、與犯罪同儕接觸

和犯罪行為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互作用(Boduszeket al., 2012)，因

為人們通常傾向與同一副文化的成員彼此分享信念、價值觀和態

度(Latzer, 2018)。 

可是我會這麼壞不是因為我覺得我父母親對我不好，只是我
認識了一群不好的朋友，然後一個接著一個的認識，就會開
始學他們的行為，國二開始吸速賜康，我國中沒有畢業，國
中三年級開始就在我住的那一帶鬼混，那邊有賭場，我在那
邊幫忙討債、幫忙買香菸、買檳榔【B0421041】 
有時候是角頭跟角頭發生一些事情，朋友發生事情會互相挺
【B0601019】 
 

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犯罪行為會不斷升級，當個人越是繼

續實施攻擊行為，就越是感到自信和大膽，這會反過來導致他們

尋求更大的刺激，其結果是所施加的身體暴力日益嚴重(Elisha et 

al., 2013)。 

我那時候去念高中的原因就是我爸說你如果讀高中我才要
給你買摩托車，所以我就去考，考了一個私立高中，然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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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裡面去哇那個更海闊天空的耶，因為你騎著摩托車去女
孩子到處載，那可以接觸到不一樣，而且那個時候高中的時
候開始有在混幫派，那時候我們台北的舞廳都是我們幫派公
司裡面，組織裡面在圍事，都會去裡面，那怎麼會好，會越
走越偏【C0519098】 
 

二、親子關係缺乏直接控制 

研究參與者不約而同地皆表明了在自己青少年時期與照顧者

關係雖親近，但照顧者卻無法約束其偏差行為，依據 Nye (1958)的

歸類，顯示出研究參與者之間雖可能有間接控制的存在，但卻缺乏

照顧者對孩子的直接控制，Wells 和 Rankin(1988)指出直接控制與

間接控制對青少年犯罪的影響一樣大；Barber et al. (2005)則指出青

少年感受到父母的行為監管與其較少的反社會行為有關；以及

Baumrind et al. (2010)指出照顧者對兒少時期的孩子行為缺乏監督

和控制，無法提供孩子必要的權威、秩序和制度，對兒少有長期的

負面影響。 

家人是到我國中的時候，老師來我們家訪問才知道我會抽菸、
喝酒、打架，可是他們也沒什麼特別的反應，因為他們也知道
我很頑皮【B0421042】 
我爸對我很疼愛，我出去混他都說沒有關係，有事我讓你扛，
他是這樣子在溺愛我的...【C0518041】  

 

貳、次級偏差 

一、徒刑的收效不足 

監獄刑係對行為人從外部施加的懲罰，屬於 Nye (1958)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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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然研究參與者卻描述了徒刑的懲罰並不足以威嚇自己，而產

生了如同 Braithwaite和 Makkai (1994)的研究，當感知到的懲罰為

零時，威嚇對守法的影響將為零。 

關對我來講沒有什麼，裡面都是好朋友，時間到了就放我出來，
關我不會怕…我覺得關齁不能夠改變一個人…【B0224061】 
這個對我們受刑人是沒有幫助的，現在的獄政就是把你關到老，
關到死，它不是要把你關到怕，你不會怕【C0518012】 
 

獲得治療被認為是徒刑期間的一項積極作為(Van Ginneken, 

2016)，且根據我國監獄行刑法及實務見解亦指出監獄不只是為了

懲罰或嚇阻，還包括更生與矯正的期待，但實務上監禁的裁量多是

為了讓犯罪人遠離社區，尤其是對暴力犯罪的行為人而言(陳祖輝，

2012；Marshall, 1997)，然吳芝儀(2000)指出不適當的認知思考歷程

是導致暴力犯罪行為的原因之一，倘不能針對暴力犯罪人的犯罪思

考型態加以矯正，則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相當高，因此雖然徒刑可

以在身體限制上阻止犯罪人繼續犯罪，但僅僅是外在的強制性行為

約束並不足以使受刑人發生根本性的改變(Elisha et al., 2013)，當監

獄難以履行有效的改變或治療的職責，犯罪人的再犯便成為結構因

素之一(Baffour, 2020)。 

(監獄)對矯正我們這種收容人、受刑人是沒有什麼幫助的。吸
毒者進來他們被當成病人對待，他們有很多的教化機會，上很
多的課可以去改變他們；性侵犯的他們進來也是一些心理老師
進來治療他們，去上課去學習很多，可以改變他們的心裡面，
但我們這種暴力犯什麼都沒有，沒有人會想要去改變我心裡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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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根源，我看到太多因為吸毒而成為暴力犯去搶劫去幹嘛，
可是進來以後他們只關心他吸毒這一部分，他不會去關心他心
裡面這一塊黑暗面就是不可以用暴力【C0518011】 
 

當監禁本身無法發揮有效的直接環境控制又無法發揮教化功

能，照顧者亦無法藉此懲罰策略發揮照顧者直接控制之功能，如同

Wooldredge et al. (2006)指出對行為的直接控制越弱，將為不當行為

創造更多機會，而成為研究參與者日後再犯的潛在風險因素。 

那時候才 20 幾歲，(父母)當然是說你回來就不要再玩這個東
西了，乖乖的…我當下可能年輕，聽起來就是覺得嘮叨，不會
就是像之後 30幾歲 40幾歲覺得他講的話真的就是很傷心啦，
之前年輕講的話就會覺得說講那麼多幹嘛，都已經發生了
【A0319050、A0319057】 
…我錢也不擔心，以前我爸每個月都會給我寄一萬塊，吃的喝
的用的什麼都有，然後我爸關係又好，又會找裡面的長官來關
說來交代讓我好過…在裡面有錢可以揮霍，在裡面有錢那個年
代有錢是老大，也不要說老大，我就可以過得比別人輕鬆舒
服…【C0519075、C05190117】 

 

二、監獄為學習理論的展現 

在監期間個人受限於與其他受刑人的互動而減少了選擇性歸

屬的機會(Boduszek et al., 2021)，當物理環境促使受刑人與犯罪同

儕互動，受刑人之間得以分享彼此的犯罪經驗和個人策略，個人的

反社會態度會增加 (Boduszek et al., 2012)，再犯風險也會增加

(Wooldredge et al., 2006)，研究參與者在監獄裡與獄友的相識以及

在犯罪手法上的交流，是學習理論的具體展現，監獄環境成為再犯

風險的結構因素(Baffour, 2020)。 



 

194 

那時候進去了，去的時候因為什麼都不懂，進去了以後什麼壞
的事情都學會了【B0224001】 
那時候關我覺得不痛苦，能認識一些黑社會老大，一些大哥跟
一些人…【C0519075】 
我認為說我到裡面進去又出來，我會更大、更強壯，我補充我
的能量，那個以現在的話來講的話就是補充能量，出來的話我
會認識更多的黑社會大哥，我會混得更好【C0519139】 
 

三、出獄後不利的社會網絡 

獲釋後的更生人回到日常生活中會有許多挑戰影響再犯風險，

除了住宿和收入的物質保障需要，社會關係也是成功融入社會的必

要條件(Albrecht, 2011)，然犯罪人通常有相當不利的社會關係，而

當更生人仍擁有越多偏差同伴，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越高(李明謹，

2020)。 

出來(出獄)我所接觸的就是說都是一些黑社會的朋友，所以我
剛出來的時候就在我們那一帶齁弄賭場【B0224003】 
我吸毒被抓到進去裡面關 3年，我出來的時候又回到我的地方
去，遇到我過去的朋友，還是一樣吸毒阿【B0224061】 
…從監獄出來我也是不想吸毒阿，但當我踏出監獄那一步，改
變又不一樣了，馬上打電話給我朋友，我說我朋友在弄賭場，
就去找他，向他拿錢嘛說今天拿一千塊呀還是一萬塊阿多少先
給我做費用(台語)嘛，找他以後他就丟一包(毒品)給我，那我心
裡很可怕喔，看到毒品整個就改變了，就開始打…【B0421007】 
我上一趟(假釋)回去以後，我第一件事…我去買了三把槍放在
我身上，只要哪裡有事情要喬事情的，有人需要支援的，黑道
上需要支援的，需要去講事情的，我就槍帶著我就過去
【C0519194】 
…算一算我身上所有扣掉有的沒的，我身上剩六十萬，我說我
總要吃飯吧，就開始去做到以前的，以前我幫人家做過事，六
十萬就開始去放款，慢慢的這樣做【C0518038】 
 

因此應該協助受刑人建立一個替代網絡，以避免持續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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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和犯罪行為，才能讓受刑人獲釋後再次融入社會，降低再犯風

險(盧映潔，2021；Albrecht, 2011)。 

 

參、重大暴力犯罪的發生 

一、女性親密關係中的致命暴力 

依據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OJP)提供之國際間在 2010至

2020包括殺人、加重傷害、過失致死、強制性交、強盜之暴力犯罪

行為人之性別數據(見表 4-1)，可以發現女性犯下的暴力犯罪與男

性犯下的暴力犯罪比例上並不接近。 

表 4-1國際間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之性別數據 

年份 

性別人數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男性 365,880 357,880 352,830 326,210 336,850 342,140 
女性 93,080 91,980 91,730 86,440 90,290 92,600 
年份 

性別人數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合計 

男性 348,610 350,990 351,780 333,030 336,180 3,802,380 
女性 94,770 96,640 98,440 94,260 93,280 1,023,51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我國亦有相同趨勢，依據我國法務部統計資訊網提供之 102

年至 111年於地檢署執行之裁判確定 7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

及死刑之殺人、重傷、強盜海盜及擄人勒贖屬重大暴力犯罪案件(見

表 4-2)，可以看到男性和女性均呈現懸殊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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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我國案件裁判確定 7年以上重大暴力犯罪案件之性別人數 

人數性別 

重大暴力犯罪類型 
男性 女性 

殺人罪 1,248 67 
重傷罪 682 49 
強盜海盜罪 2,061 47 
擄人勒贖罪 51 1 
合計 4042 16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致命暴力的行為除了在性別比例上女性的比率明顯少於男性，

而且在性質上亦存在特殊差異，男性和女性的暴力犯罪生涯往往有

不同的軌跡(Kruttschnitt et al. 2002)，由於實施暴力犯罪的男性和女

性犯罪人之間的差異，學者呼籲對實施暴力犯罪的女性採取一種更

加注重性別的方法加以理解(Hurley, 2019)。 

本研究參與者所犯下之重大暴力犯罪係殺人罪，被害人為其

丈夫【A1225004、A1225053】，在其婚姻狀態裡，丈夫會對研究

參與者實行家庭暴力行為。研究指出，女性犯下的重大暴力犯罪

被害者往往是親密伴侶，且女性實際上也是家庭暴力犯罪的被害

者，而這些女性可能多出自於報復或是對家庭男性暴力的一種抵

抗形式(Kruttschnitt et al. 2002；Milne & Turton, 2021)；Jeffries 和 

Chuenurah (2018, 2019)也發現了女性受刑人、家庭暴力以及與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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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親密關係失調之間的關係。關於親密暴力，研究參與者默默雖

曾向娘家求助，卻受到原生家庭父母桎梏於傳統觀念的拒絕

【A1225082】，Salisbury 和 Van Voorhis (2009)的研究指出，經歷

過痛苦、無助和不滿意的親密關係的女性，他們幾乎沒有個人發

言權或權力，這會降低個人自我效能感、抑鬱和焦慮情緒以及成

癮行為【A0319018】，又藥物濫用的問題可能觸發女性嚴重和暴

力的違法行為(Johansson & Kempf-Leonard, 2009)【A0319182】，

因此如同 Milne 和 Turton (2021)所言，重大暴力犯罪對女性而

言是一種不尋常的犯罪形式，而當它發生時，往往是在一個性別

化背景下的一連串歷程。 

我這次案件就是我是加害人，被害人是我的先生他們…我是家
暴殺人【A1225004、A1225053】 
因為(我)先生他吸毒之後會打我，打我之後我們就是住一個地
方，一個宿舍，那我常常被他打，我就想要回娘家，那我媽媽
就跟我講一句，你既然嫁給人家了怎麼打，你不就是要在那邊
嗎？我媽媽就說你就是夫唱婦隨…就是打到真的滿嘴都不成
人樣，那我也不敢回去，因為我媽說你就是他怎麼打你就是還
要在那裡，你回來這邊我就不好那個，那再來就是他吸毒之後
都會搞混，我回去(娘家)後把我家裡的人怎麼樣，要不然就放
火燒我家，這是真的是有的，所以很多被害的人，家暴的都是
有言語上的霸凌跟恐嚇過，我也不敢回娘家去阿，(我)姊姊哥
哥他們覺得說看(我)先生每次回來(娘家)就是那種歹看面(台
語)回去，那誰會接受，(我先生表現出)「妳女兒嫁給我還回來
這(台語)，我不能帶回去嗎？」他當然把好的一面呈現給家裡，
他在娘家沒有打我阿那是一定的阿【A122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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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顯現男子氣概的暴力副文化 

環境的控制對犯罪人的不當行為具有重要影響(Wooldredge et 

al., 2006)，犯罪行為是在社會環境中學習的(Andrews et al., 1990)，

許多研究已指出加入幫派會增加個體嚴重、暴力和持續犯罪的風險

(Johansson & Kempf-Leonard, 2009；Melde & Esbensen, 2013；

Esbensen et al., 2010；Sweeten et al., 2013)，Corsaro 和 Engel (2015)

則更進一步地指出發生殺人、持槍攻擊的潛在動力是受到幫派和團

體的強烈影響，Wolfgang 與 Ferracuti 提出的暴力副文化理論

(subculture of violence theory)指出一部分群體支持暴力行為的價值

觀和規範，可以用以解釋幫派環境提供了支持非法活動的環境

(Melde & Esbensen, 2013)，而犯罪組織的成員不必通過直接說服來

影響個人的反社會態度，因為說服直接源自於團體內的聯繫

(Boduszek et al., 2012)，對犯罪組織的認同越強 (Boduszek & 

Debowska, 2017)，就越可能形成犯罪思維並從事犯罪行為以證明從

眾(Boduszek et al., 2014)。群體的互動提供各種技術消除對非法行

為的愧疚，並享受社會支持(Braithwaite, 1989)，那些通過同儕群體

而參與犯罪的人，犯罪往往成為其身分和生活的核心特徵，換句話

說，犯罪被視為理性層面上的社會活動(Byrne & Trew, 2008)。 

我們那個年歲比較大就說錢不收了，就是我們兩個人嘛，一個
人跑去...先去把他抱住，我就拿刀子殺他。另外一條就是說跟



 

199 

人家發生事情，就一直追嘛追殺，那時候我拿一支關公用的大
刀，他被我追了差不多 200公尺，那時候就是很不會想阿，我
就一直砍，把手砍斷，阿我朋友還過來拿刀來殺阿腳給他砍
【B0224037】 
那時候我大哥就說，那時候我還小，大哥弄賭場，弄完了以後
就去收錢，收不到錢人就壓出來打，有時候去家裡把他家裡的
什麼，以前 60 幾年代的時候冰箱阿電視阿什麼都搬走，以前
是這樣【B0224040】 
就一人發一把扁鑽或小開三刀：「來這咖啡廳簡單，咖啡廳不
爽把他砸了」敢衝進去砸了那個才會慢慢的爬得快，要看你有
沒有膽量…【C0519100】 
 

而在這其中有一個隱晦的意涵在於，本研究中的兩位男性研究

參與者正巧皆投身於有許多暴力行動的團體中，暴力是男子氣概的

這一觀念是社會培養男性的方式，這種觀念已經變得如此普遍，以

至於會讓人認為暴力是男性的天性(Al Heystek, 2015)，而非社會催

化的結果。 

 

三、去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 

Sykes 和 Matza (1957)認為個人會使用各種認知機制為其參與

反社會行為尋找合理的解釋。通過認知重組，個人能夠克服阻止他

們進行類似行為的負面情緒(如羞愧、罪惡感)(Cardwell et al., 2020)，

其中一種形式是運用去合法化的心理機制，對他人進行負面評價，

從心理上授權並合理化了對他人的傷害。去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

係指將一個人或群體歸入負面的社會類別，因為這些群體或個人被

視為違反了社會可接受的基本規範或價值觀，因此理應受到不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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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Bar-Tal & Hammack, 2012)，研究參與者透過對被害人不符社會

規範行為的指控，聲稱被害人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應得的(Copes & 

Maruna, 2010)。 

借了(錢)不還，我也帶到山上去啊全身體扒光了，然後綁在樹
上全身抹蜂蜜，找螞蟻窩的地方放在那邊讓螞蟻爬上去我看你
錢還不還我【C0518103】 
我是以朋友哥哥的立場，你來跟我借錢，你生意周轉我錢借給
你啊，借給你結果你又公司倒了沒關係，你也想辦法有個清償
計畫，不講然後就跑了，我後來聽他弟說他是惡意倒的，他到
處借錢借一借就倒了，抓到人我當然會把你帶去山上，我把你
的車押著你去，把你的車賣掉，把你的手錶拿去賣掉，要還我
錢啊【C05190140】 
 

而去合法化的心理機制通常不是獨立發生，往往是更廣泛的

意識型態的一部份，可能受到個體的外在環境所影響(Bar-Tal & 

Hammack, 2012)，根據社會認同理論的視角，當人們將自己視為

特定群體的成員，在認知上對如何看待自己的行為具有強大影響

(Hennigan & Spanovic, 2011)，因此當個體把自己定位在一個提供

許多非法機會的「黑社會」中，就會從事更多的非法行為(Uggen 

& Kruttschnitt, 1998)，而此時的犯罪行為便只是「價值觀的不同」

(Beck, 1960)。 

欠錢還欠賭債不還，以前黑社會處理事情就是這樣…遇到事情
就是打打殺殺啦【B0224038、B0224040】 
我的觀念就是我欠你多少就還你多少啦，我已經被法律制裁了
阿，當初也不是我們不對是你不對，你來賭博你贏你拿走阿輸
你不還，這樣就不對了阿，社會上講不過去【B022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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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謀取金錢利益 

對於犯罪的積極可能也源於認為犯罪是賺錢或解決財務困難

的好方法(Byrne & Trew, 2008)。Felson (2009)指出對於掠奪性犯罪

的行為人而言，傷害是附帶的後果，而不是目的，行為人心中有其

他目標，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他們不惜傷害他人。Rosenfeld (2009)

亦指出殺人案與圖利性的犯罪(如搶劫)密切相關；Russell et al. 

(2020)則進一步指出出於經濟動機而犯下被須受徒刑之罪是男性

與女性的共同因子，然因貪婪(acquisitive)而犯罪，則特別存在於男

性之中。  

當初因為我們有一個內線提供我線索說這個 OO(被害者)有錢，
然後他的出路動線，然後我去把他帶走的時候，帶到他家，他
家在 OO路那算高級住宅區，在他們家裡面我就先搜刮了，搜
刮了以後要把他帶走帶去別的地方拘禁…我真的需要錢…因
為我帶走他的時候是禮拜五晚上銀行沒有開，要到禮拜一早
上…【C0518013】 
我就槍拿了我就去那些電動玩具店跟他拿個三十萬出來、五十
萬出來，我有急用，那時候在 OO 區很多電動玩具店我都去
拿…不給那時候槍柄就拿往頭上就敲，(我說)：「你信不信我現
在把你開槍你這一間店不要開，你這非法經營的」，那時候就
這樣子，然後因為我身邊有帶兩三個小弟跟我一起去，他們都
有分到錢…我給她(前女友)2、300 百(萬)，然後我自己又買了
一台 BMW 又花了 200 多(萬)，然後剩下的就開始揮霍生活
【C0519077、C05190125、C05190124】 
 

研究指出，同理心、羞恥感和內疚感較弱的人更有可能實施暴

力行為(Trivedi-Bateman, 2015)。絕大多數的暴力犯罪人會表示不認

為實施暴力是錯誤的，而認為暴力是一種可接受的行為選項，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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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受到道德規範的約束，再加上運用同理的能力明顯較弱，而不

會注意到被害者的困境(Trivedi-Bateman, 2021)。在個人缺乏情感意

識的情形下，再加上相信暴力是可以解決問題或得到想要的東西，

會促成了暴力的行動，甚至變得致命(Al Heystek, 2015)。 

我那時候的目的就是想要錢，我的錢要回來，我管你痛不痛，
你想辦法砸鍋賣錢，你也要把錢…【C0526007】 

 

肆、社會遠離：賦歸社會的阻礙 

一、汙名化羞恥：指責遊戲 

(一) 性別：犯罪的男性氣質 

實施重大暴力犯罪的女性往往會因犯下的是屬於典型男性

的犯罪而受到， 

對於社會而言，犯下重大暴力犯罪的女性往往會受到主流社

會的污名和排斥(Boduszek et al, 2021)，因為她們挑戰了社會傳統

對女性的描述，因此社會會通過否認或妖魔化這些犯罪女性來取

消她們做為典型女性的代理權。本研究中，對於犯下殺人罪後女

性研究參與者默默，其「性別角色」便在其中特別被放大，從他

人言語中建構出「壞女人」的敘事身分，便是在消除這些殺人的

女性在主流性別中所定義的女性氣質(Weare, 2013, 2017；Milne 

& Turton, 2021)。 

公公婆婆那時候會給他(研究參與者的女兒)灌輸一些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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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是我(出獄)回來才問女兒的，我說：「你知道媽媽是怎麼
進去的？」他說：「知道阿，阿公阿嬤就說你是怎樣怎樣啊
把爸爸給殺了阿怎樣啊這樣子，然後叫我們都不能跟你接觸，
也不能去跟你面會，也不能跟你有來往，他說你是個壞女人」
【A1225024】 
(媽媽來接見)會說：「你就是不學好，然後男生都不會像你這
樣，女生就這樣子」【A0319056】 

 

然，女性的犯罪行為通常發生在資源有限和選擇有限的背景

下，而不是為了行為本身的酬賞(Byrne & Trew, 2008)，但當女性

的暴力犯罪被性別結構個別化為個人問題，會限制了大眾對這些

女性犯罪人動機的理解，掩蓋了社會結構，而這種社會結構往往

是導致嚴重暴力犯罪產生的原因(Milne & Turton, 2021)。 

 

(二) 監禁的副作用：區別「他們」和「我們」 

Braithwaite (2020)認為監獄和大眾傳播媒體會造成那些經歷

羞恥事件的人更深的排斥風險、更系統性地切斷其賦歸社會和成

長的機會，Schaible 和 Hughes (2011)亦指出對於違反秩序者通

過社會隔離以剝奪其權力的方式，是一種透過正式控制的污名化

羞恥，通常會致使人們在心理上將自己與那些犯罪行為人隔開，

並且對犯罪行為人形成一種怪物想像的刻板印象，尤其是那些長

刑期的嚴重暴力犯罪行為人更被視為具有高度危險性(Daynes, 

2019/2020)。 

他說：「我看到電視呢，想講你又閣犯啥物案件啦(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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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為又是壞的，因為做壞事的人都會上電視…【B0421031】 
其實這個社會上很多人看我們這種受刑人，他認為我們裡面
都是一堆老鼠蟑螂，根本不值得關心的一群人，這我都了解
阿…【C0518017】 
外面的人不了解我們真的是罵老鼠蟑螂垃圾一堆，沒事食了
米(台語)的人【C0518019】 

 

二、羞恥羅盤：恥辱的陰影 

(一) 退縮：躲避羞恥的目光 

羞恥感會影響自我評價(Leach & Cidam, 2015)，當自我評價

是一種對整體自我的消極批判時，會引發隱藏或逃跑的行為傾向

(Leith & Baumeister, 1998；Tangney et al., 2014)，個人會試圖逃避

譴責或減少與那些可能會譴責自己的人接觸(Gausel & Leach, 

2011；Gausel et al., 2012)，因此，研究參與者會描述自己想要或

如何「逃跑」、「離開」、「隱藏」或「消失」，以擺脫那些讓他們感

到羞恥的他人的嚴厲目光 (Van Vliet, 2008)【A0319098】。

Stamatakis 和 Vandeviver (2013)亦指出不與被害者見面的原因

是由於羞愧和內疚感【C0518013】【C0518017】。 

…有時候會逃避一些問題，會問你一些問題，我說：「喔好啦，
那我們見面再聊還是說怎樣」【A0319098】 
我那時候跟牧師講說很抱歉我覺得我沒有辦法面對我的被
害者，因為我很羞愧【C0518013】 
那時候在 O監，牧師去跟我講的時候我是羞愧逃避這件事…
然後我想說來這那麼遠，牧師總不會說要跑這邊來問我說願
不願意，我不想再想到這件事，不是不想見到他，但我又怕
牧師失望…【C051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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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ney et al. (2014)則指出出獄後的更生人可能會傾向於遠

離其他人(無論主流社會的他人還是副文化的他人)，一種可能性

是感到羞恥，另一種可能性是需要時間沉澱，而這便促成了一種

正向的結果是抑制了再犯的可能。 

可能是我這輩子都自己獨來獨往習慣了，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十幾年都沒有再相聚，我也不想再介入他們或者是什麼，只
知道說他們平安、健康這樣就...【A0319253】 
照理講是應該我打給他們，可是我最近一年都沒打了。我不
知道在逃避什麼我也不知道耶，我就覺得說因為我大姐會哭
我二姊會哭，那我很害怕那種哭，看到我心會碎掉…就像你
講的，複雜，我不會想像那種場景【A0319092、A0319096】 
因為我現在目前我都還沒有回去 OO(原生地)，我還不想...不
敢去面對啦，因為我看到姊姊他們會哭，那種場景我會受不
了【A0319089】 
那時候剛從 OO(監獄)下來的時候就不想跟我一些人聯絡嘛，
包括姐姐他們，都不跟他們聯絡…因為看到姐姐就想到我母
親，所以就不聯絡…就換一個生活環境就好，為什麼還再回
想過去那種痛苦【B0421023、B0421025、B0421026】 
 

(二) 迴避：試圖讓羞恥感消失 

1.  物質濫用 

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吸毒和酗酒是一種防禦行為，防禦

自己無法忍受的情緒以及長期的羞恥感(Nathanson, 2003)；

Agnew (2013)亦指出，使用非法藥物是緩解負面情緒的一種方

式，能讓自己的感覺較好。 

…(毒品)上癮之後它就會讓你倦怠呀流鼻水阿還是說怎樣，
會想要一直想一個東西，它的癮不是很大，但是就是會讓你
一直想要去找這個東西，而且碰到挫折的時候會更想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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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19005】 
…我沒有那個種從這樓上跳下去的話，我又想到說我要把他
(爸爸)的骨灰罈遷回大陸去，那我是不是要想辦法去賺錢維
持我的生活去做一些事，然後慢慢的我其實從那開始我每天
就酗酒了，那之前的去喝酒是因為揮霍的喝酒，從那開始我
每天不管怎麼樣我一定要喝酒，想到我爸爸我就喝，有空我
就喝【C05190153】 

 

但酒精和毒品的長期使用會干擾人們處理情緒的能力

(Nathanson, 2003)，如同研究參與者阿衝在面對至親逝世時，不

知該如何哀悼【B0224030】，或是研究參與者默默面對生活中如

常的挫折，不知該如何處理衝擊時【A0319009、A0319011】，皆

習慣依靠毒品企圖改變情緒體驗。 

(母親過世後)感覺好像...怎麼講...什麼都提不起興趣，那時
候就是每天就是以毒品來麻醉自己，是很痛苦啊，就是很難
表達我心中那種痛。有時候這樣想想就會一直流眼淚阿，不
知道是不是再哭我不曉得，就一直流眼淚，那時候真的好苦
【B0224030】 
…有段期間我們生意做失敗...我當然就不想去面對這個事實
阿…我就會去找朋友拿東西，那天剛好是很難受，會想要打
一針，就下了班就趕快過去拿(毒品)【A0319009、A0319011】 

 

2.  性活動 

性行為可以理解為用身體來解決情緒過度的問題，在心理

治療或心理諮商中會運用相同的原理，協助來談者嘗試通過身

體釋放情感，這會使得更多的情感(如緊張、焦慮、羞愧)被容納

(Benjamin, 2004；Benjamin & Atlas, 2015)；Nathanson (2003)則

指出過度的性活動是一種對羞恥感的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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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進來(監獄)以後，我才知道看書上說曾經有個案例，在
美國有個死刑犯就說看 A片，A片小孩，他也是求學階段看
A片然後影響他的觀念，造成他性成癮，我那時候還不懂，
我現在就知道原來我是性成癮，所以我必須要藉著酒氣強壯
自己，然後再去賭博【C0518120】 

 

3.  他者歸因 

犯罪行為人會將自己不可接受的行為歸咎於自己以外的人

或事(Marshall & Marshall, 2011)，手段包括指責社會不公、降低

違規行為的嚴重性或責怪被害者來合理化自己的違法行為(吳

芝儀，2000)。 

其中，對抗性的刑事審判過程會潛在地鼓勵了犯罪人否認

對自身行為的責任，而抗辯過程中可能感受到的「不被信任」

也會助長反抗的情緒(Braithwaite & Makkai, 1994)；再加上刑事

審判過程中會引起的尷尬的體驗(Harris, 2006)，而人們通常認為

自己對尷尬事件的自我責任較小，因此更不容易喚起改變自我

的動機(Lickel et al., 2014)。 

害怕就是你知道在法律上面他就是當面的指著我，這個人就
是怎樣怎樣，喔那個有時候會很尷尬，就覺得在法庭上撕破
臉這樣，就是這種情景【A122566】 
 

又，行為人也可以通過控訴自己在刑事司法系統中感受到

的不公平對待或過於嚴厲的懲處，而能想著自己所受到的傷害，

從而免於體驗到羞愧(Harris, 2003；Harris & Maruna, 2007)，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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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是可以減少負向的自我批判(Van Vliet, 2009)。 

那個警察就把我帶到一個小房間問我說你殺的怎樣怎樣，我
說我就沒有殺，我就一直哭，我說沒有沒有沒有，然後那天
我也真的哭到累了，回到警察局的時候可能是累了，我就發
呆，他也不讓我睡，就把我戴一個安全帽，不讓我睡喔，就
是到 12 點幾點還是一直問我，好像到凌晨幾點才把我放到
裡面去睡，我就一直睡，睡到醒來的時候就換車到法院，所
以來來回回我都是很迷迷濛濛、很恍恍惚惚這樣子，完全都
不知道什麼狀況，所以我現在記憶裡面就是一個屍袋、我嚎
哭，然後在分局裡面就是這樣子搥胸、搥壁這樣子，戴一個
安全帽，就是一直叫我承認，我不知道要承認什麼，那就是
拿我去蓋章就這樣子，像我就有跟法官講，審判長他們只會
不足採信阿，因為他說我筆錄就是我自己蓋章的，我說對都
是我蓋章，但是他們是拿我的手去蓋章的，阿因為我那時候
講話真的是很遲鈍，因為可能是長期吃藥的關係，我現在還
是會有，就是會頓一下頓一下，就是會一直說我沒有我沒有，
只會講這樣子而已，其他有利我的證據我都沒辦法講…那個
司法讓我覺得說很沒有一種公平跟正義【A122509、
A1225092】 
第二次(犯案)我不算是真正的強盜，我是去收帳然後演變到
把人帶走擄人然後牽涉到強盜的部分，就他就用強盜跟槍砲
來判我，因為收帳的部分是小罪，強盜是大罪，所以他就把
我併再一起。以前的司法不像現在啦，以前的司法比較草率，
不像現在法官在判案就證據什麼要很充分才會判
【C0518010】 

 

此外，犯罪人還可能通過解釋自己的行為是外部力量的結

果，例如自己的行為是被驅使或被強迫的，通過將自己視為環

境的被害者或環境的產物，從而能繼續保持被主流社會所認同

的身分(Berkowitz, 1978；Copes & Maruna, 2010)。 

那時候還小嘛【B0224039】 
老大在講你能不去砍嗎？【C0519100】 
 



 

209 

三、自我攻擊：貶低自己 

因為羞恥會損害自我概念，因此會促使個人以帶有對自我的憤

怒和攻擊性進行自我審判，並且將對自己身體的攻擊作為一種合理

的懲罰和解脫(Goldblatt et al., 2014；Van Vliet, 2009)。尤其對於男

性而言，要跟任何人分享自己內心深處的傷痛或壓力是難以想像的，

哪怕只是獨自一人時表現出的真實情緒，因此男性更常以做些什麼

事來處理壓力，如過量的工作、性、喝酒、吸毒、自殺，畢竟，自

殺算是最果斷的行動(Daynes, 2019/2020)。研究參與者描述了無助、

沮喪和試圖自殺的循環，因為看不到出路，感到無法改變自己處境

的無助感與對自己的生活和身分缺乏控制的感覺交織在一起，體驗

到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Ferrito et al., 2012)。 

我父親走了以後我才真正那時候清醒說我到底幹了些什麼事
把我父親弄到這樣子【C0518038】 
每天就是說施打毒品阿今天打多一點，把他打過量就死掉了，
就有這種想法，反正就一直打毒品打毒品，也不去跟人家接觸
【B0224030】 
(父親驟逝後)每天就渾渾噩噩，那時候房子也被查封了，因為
我房子拿去貸款了被查封了…然後又被朋友背叛，就是那個我
朋友騙了我不少錢…我父親的喪事辦完以後，我那時候到我們
OO的房子就這樣喝酒要跳下去，結果我又跳不下去，我就坐
在那邊坐一晚上【C05190155、C05190153】 

 

四、攻擊他人 

Elison et al. (2006)指出攻擊他人是將羞恥感外化，將自己的失

敗歸咎與他人，雖然可以減少一個人所感知到的社會羞辱，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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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憤怒，甚至攻擊性(Rebellon et al., 2010；Stuewig et al., 2010；

Tangney et al., 2014)。當人們用對他人的憤怒來掩蓋自己的羞恥時，

會使個人對他人產生「怨恨」(Scheff, 2003)，當行為人帶著怨恨入

獄，我國的矯正體系又無法發揮應有的教育和社會支持，出獄後的

再度犯罪將可被預期(陳祖輝，2020)。如同 Agnew (2007)指出的憤

怒特別容易導致暴力，因為憤怒意味著是由他人的錯誤而引起的，

從而促使人們迎戰或防衛，會削弱人際關係中的連結甚至製造衝突

(De Hooge, 2014；Kwon, 2016)，亦阻礙個人承擔責任、從錯誤中學

習，以及促成建設性的改變(Tangney et al., 2014)。 

那時候(表弟)報警察抓我，那時候我真的很...恨，就找機會報
仇阿，就放在心裡找機會…【B0421004】 
我跟我一個小弟兩個人帶著他這樣去山上啊，然後再讓他把他
值錢的東西賣掉還我錢，他就去報警說我強盜阿…(我)非常不
爽…(出獄後 )一定要弄死他【C05190141、C05190142、
C05190143】 
 

攻擊行為也可以解釋為是個人糾正感知到的錯誤或重新獲得

權力或控制感，以維護自己的地位甚至是為了提升自我形象，尤其

對於男性而言，更容易以憤怒、攻擊性、言語或身體暴力的形式展

現(Al Heystek, 2015；Berkowitz, 1978) 

我那時候在 OO監獄…我違規好幾次，打架好幾次，我心情情
緒調整沒有很好就會打，我覺得別人講一句話會傷到我，其實
人家根本不是在講我，我會很敏感，我會認為你們看不起我
【C051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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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轉捩點：修復式正義 

一、契機 

(一) 孤獨 

三位研究參與者在感到孤獨而促成關係修復的行動時，其實

都不是第一次在入獄，所以對他們來說，監禁本身並不足以讓他

們沮喪，因為與家庭成員仍維持聯繫【A0319049】【B0224098、

B0224099】【C0519075】，儘管有些家庭成員會與研究參與者降低

接觸頻率【A0319054、A0319059】【B0224097】，但卻不足以對

他們產生太多影響，再加上研究參與者在監獄中建立的友伴關係

【A0319243】【C0519075、C0519076】，及出獄後能即刻與偏差

同儕恢復聯繫，使得孤獨的感受不能說完全沒有，但並不強烈。 

我那時候已經進去裡面關了阿，現行犯嘛，然後我就是看他
們接見這樣子【A0319049】 
(第一次入獄)(父母)還對我很好…還會去看我阿【B0224098、
B0224099】 
…我是爸寶，我在關我父親那時候每個禮拜來看我，很快樂
【C0519075】 
 
都是媽媽比較多啦，因為爸爸小兒麻痺比較不方便，而且他
會生氣…我哥哥也是沒有來過，就是姊姊(會來)【A0319054、
A0319059】 
我那時候殺人關 16 年多，我二哥每個禮拜都會去看我，對
我很好阿，但是當我出來以後，沾染了的毒品以後，一而再
再而三的規勸我，我都不聽，就這樣慢慢疏離的感情
【B0224097】 
 
第一次(入獄)喔，是蠻快樂的。就是上班出來工廠然後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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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會打屁阿、聊天啊，我不聊但是我就聽他們(獄友)聊
天阿…【A0319243】 
(獄友)像同溫層的人在一起我很快樂…就是同溫層，他們才
懂我…【C0519075、C0519076】 
 

然三位參與者皆不約而同地在經歷至親逝世後，才感受到原

來監獄裡的空氣瀰漫著一股極真實的絕望感，Cacioppo & Patrick 

(2008)指出從思鄉、喪親、單戀到社會排斥都會影響一個人的孤

獨感，而對孤獨的不舒服感會增加人們意識到自己社會關係的缺

陷(Cacioppo & Cacioppo, 2014)。此刻在監獄的他們，身體被關起

來，心也同樣被關了起來。 

…一個人在監所十幾年，你看我這段日子只有我一個人在裡面
這樣孤軍奮鬥，沒有人寄錢給我，沒有人來看我，被世界遺落，
孤單、無助、無奈…【A1225099】 
…我的哥哥他們不諒解我...到父母親過世那時候齁，整整 21年
我都一個人過，家人不接納我阿…【B0224021】 
其實我這趟進來開始進來關的時候我是撐不下去的，因為我沒
有家了…然後我自己刑期又這麼久，我要怎麼關，我不知道，
前途茫然，我兩眼看過去都是黑，我看不到任何東西…
【C0518084】 
 

而就像身體疼痛是一種會引起個人注意自己身體出現威脅

或危害的訊號一樣，不好受的孤獨感也是一種信號，會促使人們

主動與他人建立聯繫(Cacioppo et al., 2017；Cacioppo & Cacioppo, 

2014)。 

我不是說希望他們來看我啦，但是在監所有人看，有人寄錢
是最高興的，那時候我可能是想說讓他們知道說我還在這個
世界上，我還是很想你們的【A122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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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吃團圓飯就是說不小心被警察抓到了，抓到監獄裡面去，
大家都是難兄難弟，你出 300我出 500，大家合在一起，叫
團圓飯，團圓飯我跟人家吃一次就是在監獄裡面，不然我都
是在外面一個人吃【B0224021】 

 

(二) 改變現況的渴望 

Rossner (2013)指出一個人在經歷救贖之前需要「跌至谷底」，

因為低潮是會讓人想盡快擺脫的狀態，正是因為最壞的情況已經

發生，因此過著其他生活就沒有什麼風險，所以此刻會去注意讓

生命可能所不同的邀請或機會(Vanhooren et al., 2018)。 

那時候我心死、灰心啦，我很灰心的時候就進到監獄裡面去
關…遇到一個姊妹，我跟他很談得來，他跟我講很多話啦，就
他講一句話我把他放在心裡，他跟我說：「你為什麼不給你自
己一次機會」，這句話我把他放在我心裡，我就一直想，別人
都願意給我機會，我一生就是這樣，為什麼不給我一次機會
【B0224008】 

 

而個人對犯罪生活的不滿不會在一兩次的失敗後就發生，而

是逐漸發生，是將很多失敗皆歸因為其犯罪人的身分而導致人們

開始尋求改變，因此在一個人放棄違法者的身分之前，他必須對

此身分感到不滿意，從而削弱其對違法身分的承諾(Bushway & 

Paternoster, 2013)。 

時機改變最主要說當時我真的是人生的低谷，什麼都沒有了，
低谷了，在監獄裡面什麼都沒有，被人家出賣，什麼都沒有了，
那種低谷那種感受阿，父母親都離開了兄弟姊妹都不理我了，
什麼都沒有了那種低谷，他們就講這句話我就緊緊的抓住，不
抓不行阿，不然什麼都沒有阿，我不想再過去那種生活，我試
看看阿(笑)…【B02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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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意識到我們是我們不想成為的那種人時，羞恥的經歷

可以成為導致改變的轉折點(Lindsay-Hartz, 1984)。尤其，女性乘

載著遵守傳統社會價值觀的壓力，這通過他們對自己是「犯罪人」

的負面感受，以及其他人對他們參與犯罪的負面反應，對那些女

性犯罪人生活的潛在影響是顯而易見，當他們擔心自己的伴侶或

孩子對自己參與犯罪的感受時，羞恥和恐懼尤為強烈(Byrne & 

Trew, 2008)。 

可能是讓他們知道說我今天犯錯，我不是自己要那個(犯罪)，
但至少還知道有我這個家人，希望你們還會支持我、原諒我、
記得我、不要拋棄我【A1225152】 
就是想要說他們能夠諒解我說我今天即使我犯了錯，但是他們
假如說沒辦法諒解我的錯，但是你至少願意讓我說已經對這個
事情付出了代價，那可以接受我，至少我們以後見面還是說跟
我女兒還是說跟我兒子這樣比較 OK，看起來就是比較順一點，
不用這樣躲躲避避、躲躲藏藏這樣子【A1225118】 
 

(三) 外界支持 

然研究參與者的改變動機並不完全僅僅來自於自身洞察，而

是還包含著環境中的各種因素，如配偶、家庭成員或宗教信仰作

為支持來源，個人可能同時擁有各種支持來源，但這些支持來源

的共同點都是包含著對犯罪行為人的接納，以及要求他們改變其

生活方式，因此這並非無條件的接納，而是被描述為有界限的愛，

並且與再整合羞恥的機制類似，要求犯罪行為人承擔責任並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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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改變(Elisha et al., 2013)。 

我就向神禱告阿，向神禱告三個願望，我說神如果你實現我
這三個願望，我就真的改變，改變我自己，經歷很多的神蹟，
向神祈求，神聽了我的禱告以後，他真的實現在我說想要他
能改變我，所以我的信心就慢慢慢慢地改變，慢慢經歷到神
我才真的改變是這樣子【B0421009】 
牧師他從我進來以後他沒有放棄就一直來看，那時候我父親
已經走了，已經不在了，然後他到 O監去看我，就鼓勵我不
要放棄自己，他告訴我說上帝留你一條命就是在將來希望你
能有所大用，這個信念然後慢慢的我就受感動了【C0518084】 

 

二、修復式正義的實踐形式 

(一) 行為人與被害者遺屬間接對話與金錢賠償 

被害者和行為人面對面的對話僅是其中一種修復式正義實

踐的模式，當被害者不希望或無法直接參與這樣的過程時，仍有

其它修復方案。對於研究參與者默默的重大暴力犯罪事件，法律

意義上的被害者為其丈夫，然其已死亡，修復式正義觀點下的被

害者尚有被害者的父母及兒女，他們屬於間接被害者(Indirect 

Victims) (McCold, 2000)，對研究參與者默默而言，他們是她的公

婆與孩子。 

默默與被害者的修復過程，凸顯了修復式正義所強調的自願

性，默默以書信向自己的手足、公婆與兒子和女兒各自關係修復

的邀請，而被害方當可以拒絕修復的提議，並按照他們自己的步

調、自己的判斷和自己的需要，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候投入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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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同樣是賦予了被害者過程的控制權(Harris et al., 2004；Latimer 

et al., 2005；Van Camp & Wemmers, 2013)。 

那我先就是從女兒先開始跟他溝通互動，了解他們家的一些
情況，然後再來就是金錢上的一些資源，然後需要怎樣的資
源再溝通，慢慢的去修復【A1225004】 
我都會先跟女兒溝通，我先跟他講說我最近有上班有錢，我
可能把債務還清之後，我再匯錢過去，我匯到你的帳戶，但
是你要帳戶的錢領出來當作家用…寄差不多半年還是一年
阿公有點知道，他說怎麼會有這筆錢，我女兒都會講說就某
某人寄的阿，剛開始也是沒有排斥沒有什麼，就算是接受了
阿…我就不會害怕，因為第一次(匯錢過去)我會覺得說阿他
們有什麼反應嗎，因為我很怕被拒絕還是說撕掉幹嘛的
【A1225063、A1225064】 

 

(二) 行為人與親屬和社區重建關係 

研究參與者阿衝其犯下的嚴重暴力犯罪與關係修復的展開

之間已時隔三十幾年，且其後阿衝所犯之罪在犯罪學的定義上屬

於無被害人之犯罪。有研究指出，宗教對犯罪人與受犯罪影響的

人重建關係能產生積極的影響(Stamatakis & Vandeviver, 2013)，

而阿衝關係修復的展開便是先透過基督信仰與親戚恢復聯繫，而

後阿衝將自己奉獻於信仰，投入助人工作，進行與社區關係的恢

復，再與更親近的手足修補破裂的關係。 

那時候他們短宣隊來到台灣的時候，我在想我又跟你不熟又
不認識你，你幹嘛從美國坐飛機來到台灣三餐什麼花你自己
的錢，阿你只是跟我講說耶穌愛我，只是鼓勵我關心我，我
又跟你不熟啊，別人就是要鼓勵我給我一次機會，我的想法
是這樣，別人都給我一次機會阿，為什麼不給自己一次機會
【B022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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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衝坦言與被害者早已沒了聯繫，也沒有特別想再見到被害

者，並且自己已執刑完畢，研究指出，不與被害者見面可能是因

為犯罪人認為不需要，或者他們認為這不會改變任何事情，而不

渴望恢復關係或修復損害的行為人對自己造成的傷害認識的可

能性較低，尤其對於刑期超過 10 年的受刑人較不可能意識到被

害者的存在(Stamatakis & Vandeviver, 2013)，並且認為自己已通

過服刑對罪刑負責(Albrecht, 2011)。 

好久了過去就算了，也找不到人了【B0224055】 
我的觀念就是我欠你多少就還你多少啦，我已經被法律制裁
了阿【B0224050】 

 

然，無論所犯罪行的性質如何，受刑人主要傾向承認犯罪行

為對自己的家人的影響(Stamatakis & Vandeviver, 2013)，在修復

式正義的觀點下，行為人的家人屬於犯罪事件利益相關人中的次

要被害者(Secondary Victim)。 

有時候修復關係我覺得不需要什麼言語，只要有這個心，坐
下來見個面，眼神彼此的交流這樣就好了，我跟家人的關係
就這樣修復好的【B0224092】 
就是很平常，沒有講什麼話，但是彼此心裡都知道，也不想
說什麼抱在一起哭啦講一些什麼，那不需要，大家都知道，
不用再講什麼，講那沒有什麼，講了只會哭而已，講那幹什
麼，不用講坐下來聊聊就好【B0224094】 
 

另外，犯罪人參與修復工作的動機可能包括改善與社區的關

係，犯罪行為人多數能夠承認自己對於社區的影響(Stamatak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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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deviver, 2013)，社區屬於次要利益相關者 (Secondary 

stakeholder) (McCold, 2000)。而修復式正義主張，在伸張正義的

過程中，政府並不總是主要的行為者(Walker, 2006)，社區在修復

過程也負有責任，包括提供行為人機會與支持(王伯頎，2019)

【B0224117】，使行為人重新融入社區(Forgays & DeMilio, 2005)，

為社區的整體福祉做出貢獻(黃蘭媖等，2014)【B0224061】，修復

對社區的影響(Braithwaite, 2002)。 

他知道我從 OO(縣市名)要來 XX(縣市名)的時候，他有捐三
角地齁…給我們…，他知道我來這裡的時候齁，很多方便都
給我們方便…【B0224117】 
我不定時就會去監獄裡面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因為我覺
得這一塊真的很需要…【B0224061】 

 

(三) 行為人與被害者直接對話 

研究參與者阿威曾犯下三起重大暴力犯罪，第一起重大暴力

犯罪的被害者有數名，但早已未再聯繫，第二起重大暴力犯罪的

被害者已因意外事故身亡，第三起重大暴力犯罪的被害者便是與

阿威展開關係修復的對象，並且是由被害者主動發起的

【C0518013】。 

起先那時候在 OO監獄的時候，牧師跟我講說 OOO(被害者)
他願意原諒我，他說我們來推動這個 (修復式正義 )
【C0518013】 
 

阿威與被害者及其配偶在監方的安排下面對面的接觸，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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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說犯罪事件的影響，及進行後續的具體行動包括道歉、讓被害

者感到安全和防止犯罪再發生，是修復式正義最常被提及的形式

(Braithwaite, 1999；Walters, 2015)。犯罪人與被害者之間面對面的

接觸溝通也是一種程序正義，因為過程中涉及發言和被傾聽的權

力(Wemmers & Cyr, 2005；Van Camp & Wemmers, 2013)。 

第一次來的時候是在前面有個教室，然後典獄長陪同，然後
我們 OO牧師，然後我們更生團契裡面的一些牧師，都在場
見證，然後 OOO(被害者)我就跟他道歉，然後 OOO(被害者)
就說也是用聖經裡面的話來跟我講說說上帝原諒你，我也原
諒你，希望你往後的人生在耶穌基督裡面要更好，就是叫我
要信主要認真做悔改，我就說謝謝，然後典獄長在旁邊
【C0519092】 
 

對於一些被害者而言，可以藉由與犯罪行為人面對面來表達

自己的憤怒，對於另一些被害者而言，他們認為犯罪行為人並沒

有充分認識到其犯罪行為所帶來的影響，而修復會議有助於提高

那些犯罪行為人對被害者的認識，甚至可以藉由修復程序，鼓勵

犯罪行為人走回正軌或不再犯罪，而與犯罪人的對話對於被害者

對修復式正義的滿意度也起著重要作用(Van Camp & Wemmers, 

2013)。 

他(被害者)太太才跟我說：「你知道嗎我們那半年一年我們
出門都要前後左右裝監視器看了以後才敢出門怎麼樣怎麼
樣，對我們心理造成壓力有多大」，我跟他太太(說)：「抱歉，
造成你們如此大的... 我說換成我是你的話，我是你們的話，
我也會擔心害怕，我知道我自己犯下很大的錯，我不應該為
了錢去做這個錯事，我跟他(說)很抱歉對你們的生活造成這



 

220 

樣，心理造成的傷害」……【C0519093、C0519094】 
 

而研究參與者和被害者的關係修復不以一次見面即戛然而

止，後續雙方仍持續以書信聯繫一段時日，雖然被害者不要求金

錢賠償，然行為人仍希望在出獄後穩定就業之時，能賠償被害者

金錢以持續修補受損的關係。 

我有曾經有段時間我有寫信、寫賀卡…我都是跟他問好、問
候，希望他身體健康，後來慢慢的賀卡就聖誕節就基督徒，
基督徒的問候，希望上帝保守你一切平安順利喜樂
【C0518022、C0518025】 

 

陸、從羞恥中復原 

一、連結 

(一) 修復人際關係 

在發生不法行為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需要修復(Rodogno, 

2019)，因為內疚和羞愧會引發消極的自我而讓人感到不那麼自

信，從而會激發積極的人際行為，以努力維護或修復自己在他人

心目中的社會形象(De Hooge et al., 2007, 2008)，而其行動包括積

極與他人產生連結【A1225103】；解釋自己所犯下的錯誤行為並

能代表自己的全部【A1225109】；或是自己已經有所改變

【A1225110】(Gausel & Leach, 2011；Guse & Hudson, 2014；

Leeming & Boyle, 2013；Leach & Cidam, 2015；Stamatakis & 

Vandeviver, 2013；Vanhooren et al., 2018)；甚至可能餽贈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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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接受者的關係【A1225052】【B0421005、B0224066】(De Hooge, 

2014)。 

只要有時間還是什麼，我就會打電話回去阿寫信給小孩子
【A1225103】 
或許是想讓他們知道說，他們觀念中的我這個最小的妹妹不
是那麼壞，不是那麼爛【A1225109】 
我雖然犯了罪，但是我還是很想你們，我已經受法律的制裁
了【A1225110】 
像過年現在到了，我就(跟女兒)說我這個錢是給你家用的，
是給阿公阿嬤用的，不是給你用的，我會強調這樣子，然後
再來就是這個月多匯幾千塊總共是 1萬多，那你還是要給阿
公阿嬤，我不是給你用的，因為這是我補貼他們兩個老人家
的辛苦，因為他幫我照顧兩個孩子，畢竟年紀大了，我一直
以來對公公婆婆虧欠【A1225052】 
出獄之後過一陣子我就去找他(表弟)，就帶兩包茶葉去看看
他，事情就什麼都不提了阿，就是跟以前一樣啊，為什麼提
這個傷感情，過去就過去就算了，你提這個幹什麼，沒有什
麼作用…我隻字不提那件事情，他喜歡泡茶，(我說)：「兩包
茶葉給你」【B0421005、B0224066】 
 

當研究參與者能與他人重新建立聯繫，會為此感到樂觀和欣

慰，而與此同時個人的羞恥感也會獲得緩解(Mapham & Hefferon, 

2012) 
我女兒都會跟我講，他說哥哥他現在對你還是不是很諒解，
以前是「不諒解」現在是「不是很諒解」，所以我覺得我對他
們的修復我是慢慢的，我對自己有信心啦，我對我兒子還有
兩個公婆，我還是蠻有信心的【A1225077】 
 (女兒說)：「然後阿公阿嬤跟我講說叫我不能去找你，就是
很嚴厲的跟他命令」，可是這幾年來就是聽到的口氣就是我
說：「你來這邊，你阿公阿嬤知道嗎？」(女兒說)知道他(們)
也不會去問他太多啊。從他(女兒)的口中多少知道一點有點
修復的關係，已經有點好轉了【A1225011】 
不是有 FB嗎他們自動加跟我做朋友…那種感受我會去領受
他們那種態度那種眼神，一個眼神就會知道了嘛，以前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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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於我的眼神，那現在眼神是不一樣了阿【B0224059】 
 

研究參與者還表達了這次的經歷如何讓他學會重新信任別

人，在心理諮商中這是一種技術，通過不斷觸發的矯正性經驗，

是行為人能夠培養對他人的信任和信心，對他們也是一種希望感

(Elisha et al., 2013)。 

我說怎麼可以有人能夠這樣子在搗亂了他之後，他還能這樣
原諒我。雖然我沒有傷害他的肉體，但是那種精神上的傷害，
金錢上的我也講過其實我有能力我出去我一定會想辦法去
把這個錢賺回來給人家，但是精神上的傷害我就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認罪阿，在神面前認罪說我們去傷害了人，他說他
要的就是要我認罪、悔改這樣就好，所以他從來沒有跟我要
求賠償，我就真的很感動，所以也因為這一件事情，對我自
己來講我的生命整個改變了，我的觀點整個改變了，我知道
說這個世界上的人並不是所有人都是嫉惡如仇，就永遠壞人
就是壞人【C0518017】 

 

(二) 尋找盟友 

自我揭露羞恥事件是一種能獲得他人接納或維持人際關係

的方式，尤其在集體主義的文化中(Leeming & Boyle, 2013；

Rodogno, 2019)。研究參與者默默在假釋期間，找工作時直接問

雇主對於自己假釋中的狀態是否有所顧慮，默默的擔心不無道理，

因為這個社會的確充斥著對更生人排拒的污名化羞恥，但雇主不

因其身分成為阻礙其應徵的理由，並且在後續給予其職位，雇主

對默默尊重的回應是再整合羞恥的具體表現，展現了對更生人重

新融入社區的關懷及平等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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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裡面的那個會計，…我說：「假如說
有被關過還是說現在假釋中可以嗎？」他說：「被關過可以
阿怎麼不可以？有前科都可以啊」，隔天我去上班，那下班
那個婦女就問我說：「阿你有什麼前科？」他只有跟我講，
阿我就是跟辦公室的人講：「阿我就是因為什麼罪什麼罪判
多久，那我現在假釋中」，他說：「可以啊沒關係啊」，因為
我覺得說要坦白，你假如說沒有坦白，以後公司會面對到對
不對，阿有時講話會不落勾(很難)，(所以)講出來【A0319203】 
 

另外，讓他人認識到自己在錯誤行為上的羞恥和內疚的過程，

可以增加他們與所愛之人之間的聯繫(Ahmed et al., 2001)。 

我只會跟他(女兒)講說你千萬不能跟媽媽一樣去吸毒，這是
不好的，我這個很大的鏡子給你看【A0319179】 

 

二、重新聚焦 

(一) 利他行為 

對自己的錯誤感到內疚和羞愧的犯罪人很有意願為公共利

益做貢獻或幫助社區來減輕自身悔恨或做為彌補自身錯誤行為

的手段，因為利他行為可能增強自尊心，對重新融入社會的過程

有正向積極的影響(Toch, 2000；Guse & Hudson, 2014；Ferrito et 

al., 2012)。當有機會融入社區，再犯可能性便較低(Forgays & 

DeMilio, 2005)，因此修復式正義被認為是面向未來的，可以促進

功利性的結果及社會福利的最大化(Gal et al., 2018)。 

看他們(受刑人)就想到我的過去阿，想幫助他們，因為他們
想什麼什麼我都知道，因為我就跟他們一樣阿，所以我都盡
量鼓勵他們…【B022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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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這些也是有些沒有家人的，心裡都是很多的傷痛，我
就把他當作自己的小孩子【A0319113】 

 

其中，宗教信仰也會促進利他行為(Bennett & Einolf, 2017)，

因此有高度虔誠的宗教人士更具有社會責任感及更樂於助人

(Kaur, 2020)。 

我想做的是將來我要怎樣去努力來讓更多人看見神在我身
上的恩典，讓更多人來認識耶穌基督這樣的信仰，我只想說
我將來如果有機會回饋社會幫助人，我不想再成為社會的負
擔【C0518105】 

 

而表達自豪感是修復式正義成功的一個常見結果(Rossner, 

2013)，行為人為自己認為有價值、符合社會要求和利社會的成就

感到自豪(Toch, 2000)。 

不是我很厲害，就是會當有這個機會去幫助一些人…一些孤
苦的老人阿、需要的人，去幫助他們，感謝給我這個機會我
願意去做…【B0224059】 

 

(二) 專注於行動 

1.  重繪未來藍圖 

當研究參與者能夠對未來表達希望，開始規劃實現新的成

就，便能重新看待自己不想要的部分為一個瑕疵，而不是整體

的人格缺陷，這會促使個人增強自己可以通過努力來掌控未來

的信念，也對再次犯罪起到威嚇作用(Guse & Hudson, 2014；Van 

Vliet,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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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怎麼去謀生，就是出來怎麼去找工作啊，阿不然以
後你出來的話就是重點是要學的就是不要再去嘗試那
種不該嘗試的東西啊【A0319232】 
我想說我將來我如果有辦法去考個廚師證照，我能做個
行動餐車，我能夠這樣慢慢地做生意【C0518115】 

 

2.  彌補傷害 

當研究參與者真正了解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帶來的影響，

參與者為他讓被害者所經歷的事情道歉，並且承擔起責任做出

補償，方式包括賠償與道歉，Leliveld et al. (2008)指出賠償行為

與對被害者的同理有關；道歉則是一種象徵著衝突各方之間重

新恢復關係和諧的儀式(Braithwaite, 1989)，打從心底的歉疚與

彌補才是修復式正義的真諦，也將有益於增強自我概念，並從

不想要的身份中解放出來(DUCKFoOT, 2012；Van Vliet, 2009) 

我從他身上拿了 200萬，對呀因為這個就是我的責任，不
管當然將來我能怎麼做我就是能還就還，還到我還不動為
止…這一定要還，如果我連這個都不去做的話，我不會有
改變【C0518023、C0518024】 
每個月都會寄錢…我自己想的，我用我的薪水下去衡量一
下【A1225014、A1225016】 

 

(三) 聚焦積極面 

當研究參與者可以表達對未來的希望和樂觀(Ferrito et al., 

2012)，積極相信他們可以採取行動來產生改變，對於羞恥的調節

特別重要。行為人認真對待生活壓力事件所引發的挑戰，不僅僅

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也意味著對犯罪、被害者、社會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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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責任(Vanhooren et al., 2018)。 

我是覺得說應該要修復這個我們的關係，啊當然公公婆婆他
們是還不接受，可是我藉著女兒這樣子聯絡感情跟那個金錢
上的一些彌補，這幾年多少還是有一點指望啦【A1225010】 
我本來就做壞事情阿，報警察來抓我也是為我好阿，不然我
打死在外面怎麼辦，轉一個念頭嘛，不是說你要原諒一個人
就原諒一個人，原諒一個人要轉變你的念頭、你的想法，你
才能夠真的從心裡去原諒一個人阿，改變自己想法他是為我
好阿，沒有我會打死在外面阿，他是為我好才叫我進去的
【B0224066】 
挫折就有就是說我後來寫信 OOO(被害者)沒有回信，我會覺
得那是一個挫折，但我不會認為說那是困境，我會想著說那
我要努力改變我自己，讓我自己回去真正的做到去補償人家，
有能力，我們有能力去補償人家，真正的去做到這一些讓人
家看到哇，我真的是因為你才來到耶穌基督，受到這個感召，
我來改變我自己給你看，所以我暫時就不信打擾人家，沒有
關係【C0518093】 
…我就覺得說那像我們這種好手好腳的，我們憑什麼在這邊
自怨自艾，人家都可以不放棄的，我們憑什麼在這邊自怨自
艾，跌倒了再站起來，那石頭擋路我們就把它扳開，扳不開
我們就把它跳過去，我覺得是這樣，就慢慢的從這些故事啟
發。他們永不放棄那種精神，尤其看到一些殘障的，人家活
得多開心啊。我會讓我自己的生命不要再有任何的遺憾…
【C0519198】 

 

在某些情況下，這種轉變可能是由一個重大事件所引起的，

該事件動搖了研究參與者的世界觀(Van Vliet, 2008)。這在一位研

究參與者的敘述中很明顯，其母親的去世讓他開始意識到自己應

該對他人有所幫助，而不只是沉湎於過去。 

…我以前遇到不如意的時候我消極做，就說會到我母親的面
前講一些事情給他聽，我是什麼事情啊，我母親過世了，就
這樣我覺得那是消極的，我應該是積極的幫助一些需要幫助
的人這樣才對，不是到我母親面前哭給他聽，人不應該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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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B0224010】 
 

(四) 致力於自我改進 

羞恥感產生的自我缺陷批判，可能導致個人的自我防衛，卻

也可能激勵個人自我改進，尤其對於身處集體主義文化的人而言，

因其對自我形象的關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因此會促使個人透過

修正自我的錯誤來修復自身受損的社會形象(Gausel & Leach, 

2011；Liyanage & Usoof-Thowfeek, 2023；Lickel et al., 2014)。 

我是會看一些書啊，我雖然不喜歡看書，但是就看一些人家
講得比較...寫得比較好的比較那種，說好聽是勵志啊，我不
喜歡看言情小說啦，我都看一些報導一些比較 ok 的就灌入
我的思想裡面去【A0319233】 

 

三、接受 

(一) 承擔犯罪責任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要走向復原，其中一個層面便是要接受

自己的犯罪行為對自己的家人、被害者的家庭和社會群體造成的

影響，在了解犯罪事件所造成的嚴重影響後，行為人將無法合理

化或最小化自身犯罪行為所帶來的危害，雖然會體驗到內疚、後

悔和羞恥的感覺共存，卻也會激發修復的行動，促使行為人對所

造成的傷害表示真誠悔恨、承認錯誤、道歉、做出補償、或以其

他方式修復所造成的傷害，甚至是不再犯罪或更加注意自己行為

的後果(Ferrito et al., 2012；Lanni, 2021； Tangney et a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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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ney et al., 2014；Walters, 2015)。 

研究指出，被害者會對修復式正義的結果不滿意是由於認為

犯罪行為人沒有認真對修復程序或沒有承擔責任(Van Camp & 

Wemmers, 2013)，又與那些將自己的犯行歸咎於他人的犯罪行為

人相較，那些不把自己的錯誤行為歸咎於他人的行為人，更不可

能重犯過去的罪刑(Kwon’s, 2016)。 

其實我在關這一些我不會有什麼怨言，畢竟是我傷害了，我
也拿了人家的錢…他太太跟我講說當地方法院判決完畢的
時候，我另外其他的三個同案，他們有上訴高等法院，他沒
有看到我(上訴)，他知道說我有悔改了…我認了我自己的罪，
所以我放棄上訴，不論這個國家給我的刑罰多重我都要承受，
因為我真的是傷害了人，我面對了我自己所犯的罪，我不會
逃避【C0518013】 

 

(二) 接受現狀 

犯罪行為人可能基於為自己感受和行為的負責，而願意開始

接受當下的情況，雖然並非意味著個人會為羞恥事件承擔責任，

但是行為人可以覺察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控自己的反應，

及採取行動，能藉以抵銷無力感(Van Vliet, 20008, 2009)。 

雖然這個案子不是我，但是我吸毒就錯，我會覺得說我對他
們虧欠很大，所以我會想辦法一起去彌補，所以我會看一些
資訊什麼去修復，即使說今天我碰釘子了，但是我還有時間
可以等待…因為我覺得今天誰錯都不知道阿對不對，那他死
掉一個兒子也是很難過的阿【A1225052、A122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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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面對及表達自身感受 

語言表達可以幫助個人將感受變得更具體，而一旦對自己的

感受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又可以引發新的體驗，甚至能引發建設

性的行動，而非自我毀滅的行為，因此在心理諮商的過程中，心

理師通常會協助來談者講出自己的故事、承認自己的遭遇、意識

到自己的感覺，而後可以了解自己如何理解這個世界(Colombetti, 

2009；Daynes, 2019/2020；Vanhooren et al., 2018)。 

…我現在是一直要沉澱我到底是情緒是哪邊要，思緒要重新
調整【A0319101】 
其實我不曉得跟你講這些我覺得我心裡面舒服很多、暢快很
多，就是讓你知道我的想法【C0518124】 

 

當行為人對自己內心的體驗越來越開放，也能更深入地探索

自己的陰暗面，這會促使個人對犯罪產生更強的責任感

(Vanhooren et al., 2018)。 

我到這一趟進來關我才知道，接觸我的上帝才告訴我我心裡
面有病，我不應該被這種病所牽制住，去一再的重複犯下這
種暴力的事情。我很想去透過上課或什麼去了解我心裡面到
底是怎麼了，為什麼我會想要用暴力去賺錢幹嘛，我是慢慢
自己一步一步地去看出說我觀念不對【C0518011】 
 

四、理解 

(一) 了解外在因素 

研究參與者能透過重新框架，或是讓自己置於不同角色的為

置，來重新調整自己對羞恥事件與衍伸情形的理解(Leeming & 



 

230 

Boyle, 2013)。 

畢竟我們能夠做多少就算多少，他雖然不是很喜歡我，我就
是因為兩個孩子給他們養，我公公還蠻疼我的啦，只是我婆
婆對我意見蠻多的啦，阿每個人一定就是不公平嘛
【A1225058】 

 

(二) 感受他人的感受 

修復式正義讓行為人傾聽、感受被害者因犯罪而造成的傷害

及痛苦(張知博，2016；Kim & Kanuha, 2022)，了解到被害者的實

際情況，才會意識到自身犯罪行為所帶來的結果(謝如媛，2006；

Miller & Hefner, 2015；Sherman, 2003；Umbreit & Vos, 2000) ，

進而對被害者產生責任感和同理心(Mapham & Hefferon, 2012；

Umbreit & Vos, 2000)。 

因為會覺得說愧對他們兩個老人家，因為他們的兒子已經死
了就是我先生【A1225006】 
我的領受就是說真的齁過去壞事做很多…對人有時候恨阿
暴力阿真的不能夠解決事情【B0224059】 
 

在犯罪人同理心的提升之後，除了意識到對被害者的傷害，

還包括了解到對社區造成的損害，具體的情形包括了解到犯罪對

周遭他人的影響或傷害(Kennedy et al., 2019)。 

 
經歷到很多的事情，自己就會去反省，人家也沒有錯啊，你
吸毒影響到別人啦，是我自己不對啊，人家做的也是對的，
也是關心我，希望你進去裡面改，以前不會想阿【B0421004】 
反正就是很激動，而且兩個姊姊也都哭阿，還有我，我是比
較敢哭啦，因為這種悲喜都交加，很難受，姐姐來(監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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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哭)...年紀那麼大，從 OO(縣市名)來，我很過意不
去【A1225097】 
 

(三) 重構自我概念 

從羞恥感中復原的其中一種方式是重新定位自己，研究參與

者可以藉由重新定位自己，將自己過去的行為解釋為是自己生命

中的早期階段，因為一個人的行為可以被視為自我認同的表達

(Bushway & Paternoster, 2013)，而當前的自己已是「不同的人」

(Leeming & Boyle, 2013；Paternoster & Bushway, 2009)。 

我以前進監獄進去都好幾年，但現在進去差不多都 2小時就
出來啦…以前進去都是腳鐐啦，現在進去不是阿，有時候穿
皮鞋啦打領帶啦，以前就是好幾個手銬銬在一起阿腳鐐銬在
一起，現在不是了阿，以前進去就是(說)：「講話小聲一點怎
樣怎樣」，現在不是了阿，現在看到我(都說)：「老師好」，不
一樣了【B0224110、B0224111】 
接到你的信的時候，我心裡面是很開心的，我終於有機會貢
獻出我自己的一些...讓我的事情可以讓很多人知道的話可
以有一些幫助，不管說一個兩個都好，能幫助到人就是最好
的一件事，我就不想讓這個社會越來越...其實我不會講，有
時候看到社會上年輕人這樣我心裡面也很難過啊，犯罪率越
來越高【C0518013】 

 

(四) 創造意義 

由於各種原因，人們會不斷找尋生活的意義(Van Ginneken, 

2016)，意義是一種非常主觀的東西，是一個人內心世界的普遍品

質，它既可以做為觀念，也可以做為情感來體驗(Klinger, 1977)。

研究參與者解釋了他們是如何告訴自己「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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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的」，羞恥事件被認為是幫助他們到達今天的成就所必需的，

讓他們成為一個更強大、更少怨懟和更了解自己的人(Van Vliet, 

2008)。 

以前我們的日子比人家好過，只是我提早把他過完了，我現
在苦還好啦，我給人家的傷害那麼多，吃點苦還好
【C0518108】 

 

尤其，對修復式正義反對的聲音之一來自於人們認為犯罪人

會為了減刑而偽裝(DUCKFoOT, 2012)，然研究參與者阿威進行

修復式正義的時候是已刑事司法的執行階段，沒有獲得審判上的

減刑，而阿威從兩年前至今報了 8次假釋，沒有因為自己曾參與

過修復式正義，而讓累犯身分的自己要出獄變得比較容易，但阿

威卻反而將其賦予了積極意涵。 

我二分之一報了，二分之一是五成，我大概要關到七成半，
因為我是假釋中再犯…我知道這是上帝給我的一個考驗，他
要成就我，他看我會不會因為這樣不耐煩或者說怨東怨西的
都沒有，我知道我先天條件不好，我就多讀聖經，如果我太
早出去或許我又會犯以前的錯，因為經過這些歷練
【C0518113、C0518114】 
 

另外，在經歷負向生活事件後，宗教信仰被認為是可以是提

供慰藉和發展洞察力的源泉(陳永儀，2014)，當世界能被宗教信

仰所詮釋時，人們就會覺得生活更有意義 (Kaur, 2020；

Heintzelman & King, 2014)。 

當我回頭想到父母親他的人生是怎樣，就要信耶穌跟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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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經歷神，所以說修復關係應該是因為信仰，父母親留
給我一個很美的信仰耶穌基督，我就這樣慢慢地回頭，應該
是這樣子【B0224020】 
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啦，就在我身上最沒有武裝的時候，沒
有這些東西的時候被抓到，如果今天他們是要去攻堅我住的
地方，或者是我的車上的話，我一定會自己解決。就人家常
常講冥冥之中會有神的痕跡在上面，祂要救我…【C0519062】 
 

五、抵禦 

(一) 拒絕負面評價 

當行為人已經不再扮演犯罪行為人的角色，便也不會再需要

屈從於別人對他們以前行為的評判(Leeming & Boyle, 2013)，此

刻，研究參與者變得足夠勇敢而能堅定自己立場(Vanhooren et al., 

2018)。 

我不管別人的看法是怎樣，我就是這樣啊，對我評語是好
還是壞，我覺得那也不重要阿，我就講我該講的話，遇到
什麼事情我就這樣講，這樣講出來就好【B0421033】 
別人怎麼罵我，怎麼羞辱我都沒有關係，我們為他禱告
【C05190188】 

 

(二) 自我慈愛(Self-Compassion) 

自我慈愛是指能關心和理解自己，包括面對自己的不足會以

溫和、理解的方式對待，是健康自尊的來源(Neff, 2011)，因其將

動機與行為分離，而可以述說成「我做的事情很糟糕，但我的需

求不糟，所以我並不壞」(Van Vliet, 2009)。自我慈愛非但不是逃

避個人責任的方式，實際上還能加強個人責任，是一種比自我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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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更有效的個人動力(Neff, 2015)。 

原來我心裡面是軟弱的，我是容易被影響的，所以我才會
犯這些錯誤的事情，這幾年我才會開始審視我自己說從小
到大我錯在哪裡【C0518013】 

 

自我慈愛能幫助個人避免苛刻的自我評判所帶來的消極後

果—抑鬱、焦慮和壓力，還能讓自己更快樂、更充滿希望的對待

生活。因此在經歷重大危機時，自我慈愛成為個人因應和復原的

強大力量(Neff, 2015)。 

 

柒、中止犯罪 

一、年齡 

研究指出犯罪會隨年齡的增加而減少(Bushway & Paternoster, 

2012；Steiner et al., 2014；Wooldredge, 2020；Wooldredge et al., 2001；

Uggen & Kruttschnitt, 1998)，即使是高犯罪率的犯罪人也是如此

(Sampson & Laub, 2005)。尤其對於重大暴力行為這樣需要大量體

能、力量和靈活度的活動，也讓研究參與者感嘆隨著日子長成了歲

月，從事不法行為的日子似乎來到了終點與盡頭。 

我這一趟出去我年紀也大了，我也沒辦法作惡了，很現實的
領悟…我年紀也慢慢到了，體力我也做不了惡【C0518115】 

 

然 Bushway 和 Paternoster (2013)質疑以有機體衰老的論點來

個體不能再犯罪，而相信是個體「選擇」了不犯罪，因為犯罪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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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改變部分原因來自人們對犯罪的偏好發生了變化，亦即犯罪的

吸引力變小。行為人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沒有時間可以浪

費，現在必須過自己的生活(Vanhooren et al., 2018)。 

就是自己睡覺的時候都會想嘛，我真的還要再吸毒嗎？沒有
很多時間了【A0319237】 
…那年紀老了還是說你出去了，阿做什麼、有什麼工作、怎
麼照顧自己，出去之後抽菸要怎麼抽煙，你要抽嗎？不要抽
了，吸毒嗎？不要再吸了【A0319233】 
 

二、性別 

Uggen 和 Kruttschnitt (1998)指出女性更有可能脫離犯罪，並

在更長時間內保持不犯罪，Hurley (2019)甚至進一步指出，女性長

期參與暴力犯罪生涯的情況很少，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指向孩子是

女性犯罪人減少再犯的強大動機，女性受刑人會希望出獄後承擔起

照顧孩子的責任，甚至在獄中時即試圖履行其養育子女的責任，並

計畫出獄後與孩子團聚(Bloom et al., 2003)。Wooldredge (2020)進一

步解釋為當母親致力於孩子時，對孩子的依附可能作為一種對行為

的非正式控制。雖然成為「好母親」的這一渴望可能隱含著社會控

制女性的一種潛在方式(Ferraro & Moe, 2003)，但它同時也成為女

性抑制犯罪的一種積極方式。 

出來(監獄)之後就是來這邊嘛，當然就是女兒也不知道我去
哪裡，我那時候有寫信給他講說我大概去一個中途之家，他
有留手機跟電話給我，來這邊的話就記得打電話給他，說我
人在這邊，你有空嗎還是就可以的話打電話過來這邊，因為



 

236 

我現在目前都有上班，那你要找我就是直接打到 OO這邊電
話【A1225050】 

 

另外，改善家庭關係有助於減少女性和男性犯罪行為人的再犯

率，然而，由於女性犯罪人通常比男性犯罪人擁有更少的社會資本，

因此對於女性而言，家庭支持對促進女性中止犯罪可能更為重要

(Salisbury & Van Voorhis, 2009)；家庭聯繫對於女性在監期間和釋放

後的正向影響至關重要(Russell et al., 2020)，誠然，個人對於關係

連結的需求，又因性別因素而加劇。 

那就是我咎由自取啊，但是他們還是會去(監獄)看我啦。會
從台北一趟路到台中看我，兩個姐姐，那我看我的心很痛，
畢竟那個時候你要坐高鐵、坐捷運都轉來轉去，又就坐計程
車到那邊，一筆花費…【A1225069】 

 

三、社會連結 

社會支持和社會聯繫的建立包括和朋友、家人、伴侶和其他人

的非正式關係，以及投入職場或參與社區活動的正式社會關係，對

重新融入社會及阻止參與犯罪活動皆有其重要性(Byrne & Trew, 

2008；Guse & Hudson, 2014；Horney et al., 1995)。 

成年後和家庭的聯繫越緊密，犯罪和偏差越少 (Laub & 

Sampson, 2001)，家庭關係是成功重返社會的重要因素(Visher et al., 

2011)。而對於父母皆已逝世其中二位有手足的研究參與者而言，手

足關係便是支持的重要來源，支持性的手足關係影響可能會持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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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並對日後生活中的社會情感有益(Gungordu & Hernandez-Reif, 

2022)。 

他們(姊姊)都是叫我回來(出獄)先打電話給他們，(姐姐們說)：
「我就幫你先寄個錢，沒有錢的話再寫信回來」，他們有留
他們那個…我二姐大姐的地址都有，所以那時候後半年就開
始用書信跟他們謝謝啦【A1225098】 
當我這樣完全改變我自己以後…他們(手足)有看到我的人生
就這樣改變過來，這個孩子真的有改變了，他們就打電話邀
請我回去吃團圓飯，整整 21年的路程【B0224022】 

 

工作的穩定性與犯罪變化亦有顯著的關係(Laub & Sampson, 

2001)，當犯罪行為人獲得合法的就業機會加強社會聯繫，使犯罪可

能性大大降低 (Uggen & Kruttschnitt, 1998)，甚至能停止犯罪

(Bushway & Reuter, 2002；Byrne & Trew, 2008)，如果沒有結構性的

支持，身分改變會變得較困難(Bushway & Paternoster, 2013)，此外，

收入對再犯也有顯著的影響(Jackson & Bonacker, 2006)。 

可是真的出來之後我又到這邊，那就是一步一步的有一個安
定的居所，還有工作，啊有收入，那我覺得我有能力了…
【A1225010】 

 

四、環境改變 

因為人很難在保留舊朋友的情況下停止犯罪(Albrecht, 2011)，

所以停止犯罪也涉及減少與偏差友伴聯繫(Byrne & Trew, 2008；

Sweeten et al., 2013)，雖然可能因此縮小社交網絡廣度，卻也能降

低犯罪風險(Pyrooz et al., 2013；Sweeten et al., 2013)，因為少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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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朋友也減少了行為人犯罪的理由(Byrne & Trew, 2008)，因此

在社交網絡上的變換，成就研究參與者為犯罪畫下休止符。 

我自己本身是不想再回去 OO(縣市)，因為有時候會誘惑還很
多，還是會害怕，因為你回到一個之前熟悉的環境，你就一定
會去找那些舊朋友，那你舊朋友就是有些都吸毒嘛，都是一些
不好的朋友啊，那你心情不好就是一定會受到影響，我們再去
喝一杯啊還是再去打一針啊，所以誘惑力還是很大，那我那時
候來這邊就是因為我不回去了…【A0604028】 

 

雖然犯罪行為人遠離了仍然參與犯罪的老朋友，卻仍舊可能會

表達與他們有所連結，並希望他們能像自己一樣走向「光明」

(Mapham & Hefferon, 2012)。 

他們都很希望我繼續堅持走下去啦，他們知道，我說阿你知
道我走這條路是好的，阿你為什麼不來走耶穌基督的道路，
我是希望他們能夠走神的道路，但友人都說他們身不由己阿，
他們知道我走神的道路改變我自己他們知道，他們也要像我
跟我一樣阿，但他們走不出來阿…有阿，幫他們阿，跟他們
講信耶穌阿，聽不進去阿，人真的要改變也要真的要有那個
時機啦，抓住那個時機【B0224126、B0224127】 
 

另外，遠離犯罪也可以藉由接觸有益的環境(Ha et al., 2019)，

擁有不同的朋友，社交生活不再圍繞犯罪，並有朋友或親人鼓勵他

們改變，對犯罪行為人是正向影響(Byrne & Trew, 2008)，因此建立

一個替代網絡和朋友，避免毒品、犯罪和暴力，有利於獲釋後的更

生人重新融入社會(Albrecht, 2011)。 

...我在 LINE 裡面也會聯繫，我們會彼此聯繫，他也很鼓勵我
阿，他知道我以前進監獄進去都好幾年【B022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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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原身處於暴力副文化的個體進入反對暴力的社會地位時，

支持暴力的價值觀可能發生變化，個體會開始從消極的角度看待犯

罪，並對再次被抓、入獄感到恐懼，最終拋棄暴力副文化(Latzer, 

2018；Byrne & Trew, 2008)。 

最讓我感恩是說上個月吧，我死一個朋友，以前我做壞事不
會比他們少，但是我最後我走神的道路嘛，他們還是走過去
那種打打殺殺的生活，上個月連續四個人，一個人腳已經跛
咧跛咧(台語)，另外三個人送到急診室昏迷不醒，三個人傳
LINE 給我(說)OO(研究參與者的朋友)他已經過世往生了，
另外 2個人，1個人還在急診室，1個人他恢復正常了，但
是他的腦袋都空白，以前的事情都忘記了，我就想到今天如
果我沒有走在神的道路我會比他們更慘，我知道：「阿這是
神救了我」，我會堅毅的走在神的道路，我不會放棄了嘛…
不想回頭，那不好阿，那不是人過的日子阿，生活安呢驚驚
惶惶(台語)很累【B0224124、B0224128】 
 

五、靈性發展 

宗教信仰可以透過產生更大的社會和個人控制、鼓勵接受社會

規範和價值觀、減少壓力和負面情緒以及提供宗教社會支持網絡來

抑制犯罪(Brauer et al., 2013)。研究參與者確實認為靈性對自己中止

犯罪的努力至關重要，尤其在研究參與者原本就擁有較少社會連結

的環境背景下，宗教對其而言便是難能可貴的社會資本，對於研究

參與者而言，宗教似乎提供了一種指引促使他們做出改變(Giordano 

et al., 2008；Guse & Hudson, 2014)，或是自己的改變是與宗教信仰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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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不能夠改變一個人，要有信仰重新改變我自己【B0224061】 
我一路上這樣迷失，但是上帝從來沒有放棄過我，上帝保留我
的生命存在就是為了要拯救我，讓我改變我，讓我能夠為上帝
所用，將來有一天能夠努力讓更多人來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痕
跡【C0519046】 
 

宗教或靈性對個人過去錯誤的寬恕及教導對未來美好的承諾，

能促使在個人情緒動盪時，能成為一個更加冷靜、沉著和成熟的人

(Guse & Hudson, 2014；Schroeder & Frana, 2009)。 

當你願意幫助別人、當你願意饒恕一個人的時候，神就願意饒
恕你，這是我父親臨終的時候給我的祝福，但是我那時候心中
狹窄，充滿著恨，所以我不能夠承受這個福氣，當我願意來到
神的面前，向神禱告，請聖靈幫助我的時候，當我願意開口原
諒這個人、饒恕這個人的時候，神也就會原諒我，那時候我心
真的就開了，那時候就經歷到真的有神【B0421001】 
可是後來我就跟你講我這些年我讀了聖經，慢慢慢慢然後再加
上江醫師對我的寬恕，我還想說對啊，上帝饒恕了我的罪過，
所以 OOO(被害者)也饒恕我對他做的錯、罪過，那我為什麼不
能饒恕那些對我不好的人，我憑什麼能不饒恕別人？
【C0519048】 
 

六、對生活的新理解 

當行為人意識到自己的犯罪行為沒有滿足自身需求，或是自己

在犯罪身分上的成功感和滿足感越來越低時，可能是放棄犯罪一種

特別強大的「迴避動機」(Bushway & Paternoster, 2013；Mapham & 

Hefferon, 2012；Paternoster & Bushway, 2009)。Pyrooz 和 Decker 

(2011)指出前幫派成員通常認為他們「厭倦了幫派生活」或「想避

免麻煩」，意味著個人是有意識的擺脫暴力副文化，「去身分化」(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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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的個人將不再稱自己為幫派成員(Pyrooz et al., 2013)，

這個過程促使研究參與者與「舊我」分離(Mapham & Hefferon, 2012)。

不再犯罪的研究參與者描述了他們對犯罪評價的改變，以更消極的

眼光看待犯罪，犯罪行為與他們的自我意識更加衝突，成為他們生

活中不太可接受，或者他們的生活不應該在這樣，犯罪不再佔據參

與者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並會開始考慮犯罪的後果(Byrne & Trew, 

2008)，因為當初的犯罪行為可能來自及時滿足慾望的渴望，以致無

法看到自己行為的長期後果(Denney, 2018)。 

殺人、吸毒這個沒有什麼意義阿，以前不懂不曉得，會爭取那
個什麼利益，那個沒有用，再多的錢也會花掉【B0224121】 
以前追求就是說表現上很富足阿，我什麼都有，以前追求的就
是表面的而已阿，但心中真的很空虛阿【B0224128】 
因為他們就是沒辦法說嘗試到這種很長刑期那種煎熬阿，那都
很好關阿，因為你在裡面刑期不是很長的話就是有人接見有人
寄物，很好過阿，就不會想到說出來就會改掉這種惡習慣
【A0319239】 
 

Giordano et al. (2002)指出認知轉變對遠離犯罪的過程至關重

要，而身分認同可以在認知和行為之間起到橋樑作用(Serin & Lloyd, 

2009)，正向積極的自我認同有助於犯罪的停止(Van Ginneken, 2016)，

因為正是一個人對其生活有了新的理解，才會導致人們努力去改變

現狀，個人對自己新的生活方式表達了熱情和承諾，有了新的掌控

感，雖然這種身分的改變是緩慢而漸進的(Bushway & Paternoster, 

2013；Mapham & Hefferon, 2012；Paternoster & Bushway, 2009)。但



 

242 

這種正向循環的啟動只要來自於犯罪行為人能內化其新的觀點，就

會降低犯罪次文化規範的吸引力(Toch, 2000)。 

…我以前的平安就是說出去外面沒有被警察抓到就是算平
安，但我心中還是很驚惶(台語)，走在街上就覺得警察在跟
我，到最後沒有平安，那不是真的平安阿…因為或許我也經
歷過那種感覺，驚驚惶惶(台語)的那種感覺，現在可以坐下
來跟管區這樣坐，那種真實感很充實，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
好，不像以前為了毒品啦什麼利益啦，從事殺人啦從事毒品
那不好那是空虛的啦，我現在這個才是實在【B022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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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投入修復程序之情境脈絡 

一、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對於總是最支持接納自己的至親接連逝

世後，才開始意識到原來自己生命中已有許多的關係受到損害，

或是接踵而來的關係斷裂，進而促使個體感受到獨自一人的恐

懼。 

二、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迎來生命的低潮，對於目前的犯罪生活並

不滿意，又認為監獄刑並不足以改變其與他人的關係，而產生

改變現狀的渴望。 

三、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在修復式正義的開展皆並非由政府機關

所促成，而都是透過民間團體的努力而加以促成之。 

四、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皆是自願參與修復方案。修復式正義與現

行普遍的刑事司法策略存在的一個巨大差異便在於其重視當

事人的「自願性」，修復式正義不存在強迫當事人見面、道歉、

原諒等情況，秉持如此理念係攸關乎修復式正義之預期效益。 

貳、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參與修復程序之態樣 

本研究中，違犯不同重大暴力犯罪三位研究參與者分別以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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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構築出對關係事件的修復行動，其分別有： 

一、橫跨執行中及執行完畢與被害者遺屬進行間接對話與金錢賠

償。 

二、獲釋後與親屬和社區重建關係。 

三、在監執行中與被害者直接對話。 

對於已出獄的兩位研究參與者而言，至今未再有犯罪行為，而對

於仍在監的研究參與者則對自己有了中止犯罪的承諾。 

 

參、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參與修復程序之變化 

一、連結 

(一)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會開始嘗試修復因自身犯罪行為而受

損的人際關係，尤其是對自己的親屬家人有更多修復關係損

害的渴望，但對被害者則不一定有修復關係的期待，其影響

與犯案時間與犯案原因有關。 

(二)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會通過建立新的人際連結，或是揭露自

身過去不法行為，找尋能接納其的環境加以容身。 

二、重新聚焦 

(一)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會開始投入利他行為，以有意義的方式

為他人付出，作為對自己過去錯誤行為的彌補、重獲自尊或

是與社會重建連結，而基督教義也成為促進利他行為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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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二)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開始重繪自身未來的樣貌，嘗試學習新

技能或以現有條件投入合法工作，重新融入社會。 

(三)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會以具體的行動表達對犯罪行為表示

悔悟，可能是實質的金錢賠償或是道歉行為，並且賠償與道

歉皆為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之自發行動，並非由被害者所提

出之要求。 

(四)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對於未來是保持希望與樂觀的，相信自

己的行動是可以改變自身目前的處境。 

(五)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相信自己所犯的錯誤是可以通過自身

行為的調整而有所不同的，而非將錯誤視為個人永遠無法改

變的缺陷。 

三、接受 

(一)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體會到自身的錯誤，進而願意承擔責任，

其所認知到的錯誤不僅是違反法律的限制，也包括道德上的

省思。然願意承擔犯罪責任，並不表示願意接受刑事司法的

判決結果，但接受刑事司法的判決結果可能被研究參與者作

為願意承擔責任的具體行動。 

(二)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開始嘗試釐清自身情緒感受，其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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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過訴說自己故事的過程對自己的經驗建構出新意義，以

使得自身的經驗感受越加清晰。 

四、理解 

(一)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能不同角度看待自己所置身的環境，而

能重新看待實施犯罪行為後的自己。 

(二)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在犯罪事件發生後會認為自己是某個

環節的被害者，但當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能夠越清晰的知悉

犯罪事件對被害者的負面影響後，且無論犯罪事件對被害者

的負面影響是由被害者直接表述或是由重大暴力犯罪行為

人自行想像，均會使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產生同理之情。 

(三)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會有不同的自我概念，而將自己定位為

親社會群體的身分並因此展現出親社會的行為方式。 

(四)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重新詮釋了直至今日自己過往的一切，

包括對於犯罪事件及身為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的自己，其詮

釋是賦予積極意涵的。 

五、抵禦 

(一)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能夠抵擋他人對自己的負面評價，對自

己有更公平的看法。 

(二) 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知道自己也有不完美之處，但不會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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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苛的自我批判，而是以溫柔、同理的方式對待自己，進而

能投入於正向的改變中。 

六、中止犯罪：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期待自己能跟過去的生活切割

而成為中止犯。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納進修復式正義的觀點作為矯治處遇的措施之一 

現行的刑事司法系統雖以犯罪人為焦點，然關注的面向始終是犯

罪行為人該不該接受處罰以及該受到怎樣的懲罰，尤其對於那些罪大

惡極之人，「進去關」的信念反映出的是民眾對社會安全的隱隱作痛，

但諷刺的是我國的矯正機關似乎成為犯罪副文化的集散地，受刑人在

裡面獲得反社會的認同，社會與刑事司法人員卻期盼著只是運用隔離

策略，便會使行為人奇蹟似地發生變化。關於犯罪行為人的處遇，許

多人是悲觀又矛盾的，悲的是僅認為透過懲罰就能改過向善，就如同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長大的，矛盾的是要求行為人要重新做人，卻又不

願給予他們重新出發的機會與肯認的眼光。在本研究中，對於那些重

大暴力犯罪行為人，修復式正義的實踐在他們的心中似乎能夠激起一

些漣漪，而有了歉疚與遺憾，但也同時帶來了責任與希望。並不是說

修復式正義是解決所有嚴重犯罪事件的萬靈丹，但修復式正義也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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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目前所認定的不適用於所有嚴重暴力犯罪的行為人。 

可以理解黃蘭媖等(2011)所提出的在嚴重、對社會及個人造成重

大衝擊的犯罪事件，正式的刑事司法系統仍有其必要性，否則將有違

民眾對正義的期待，然而修復式正義的實踐並非零和遊戲，修復式正

義與應報式正義也從不是對立存在的，修復式正義可實踐於刑事訴訟

審理前、審理階段和判刑後的階段，這意味著對待那些嚴重犯罪之人

並未捨棄掉社會主流的懲罰觀，而是將修復式正義視為一個新的取徑，

藉此處理許多正式刑事司法系統至今未能克服的困境，為公共安全的

提升、社會信任的崇實、社會成本的降低提供一份新的展望。 

 

貳、增列修復式司法方案的推行模式 

目前我國的修復式司法方案是基於行為人與被害者均有意願的

情形下展開對話的機制，修復式正義的確提供了一個行為人與被害人

直接對談的舞台，惟任一方都可能因各種理由而不願展開修復對話，

然修復式正義的成效並非僅來自於「兩造對話」後的果效，並且個人

在犯罪事件中造成的關係破裂也不會僅是行為人與被害者，在本研究

中，展現出修復式正義的實踐即便是非兩造的直接對話，仍仍能讓行

為人有了重新看待世界及自己的眼光。因此倘修復式司法方案能新增

修復方案的模式，讓有意願任一方有機會投入修復方案的過程，避免

使得修復式正義坐困於單一的實踐方式，擴展修復式正義所能發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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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參、擴增進入修復方案之刑事案件數且非僅限於輕微犯罪 

我國目前對於修復式正義制度的現況是將其作為現行刑事司法

系統中的一種可供額外選擇的選項，屬於一種結構性的擴張，然我國

對於「修復式正義」的概念還不算認識得太深，因此修復式正義的發

展與實踐的過程會隱晦地受到執法人員本身對修復式正義的歧見與

排斥，再加上修復式司法方案制度本身的限制與枷鎖，因此在尋找訪

談對象時，負責承辦修復式司法方案業務的各地檢透露進行修復式司

法方案或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案件仍屬於少數，尤其是對於越重大

的犯罪事件或是刑事審判程序已終結之案件更是稀缺，而研究參與者

更是表示自己在執行過程中，並無從了解修復式正義的概念或甚至僅

僅知道是兩造的對話，研究參與者在修復式正義的開展皆並非由政府

機關所促成，而都是透過民間團體的努力，顯示我國政府若有意推動

修復式正義，仍有一段努力的空間，雖然對於制度的更迭，的確需要

一些時間，然一套新觀念的推廣亦需要有效的宣導成為普遍化的知識，

並讓多數民眾認同與接受，若不持續採取行動，修復式正義的價值理

想永遠僅止於紙上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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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探討不同性別的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在修復歷程的差異之研

究 

在研究過程中，有發現女性研究參與者與男性研究參與者似乎

在性別的面向上，有產生不同的修復歷程，建議未來可以針對不同

性別在修復式正義的實踐上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二、朝向終止犯罪之研究 

雖然研究參與者現齡已趨於中老年，然其生命歷程仍在持續發

展，無法認定其未來絕不再犯，倘在時間及資源充足的情況下，期

待能持續朝「終止犯罪」的方向發展研究。 

三、持續發展不同犯罪類型的行為人在修復歷程中的樣態 

我國至今為止對於修復式正義的實證研究，多是探討的參與者

是否滿意修復程序、是否有為參與者帶來正向影響這樣較歸納性的

研究，對於修復式正義的參與者「個人」，尤其是從「行為人」的視

野較少琢磨，因此期待我國能對修復式正義在各種面向的當事人展

開細緻了解，以發展出具我國本土化的修復式正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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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研究邀請函暨訪談同意書 

訪談邀請函 
您好： 
我是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的研究生張琬娸

(以下簡稱本研究者)，非常感謝您願意參與「修復式正義應用於重大
暴力犯罪行為人之研究」(以下簡稱本研究)，這份邀請函將向您充分
說明有關本研究的相關資訊，以便您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計畫。若您

在閱讀本邀請函或參與本研究計畫的過程中，對於本研究計畫仍有任

何疑問，歡迎您隨時提出，本研究者將詳細說明。如果您決定參與本

研究，請在研究參與者同意書上簽名，以代表您同意參與本研究。若

您在這份研究參與者同意書上簽名同意參與研究計畫後，想法有所改

變，您仍然可以隨時退出本研究計畫而不需要任何理由。 
 

一、研究目的與研究訪談邀請： 
本研究的目的為了解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參與修復程序之歷

程與經驗，以期在學術上做出貢獻，成為我國在發展修復式司法

政策上之參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為敘事研究法，藉由半結構式

訪談研究參與者參與修復程序的過程，透過研究參與者自由敘說

自身經驗，了解其參與修復程序的變化。 
 

二、研究方法與程序： 
為深入了解您參與修復程序之經驗，本研究者誠摯地邀請您

接受訪談，訪談次數預計將進行 2-3次，每次訪談時間約 1.5-2小
時，訪談次數、時間長度及地點，由您與本研究者共同約定。訪

談過程將全程錄音，該錄音僅供本研究分析之用，如有任何疑慮

亦可隨時詢問研究者。 
即使您同意接受訪談和錄音，但在訪談過程中，有關個人隱

私或不便說明之處，您可以拒絕回答或錄音，亦可隨時結束訪談；

訪談過程中若您有任何不舒服的感受，也請您隨時告訴本研究者。 
 

三、研究材料之運用規劃： 
本研究將作為本研究者之碩士學位論文，然為保障您的權益

及隱私為最高原則，因此您提供的任何資料會加以保密，僅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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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使用，未經您同意，不會給本研究不相關之第三者，並且研

究結果的撰寫亦將不會公布您的姓名或其他任何足以辨識個人

身分之資料，而會以匿名方式呈現，也會讓您檢核訪談紀錄和論

文內容，您有權利決定公開那些資料在本研究論文中，若您的資

料不願意公開，本研究者絕對尊重您的決定。 
 

四、個人資料保護機制： 
研究完成前，研究者將審慎維護您的隱私權，如姓名或其他

足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資料均視為機密並妥善保存。 
研究結束後，研究者將銷毀本研究之所有原始資料及足以辨

識個人身分之相關資料。 
 

五、研究參與者之權益： 
(一)倘若在研究過程中，您對本研究及個人相關權益有任何疑問
或感到任何不適，您有權隨時要求研究者做更詳盡的說明。 

(二)研究對象得隨時撤回同意之權利及方式：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如您選擇參加，研究過程

中，您不需任何理由，可隨時撤回同意、退出研究，且不會引

起任何責備或不良結果，若您決定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時，

您可以要求研究者以下列方式之一處理您已提供之資料： 
1.已收集資料繼續提供研究者於本研究計畫中使用，計畫結
束後請依所定時程處理或銷毀。 

2.已收集資料不願意繼續提供研究者於本研究計畫使用，計
畫結束後請依所定時程處理或銷毀。 

(三)即便訪談結束或研究結束，倘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或意
見，都歡迎您隨時向我詢問或反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研究生 張琬娸 敬上 

電話 09    
指導教授 葉怡伶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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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同意書 

我同意成為「修復式正義應用於重大暴力犯罪行為人之研究」的

研究參與者，接受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研究生張

琬娸之訪談，提供我個人的經驗，以作為學術研究之用。 

在訪談過程中，我同意接受全程錄音、筆記，以及為一切記載之

必要行為，且錄音內容可被繕寫為文字稿以供研究者分析，並同意研

究者引用我的部分談話內容於研究者之論文當中，而研究者在研究論

文中所引用之我的訪談內容及我的部分個人資料(如年齡、性別、參與

修復程序之時期)，也將在我的同意下方能使用而作為最後公開之碩

士論文，然在我個人隱私權益被保護的條件下，所有足以辨識我個人

身分的資料將被隱匿。 

若我在訪談期間有引發任何不舒服之感受，能夠隨時放棄參與本

研究，並且已取得的資料亦能選擇不被使用，而不致受到任何質疑或

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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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 我同意參與本研究： 

□ 訪談錄音：□ 同意   □ 不同意 

□ 論文回饋： 

□  無需  

□  研究者完成請提供論文 

□  電子檔，寄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紙本，寄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不同意參與本研究 

 

研究參與者簽名：                    日期： 

 
----------------------------------------------------------------------------------------- 

研究者簽署欄 

□ 研究者已向研究參與者詳細說明研究目的、研究參與者之相關權

益，研究者會遵守的倫理原則。 

□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將由雙方各自留存，以保障您的權益，利於日

後聯繫。 

 

研究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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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問題目的 問題內容 細節問題 
基本資料 自我介紹 1. 年齡 

2. 職業 
3. 宗教信仰 
4. 家庭狀況(原生家庭、婚姻、子女) 

參與修復式

程序的歷程

及經驗 

開始投入修

復程序的情

境脈絡為何? 

1. 什麼情況下得知有參與修復方案的
機會? 

2. 得知有參與修復方案的機會之後，您
的反應為何? 

3. 在這之前是否聽過「修復式正義」或
「修復式司法」? 

4. 選擇參與修復的考量因素為何?推力
因素與拉力因素分別有哪些? 

5. 參與修復方案的期待為何? 
參與修復程

序的過程為

何? 

1. 何時認為自己正在參與修復方案?何
時認為已結束參與修復方案?從開始
參與到結束共為期多久? 

2. 參與修復方案的過程是如何？ 
3.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讓你有過後悔或
有不想繼續修復的念頭? 

4. 有沒有遭遇什麼困難或挫折?若有，
如何因應?因應結果如何? 

5.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讓您認為自己選
擇參與修復方案的決定是對的? 

6. 修復後的結果為何? 
參與修復式

司法方案的

主觀感受為

何? 

1. 參與修復方案的感受與想法為何?這
樣的感受與想法是否曾有改變?在什
麼樣的情境脈絡下轉變? 

2. 如何看待修復後的結果? 
3. 對判決結果的看法?是否有受到參與
修復方案的影響? 

對犯罪事件

中利害關係

人的主觀感

如何看待被

害人及其重

要他人? 

1. 對被害人的想法或感受是否有所不
同?若有，是在什麼情境脈絡下轉變? 

2. 對被害人家屬的想法及感受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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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所不同?若有，是在什麼情境脈絡下
轉變? 

認為修復程

序對自己的

影響為何? 

1. 對自己的想法或感受是否有所不同?
若有，是在什麼情境脈絡下轉變? 

2. 是否認為修復方案對自己有什麼幫
助或傷害、損失? 

如何看待自

己周圍的重

要他人? 

1. 對周遭重要他人的想法或感受是否
有所不同?若有，是在什麼情境脈絡
下轉變? 

2. 與周遭他人互動是否有所不同?若
有，是在什麼情境脈絡下轉變? 

如何看待犯

罪事件? 
1. 對犯罪事件的想法或感受是否有所
不同?若有，是在什麼情境脈絡下轉
變? 

 
 


